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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后的美国 
 

李国友 

 

 

“经济困难迫使英国２０年前从苏伊士以东撤出。英国离去后，当今那一地区不稳定的

邪恶种子就蔓延生根了。美国经济虽然要好得多，但需要大为加强。否则，海湾战争不会标

志世界新秩序的诞生，只能表明旧秩序的消逝。”〔1〕这是海湾战争结束后，《幸福》杂志的

评论。同时，美国总统布什也强调，首要任务是使本国经济再度运转起来，应付国内挑战要

有同样自我约束和紧迫感。乔治城大学国际商业外交项目主持人莫兰教授（Theodore H. 

Moran）提出：高政治和低政治的界限模糊了，低政治、主要谋求更有效地解决内外经济争

端和竞争；利益的协调与合作，正成为高政治，而原先的高政治着重安全战略、意识形态和

军事政治控制，由于目标消失，代价高，利益小，吸引力急剧下降，从而淡化并退居一旁；

并且，“忽视恢复第三世界增长和稳定重要性的国际经济政策，对长期的安全环境会预示着

不祥。”〔２〕 

    从以上美国企业界、政界、学术界近来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以得出：１．经济是新格局中

的决定因素，既是首要的目标，也是力量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手段；２．海湾战争的顺利结束

使美国关注的重点回到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３．今后对美国在国际经济和全球战略上的

挑战将更多来自第三世界，包括苏联、东欧、中国，都更类似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降低军事作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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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湾战争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促进了新格局的形成。高技术军事力量的胜利预示

着军力作用的继续下降。 

    １．对以军事手段谋求地区霸权形成了更强的威慑效应，从而继超级大国及两大集团军

事对抗结束后，进一步降低和缩小了可能导致美国卷入的军事冲突的发生频率、范围和规模。

美国之所以能够集中二次世界大战后空前的优势兵力，包括６艘航空母舰，３千架飞机和直

升机，４千多辆装甲车辆和５０万大军来对付伊拉克一个孤立小国，是由于全球及地区性大

规模军事对抗的热点大幅度缩小，牵制减少所致。传统的打一个半战争的能力成为多余，“超

出预料的军事胜利”将进一步促进美国防务预算的削减，到１９９６年，减到２８３０亿美

元，将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６％。用相对低的费用维持一支少而精的军队，更适应新格

局的需要。导弹防御计划第一阶段还取得了大幅度削减的依据，从 1480 亿减到 410 亿美元。

２５％的军队将被削减，大量军事基地即将关闭。 

    ２．军事因素作用下降，非军事因素作用上升。难以对付的不是隐蔽在工事中的大批伊

拉克飞机、坦克和军队，不是战场的损失和城市的破坏（重建将为大公司和外来劳工带来利

益），而是恐怖破坏威慑波及全球，使商业、旅游一度萧条；是石油泄流、燃烧，造成大面

积环境污染，破坏生态；是社会、经济动乱形成的大批移民、难民带来的冲突。加之，由于

公众对战争代价，特别是伤亡的容忍程度降低，以致只有靠空前的压倒优势，才能减少风险，

就是说军事力量的单位效能降低了，对使用军事手段的约束增强了。 

    ３．传统军备扩张的效能、规模、范围、方式都面临挑战和调整。军事工业不再是促进

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变成一个次要的经济部门，也起不了刺激经济、缓和衰

退的作用。虽然海湾战争导致军需订货上升，包括和沙特签订的２５０亿美元出口合同，但

是和５．４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规模相比，杯水车薪，作用甚微。况且，这种战争消耗对恢

复美国竞争力所急需改善的相关条件，如储蓄、投资、教育、吸毒、社会保障的不利程度，

远超过军需刺激的好处。去年四季度备战行动的强度空前，而经济滑坡加剧，是一明证。战

争初起时股市上升，是因为战局顺利，和平稳定的经济环境有望；后来下跌，因为战局扩大，

袭击以色列，拖长的可能上升，都与军备刺激论相悖。参战的法国在开战期间，就业急剧恶

化。 

    这次受到高度评价的爱国者导弹所用的技术是１０年前的，在商业上是过时的。精确制

导和高灵敏度侦测技术所依靠的集成电路远远落后于民用产品。并且，一般来说，军用半导

体比民用的落后一到两代，而研制周期为３到４年，到变为产品要落后两代以上，到有用武

之地时落后得更多。并且，军用市场占的比例也很小，降得很快：全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年收

入来自军用的，从１０年前的８％下降到现在的４％。以上至少可以说明三点： 

    第一，战争和扩军备战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总效应，不论从短期和长期看，都是不利的。

世界资金短缺加剧：美、日、西欧的基础设施整修，中东重建，东欧经济过渡，各需数千亿

美元投资，而能提供资金的国家却大幅减少，迫使利率上升，资本成本增加，使第三世界国

家发展的代价更高。 

    第二，高技术成为军事优势的一个关键（人员素质是另一个），但是发展的方式要更多

地依靠民用产业，有三层因素。第一层，民品的周期短，更新快，规模大，经验曲线改善明

显，从而在达到技术先进、成本低、质量可靠的目标上，超过直接投入军事项目的效果，尤

其是可以创造更多的利润，提供更高的Ｒ＆Ｄ的投入，形成良性循环。第二层，国防和军事

工业运转机制和效率的改善落后于民用产业。虽然当年麦克纳马拉对改进五角大楼的工作颇

有贡献，海湾战争也表明，军队本身的素质提高显著，过去订购的高技术武器发挥了作用，

恢复了受到丑闻损害的某些信誉。但是，荒唐的官僚程序和低效浪费的事例仍然层出不穷，

小至长达２０页的对巧克力小饼的规定，大至装备已３年的Ｂ－１Ｂ战略轰炸机故障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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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参战，须耗资１０亿美元进行大修。第三层，军事冲突预期的规模下降：从世界大战，

到大国支持的越南、阿富汗战争，到地区性的两伊战争，到对付孤立的伊拉克的海湾战争。

较大规模战争发生的频率将进一步减少。因此，对军事工业过早、过大的投入得到的可能是

多余和过时的装备；而对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损害，对军事工业经济基础的削弱，会导致

对国家集团和安全的更大危害。苏联是一明证。而美国的核武器对中小国家没有什么威慑作

用，相反，后者的核武器对美国的威慑作用却在增强。可见，对战争可能性的估计要冷静，

不能为一时和局部需要而夸大，否则将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提高经济竞争力水平比提高军事支出对国防建设更有效。美国投入防务的预算超

过日本和西欧的总和，但是，国防部发现，最关键的技术已有１／４掌握在非美国公司手中，

防务所需的产品和元件从国外进口的比重在增加，而军事开支比重最小的日本，在为美国的

军事、航天事业，提供越来越多的高、精、尖产品，为减小苏联潜艇的噪声，提供关键的机

床；而这又是在扩展民用产品中实现的；日本录相机芯的加工精度是航天的标准，但却实现

了品质稳定的批量生产，开发、扩大了市场需求，提高了利润，在扩大了市场份额的同时却

减少了和美国的贸易磨擦。录相机一度占美国市场的９０％以上，比汽车、纺织品的比例大

得多，但因为并不和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冲突，所以不受限制；并且，还加深了美国对日本

半导体和光电等技术的依赖，真是一举数得。 

    实际上，军工制造业的格局正迅速向民用工业，如汽车、电子业的全球化方式接近，包

括在研究、制造、销售、零部件供应等方面的多国优化组合。因此美国也在改变对策。美国

并不准备自成体系，因为代价高昂，例如，限制进口将使半导体用户的成本增加５０％；而

是区别对待。对外部垄断和控制的风险，美国找到一个“４－５０”准则：按经验当某种产

品有４家以上的外国公司或外国，提供了世界市场５０％以上的份额，就不能有效地合谋操

纵，勒索用户〔３〕。按这一标准，半导体设备制造应受到国家安全保护，而纺织则不必。

在发展半导体上，不是着重只适于特定武器系统的项目，而是通过民间机构，提高整体能力。

自１９８８年国防部每年资助（多个民间企业合办的）半导体技术公司（Sematech）一亿美

元，就是一例，并且是在这个合办的公司物色到了称职的总经理诺伊思（Robert Noyce）后，

第一笔款才投下去。这体现了整体观念，抓住重点，讲究效益，依靠人才。 

 

美国受到的制约 

 

    海湾战争表明，美国为建立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取得了重要的一分。但是，要保持和

实现这种领导，在基础、重点、实力和方式上，都和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特点不同。要在美

国和世界各方对美国今后作用的众说纷纭的迷雾中，发现实际主导的因素和动向，大概要排

除三种障碍。一是国内的偏见，对美国前景最悲观和最乐观的看法，都可以在美国国内找到，

如同对中国的可以在中国找到一样。二是运用旧格局中对利益、战略、控制的观念和标准进

行观察所导致的偏差。三是各种推论、虚拟、警告和实际进程的差别。 

    首先，美国国内外都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担心美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想用赤裸裸的

武力去维护它的支配地位。”“美国穷兵黩武的世界警察正向全球进军。”拉美国家记得“美

国一贯干涉它们内政的历史教训，害怕帝国主义的重新复活。”阿拉伯人担心，“世界新秩序”

可能会打开“潘朵拉盒”。日本人认为，“在外交政策上，美国人从来都是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４〕而前几年，美国衰落，孤立主义的情绪也颇盛行；反对海湾战争的在国会和纽约及伯

克利街头也不乏人。 

    美国主导的思想和实施的战略和政策可能是什么？ 

    “我们不当世界警察，但是对世界事务也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应该避免犯两种错误：孤

立主义和想入非非的干涉主义。”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伯特·米歇尔的这一主张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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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概会推行一种现实主义的政策，虽然有时理想主义色彩稍重，有时实用主义较浓，但

都不会偏离太远，延续太长。这受到三方面的制约： 

    １．在一个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起主导作用的新格局中，美国只是和日本、西欧相当，各

占一极，并且相互交织，难以分离。协调行动，特别是军事行动，更加必要，也更加困难，

因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随着苏联、东欧的衰落而消退。美国虽然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已经转移：不发达的小国代替了不同制度的大国；吸毒和艾滋病代替

了核威慑成为对安全的现实危险；民族主义、宗教派别和社会及经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复杂

反应所导致的难以预测的后果，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对付这些挑战，超

级大国的手段和方式，没有多少用武之地。虽然这次海湾战争实现了一次美国领导的冷战后

维持世界新秩序的成功“演习”，但是这次“演习”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理想条件，在今

后的“实战”中，不会再现。因此，从英国的赫德到李光耀，到美国的《幸福》杂志都在强

调，虽然这是“一大胜利”，“干得很漂亮”，但是“再采取这种行动并无现实基础”，是“不

现实的”，是“最后一幕”，表演虽然精采，但并不会得到重演的要求，“已经结束”。 

    ２．海湾战争恢复了美国在越南战争后遗症中丧失的信心；在水门事件，伊朗人质危机

后增强了对领导人的信任。不过，正因为这次战争在目标、性质、方式、效果上都和越南战

争不同，是对越南战争否定的结果。布什总统试图把这次胜利转化为国内长期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胜利，不过，这取决于他否定的否定，从其领导能力之所长，转到所短，并把

所短发挥成所长的能力。这既有有利的、也有困难的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本来就是公众关

注的中心，海湾战争的胜利为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投资环境增强了基础；黑人和妇女在战争

中的出色表现为进一步消除歧视，推动社会改革带来势头。不过实施起来困难不小：“如果

把施瓦茨科普夫（上将）调回国，让他来处理犯罪问题，他就要看起来像任何大城市的警察

头子一样——非常苦恼，灰心丧气。”〔５〕这是美国人提出的形象比喻。经济和社会问题处

理不好，政治上的胜利会落空，“美国人的记忆是短暂的”，到下次大选时，一年多以前的欢

呼会被近期的不满所淹没。二次大战中捍卫英国、领导卓越的邱吉尔，在战后即落选，是因

为“英国人民是成熟的”，善于选择适合不同使命的领导人。看来，重点转向国内，势在必

行，成功并非无望，但非轻而易举。虽然只需要各方作出小的牺牲，但并不比作出大的牺牲，

选择、协调和实施起来更容易。 

    ３．各方对美国可能推行军事霸权的警告，在美国欢呼胜利的同时，已广泛出现在美国

的舆论和传播媒体上，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因此，警告中提出的可能，大概都不会成为

现实。白宫已经在竭力消除这种“嫌疑”，宣称，“总统不打算让美国当世界警察”，“结束对

外援助的微观管理，这种微观管理使盟国和朋友丢脸”。企业界在谈论无国籍公司，世界新

秩序的实际基础是“国际企业文明”〔６〕，“新世界的接生婆将是企业界领袖”〔７〕。 

     

美国的新思维 

 

    实际上，近一年多来，美国企业界的代表人物，一流管理学院的教授，著名的思想库，

对影响世界潮流变化的因素，新格局的特点，力量和控制方式的转移，都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１９８９年的某些热门话题，已经冷却。这些对美国中长期战略的形成和政策重点的确定，

具有重要影响。 

    美国，特别是中坚和前沿部分，运转节奏快，对国内外变化反应灵敏，为政策的制定进

行准备，为领导和实施提供基础。 

    美国人认为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在转移：一部分转移到超国家机构，如欧洲经济共同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等；一部分到跨国公司、金融机构、社会团体、

传播媒介；一部分到经济交织紧密的伙伴国家的手中，如和日本之间。主权国家政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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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存在，但是要和这些层次分享、协调。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的作用同时推动了统一和分

裂的进程：以企业文明和信息化促进了“地球村”的形成，同时又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之

内的差距；在降低和消除了某些传统的威胁和冲突的同时，又导致了新的危机。权威方面和

行使的手段在多元化：政府、公司、国际机构、科学家、公众团体都对国家和国际事务，在

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具有权威性并施加影响。 

    多极格局由不同的实力形成，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军事和经济（美国），军事（苏

联），经济和金融（日本、德国），人口（中国和印度）。人口又是一种负担，军事的效用在

下降，只有经济具有充分效力。实力仍在变化，日本和德国金融增强的势头，近年来迅速减

弱。第三世界更不是一个整体，正迅速分化：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向发达国家的水

平接近，而多数差距更加扩大。少数石油输出国，如沙特和科威特，在发达国家投资的收入，

已经和石油收入相当，而石油从勘探到生产、提炼、销售，又和西方国家紧密交织，形成供

应和消费的一体化。 

    影响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在变化，利益在不同范围，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结

合、冲突和转移，使得新格局具有多极、多元、交叉、务实和多变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旧

格局已消逝，而新格局特点鲜明，却难以定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美国没有制定出新的蓝图

时，不要认为它还要按老方式行事。“指导外交政策的三原则——美国特殊论，反共主义和

世界经济自由化——已无济于事,因为其他人更难以接受,或 ‘胜利’使得反共主义不再相

干，或市场本身成了问题（如美日关系中），或提供不了答案（如生态问题）。”〔８〕“社会

主义国家的自由是一个胜利，不是纯粹美国资本主义的，而是市场力量的，是世界市场经济

中民主社会主义的某种胜利。”〔９〕这是进入９０年代美国思想库的认识。到１９９０年下

半年在美国考察所接触到的学术界、外交界和政界、企业界人士中，已听不到什么冷战时的

论调了，都在纷纷重新定向，寻找新的有效途径和论点。 

    提高适应变化的能力成为关注的焦点。“力量的保障在于改变了的行为，而不是资源”。

信息已成为重要资源，并且十分丰富，不过“对新的信息首先作出反应的灵活性，仍然是一

种稀缺的技能。”〔１０〕“现在资本意味着智能，而不仅是金钱”，可是“正当企业的进展要

靠那些见解胜人一筹而不是比别人多买一倍机器的人来取得时，人才却奇缺。”〔１１〕 

    “当今国际事务中力量的最大源泉可归于劝导其他国家把你的利益视同他们的利益。”

〔１２〕体现在美日结构性障碍谈判中，美国谋求日本改善国民福利，消除低效的夫妻店，

打破企业集团的壁垒。而日本则要求美国吸取“东方的”价值观，多储蓄，多投资，增强劳

动力的训练和教育，以便提高美国的竞争力。〔１３〕 

    这些观点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反映了美国今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由于美

国是多元化的社会，不能轻易把个别国会议员、著名报章和政界人物的言论，作为反映政府

意图的证明。加之，美国是商业社会，经济思维是各界的共同基础，考虑政策及国家战略都

离不开成本——效益的权衡（cost-benefit trade-offs）。因此，如果说美国对外政策的重

点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就必须分清，是否是重点，是什么时候的，对美国有

什么利益，代价多大，有无实施的基础。“实力的变化限制了美国确立规则和提供解决途径

的能力。”〔１４〕同时，托夫勒在新著中也告诫：“如果你把美国看作一个统一体，那就犯

了一个严重错误。美国不同部分的差别，就如同黑夜和白昼。”〔１５〕如果把观察问题的基

点建立在过时的观念和枝节的依据上，那么，不论取自本国还是外国，都会产生偏差，付出

代价，３０多年来教训是够多的。 

     

注释： 

 

〔1〕Thomas A. Stewart, “Winning the Peace”, Fortune, 199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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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 Theodore H. Mor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0/91, p.90。 

〔3〕Ibid., pp.80-81. 

〔4〕参见 Time, 1991.4.1。 

〔5〕Matthew Cooper and Kenneth T. Walsh, “Riding the Victory Train”, U.S. News 

＆ World Report, 1991.3.25. 

〔6〕参见 Susan Strange, “The Name of the Game”, Sea-chang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New York, London, 1990, pp.260-262。 

〔7〕参见“The Most Fascinating Ideas for 1991”, Fortune, 1991.1.14。 

〔8〕引自 Stanley Hoffmann, “A New World and Its Troubles”, 同〔6〕, 第 287 页。 

〔9〕同〔６〕，第２６０页。 

〔１０〕引自 Joseph S. Nye, J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Dialogue, 

1990。 

〔１１〕同〔７〕。 

〔１２〕同〔１０〕。 

〔１３〕Shafigul Islam, “Capitalism in Conflict”, Foreign Affairs, 1990. 

〔14〕同〔8〕，第２８６页。 

〔１５〕引自 Alvin Toffler, Powershift, Bantam Books, New York, London, 1990. p.246。 

 
 

 

美国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 

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李亚联 

 

 

世界经济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特点已引起国际各界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在欧洲共同体

１９９２年统一市场日益临近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正迅速发展，令

人瞩目。布什总统１９９０年９月向国会提出的正式开始美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要求和１

１月底在墨西哥城与墨总统萨利那斯的会谈在美国各界激起巨大反响，各种压力集团云集国

会山大肆游说争取通过或否决布什总统的提案。本文拟对美墨关系现状及美墨自由贸易协定

的产生背景和影响加以分析。 

     

一、美墨边境经济关系发展现状 

 

    在过去的２５年里，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公司沿着从圣地亚哥到得克萨斯的布朗斯韦

尔２０００英里长的美墨边境线上办起了２０００多家装配工厂，雇佣了５０多万墨西哥

人。美国是边境工厂的主要元件供应地，已向这些工厂运去了价值１７００亿美元的零部件

由墨西哥人组装成机后运往美国和其他国家。三年前墨西哥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失

业问题实行了更加开放的政策，因工资上扬而挣扎度日的许多美国公司抓住机会，蜂涌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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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本国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以及欧共体、东亚经济集团形式的担忧，美国政府在签订美加

自由贸易协定后也把注意力转移到其南部邻国，并对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兴趣急剧加大。 

    许多美国政府官员对墨西哥近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惊讶不已，他们被那里市场的巨大潜力

及低成本高素质的劳动大军所吸引，许多人预言，墨西哥将在１０年内成为可以和亚洲四小

虎并驾齐驱的小美洲虎。据统计，墨西哥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工占全国人口的８７％，这个比

率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多见的。许多美国大公司，如福特汽车公司等在墨开办了技术学校。一

些公司还把工人送到美国的学校培训，让他们掌握操作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备的技术。这样，

美国老板付出最低的工资可以得到最高的劳动生产力。ＩＢＭ下属的ＳＣＩ公司在墨办起了

高技术学校。柯达墨西哥总公司总裁唐纳德认为，到２０００年，墨西哥将与南朝鲜并驾齐

驱，还要比南朝鲜有更大的发展余地。的确，墨西哥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工资低廉，劳工

质量高，又紧靠美国，是美国商人发家致富的理想之地。美国人从最初开设来件组装厂发展

到生产元件和建立进出口贸易及经营金融和房地产业。虽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设想刚刚提

出，但商人们早已先行一步，许多美国公司已把创业的基石深深埋入墨西哥领土。在帕瑟以

南９５０英里处的瓜达拉哈拉正在变为美国建在墨西哥的“硅谷”。ＩＢＭ、王安电脑及其

半导体元件制造商们在此地生产集成电路片、计算机整机并展开国内销售和出口业务。福特

汽车公司也开展了从生产汽车元件到出售整车的经营。福特汽车公司已投入价值１０亿美元

的汽车制造设备，并宣布再拿出１０亿美元建立一个新型轿车生产厂。９个专为福特汽车提

供配件的日本商人也将随之在该厂附近建立９个配件厂，许多汽车将由日本商人直接从墨西

哥运往国外。 

    美墨两国贸易自１９８６年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后迅速增长。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９

年双边贸易额达６００亿美元，其中美国向墨西哥出口２８０亿美元，与美国向日本同时期

的出口额相当。美国主要从墨西哥购买原油、汽车、汽车零件、电视机、银制品、烟草和牲

口。墨西哥主要从美国进口石油产品、大豆、玉米、高粱、汽车零件、电子元器件和塑胶制

品。 

    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企业纷纷转移到墨西哥生产，造成墨西哥厂房紧张，住宅、仓库严

重短缺，加上文化教育娱乐设施需求的增长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迅速进展，引起美国房地产

商人和金融界的极大兴趣。美国几家大银行和公司现正在墨西哥竞相购买墨西哥最大的几家

公共公司的股份。例如墨国家电话公司是世界第四大转为私有的国有公司，美国和加拿大一

些大公司正为争当该公司的大股东展开激战。 

     

二、美墨自由贸易协定的提出 

 

    “协定”是由墨西哥总统萨利那斯于１９８９年夏天结束了其欧洲之行后提出的。萨利

那斯上台后面临非常棘手的经济难题：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居不下，大

批国营企业严重亏损，墨西哥政府债务累累，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萨利那斯为了摆脱困

境，一方面重新安排其债务偿还问题，另一方面宣布对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并试图通过大量

吸引外资来解决本国资金不足和失业问题。但该政策公布以后，并未产生预期效果，进入墨

西哥的外资企业增长很慢，因此，在出访欧洲以后，他吸取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扔出了

两颗炮弹：一是把墨商业银行私有化；二是提出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用法律的形式把

两国经济关系规范化。 

    一个富国和一个穷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这在世界经济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提出，但美

国政府还是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因为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也有好处。首先，面对日本、

西欧等国的激烈竞争和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减少，及美国经济增长低速，美国可以

利用墨西哥充足的优质廉价劳力增加美产品的价格竞争力。１９８９年，墨西哥工人每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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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仅为１．６３美元，而新加坡为２．２５美元，南朝鲜为２．９４美元，台湾高达３．７

１美元，所以美国企业到墨西哥投资生产可以减轻成本负担，还可以通过开发墨西哥消费市

场为美产品打开销路，从而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第二，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还可以压墨

西哥政府在原油开采方面对美国公司开放，从而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第三，墨西哥的经

济繁荣可以使其政治和社会稳定，从而减少墨西哥非法移民到美国的数量。与此同时，美国

政府也考虑到了“协定”签定须付出的代价。首先，“协定”的签定会使美国的制造业迅速

南移，美国的就业机会也会随之南流。虽然美国蓝领阶层对就业机会流向发展中国家已司空

见惯，但此次美国资产和就业机会外流的规模之大，及墨西哥为吸引外资而要长期保持低工

资竞争的优势的措施将会使美国出现大批失业者；第二，美国过去受到保护的一些产业在“协

定”签定后将面对来自墨西哥低价产品的竞争，如畜牧业和部分农业将面临痛苦的转业问题；

第三，在市场一体化、资本自由流通的情况下，美国部分中小型企业面临更加严酷的竞争；

第四，各州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更加严重。美墨边境各州将出现繁荣，而东北部的传统工业

基地将会加快衰退的进程。 

     

三、“协定”对北美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美墨自由贸易协定签定后，必将带来美国在墨的大举投资，并进一步提高双边贸易额。

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签定后的短短的时间里，美加贸易额猛增到１７１０亿美元。一个强大

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北美贸易集团将会由于墨总统萨利那斯的力促而加快形成。１９８９

年，美、墨、加三国的人口总数为３．６２亿，ＧＮＰ值５．９万亿美元，贸易总额２２５

０亿美元，三国之间，尤其是美加与墨西哥之间在生产水平、产业结构方面有着巨大的互补

性，足以抵销欧共体统一市场的影响。据美国商业周刊的估计，新北美贸易集团将拥有６０

万亿美元的制造和消费能力，其势将压倒１９９２年的大欧洲和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统治力

量。如果“协定”如期达成，美国“北美经济共同市场”之梦将很快变为现实。“协定”的

达成将突破人们对区域性经济集团形成条件的传统观念。过去人们认为“门当户对”才能生

活美满，即：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而经济利益和要

求差距较大的国家，则不可能协调发展。北美经济的成功将打破这种框框。 

    世界政治和经济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统治的局面已被打破。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正在

形成和崛起。就世界经济格局而论，世界三大经济区域集团将会迅速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美

墨自由贸易协定将促使欧洲大市场吸收发展中国家参加，促使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

业化国家把原来基本由民间协调的经济往来迅速过渡到由官方认可、保证、监护和协调的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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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与电子时代 
 

——论美国证券业沿革 

 

萧  琛 

 

 

惊险程度胜过１９２９年股市大崩溃的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的“股灾”，向世人提出了一

个严肃的课题：倏忽可至的电子信息和全球化全天候的电子证券交易将给美国传统证券业带

来何种变革？股份制这一市场配置经济资源机制的核心将取何新的形式？美国以纽约证券

交易所为首的华尔街金融势力是否还能长盛不衰？本文拟就美国证券业拍卖制、专家制和电

子市场的历史变革作些探讨。 

     

一、早期美国的证券业与拍卖制 

 

    美国的证券业可以说是起因于１７９０年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所主张发行的８５

００万美元的“公共股票”。这些股票后来成了众所周知的政府公债，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期

票，政府不但在借贷期内按规定付息，而且还保证在特定时日偿还所规定数额的本金。当时

美国两磅重的面包还用不了５美分（如今１美元左右），８５００万美元无疑是一笔巨款。

它给华尔街靠河口那头的“拍卖商”们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机会。这些拍卖商常年注视着从食

糖到香料等各种舶来品，对于任何微小的机会都有强烈的兴趣。尽管他们对这批股票的机会

收益不甚了了，但直觉诱使他们迅速认购。这实质上构成了美国建国后最早的政府公债一级

市场，而其发行方式则不过是在华尔街附近遛达，寻求一切可能的买主。 

    两年之后许多局外人纷纷“觉悟”并开始追随这些拍卖商。于是这些分散在拍卖商们手

中的证券如何转手流通便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为了给势将兴旺的“新产业”确定一些交易

规则，２４个拍卖商于１７９２年５月１７日相聚于现今距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不远的一

棵梧桐树（buttonwood tree）下，决定每周用几个上午在这棵树下碰头，并制定了三大交

易原则。它们是：（１）只搞相互交易；（２）一律排外；（３）按统一规定收费。这三个原

则实质上是今日美国的证券业“成员（membership）制”或“席位（seat）制”、“３９４规

定”（只许在公认的市场上交易，不得与局外人交易）和“固定佣金制”的胚芽。而除了“固

定佣金制”于１９７５年被正式废除以外，其他原则及派生制度基本沿用至今。 

    １７９３年一家名为汤迪的咖啡馆在华尔街建成，使得这批拍卖商与经纪人由树下进入

室内。在市场发育程度低、通讯与交易条件很差的情况下，面对面地打交道的确是做生意的

唯一可靠方式。而拍卖又特别适于小型场合。尽管每笔交易都是靠双方个人信用来进行，也

没有条件签定合同。但在那欺诈行为盛行的年代，华尔街的做法在商业道德方面确要比普通

交易方法略胜一筹。因而许多人感到有必要到华尔街去，华尔街的地价扶摇直上。１８０３

年，交易所搬入布罗德大楼（现今的房子是１９０１～１９０３年另建的），华尔街的交易

体制基本成形。在那以后的“运河热”、“黄金热”与“铁路热”中，华尔街的“现代”金融

狂热逐渐席卷全国。例如１８４８年“黄金热”中，交易所忙不过来，便每天增加一次拍卖。

到１８７７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有了两大交易场。其中一个便是“拍卖场”；另一个场

地叫“长房”，其交易方式是“专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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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家制的形成 

 

    早期证券交易中的行情传递主要靠人工跑街。这当然很难及时与公平，而且也会受到天

候的影响。１８６６年纽约黄金交易所的副董事长Ｓ·Ｓ·劳斯发明了行情报价装置；１８

６７年接线员Ｅ·Ａ·卡拉汉加以改进并取名股票行情记录电报机；１８６８年托马斯·爱

迪生进一步使之完善。这种机器能够把每笔交易的主要细节立即印在纸带上，因而大大提高

了交易效率。１８６９年大西洋电缆铺设完毕又使得纽约与伦敦突然变得只有几秒钟的距

离。这对于华尔街的兴旺发达意义重大而又深远。到１８７８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全面

安装了这种机器。１８８４年，道·琼斯公司创立并开始编制运输业股票指数；１８９７年

开始编制迄今为止最常用最方便的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 

    股票指数能及时地反映股票价格的变动，加上新的通讯记录手段，极大地改变了证券业

的面貌，但是新技术也使得交易所昔日的重大优势——信息的优先与控制权受到有力挑战。

因为各大交易当事人都为自己装配这种行情报价系统，交易场上的事等于全部对局外人公

开。为了控制交易，１８８５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明确要求取消交易场上各私营厂商的报话员。

１８９０年又将纽约商用电报公司控制起来，改名为纽约报价公司。到１８９２年，美国“西

部联盟”被迫屈服就范。从此只有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公司所拥有的经纪人事务所才有权

安装股票行情电报机。 

    １８８２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拍卖场”已由于冷落而被取消，但“长房”的以专家

（specialist）为中心的交易市场却日益兴隆起来。１８９２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全面

推广“专家制”。 

    所谓的专家，不仅指这些人谙熟证券交易，而且主要是指在交易场上既充当“场上经纪

人”（Floor brooker）又充当“注册自营商”（Registered trader）这样一种特定的双重身

份的人。〔1〕专家制则指以专家为中心的证券交易方式。具体的办法是在交易大厅上设立若

干交易站或柜台，每个交易站配置若干专家主持交易。例如，当今纽约证券交易所１５６７

个成员约有１／４是专家，分成６６个小组，轮班负责２２个交易站，每一交易站分管若干

种证券。 

    当场外证券买主以各种通讯手段将各种形式的委托（现价委托，相机行事委托，保本委

托等）传到交易所乃至交易站内时，专家便忠实而有效地执行这些指令，代表买主或卖主与

交易站周围的代表其他卖主或买主的场上经纪人交易。完成这一任务的办法实质上还是拍

卖，无非是选取较好的出价或报价，并在买卖价差中选取一个双方可以成交的价格。专家的

另一重身份是作为一个交易商，为自己（或自己的交易所）买卖证券以影响交易气氛与稳住

价格的波动。因为若长时间无人买或无人卖，市面便会冷落滑坡，并造成恶性循环。越是无

人买卖越是冷落，越是冷落则越是无人买卖。专家的重要性在于能有效地浓化交易气氛并促

成较多的交易。专家执行前一职能的报酬是佣金、手续费等，执行后一职能的收入则是盘存

利润。当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收入大约２０％来自佣金，５０％来自盘存利润，其余为证券

挂牌及各种收费。 

    专家制的优点在于能向投资人与集资人提供一个相对公开的证券交易市场。因为证券交

易所的价格、成交量等都按每半小时一次报告给行情汇总系统，股票指数〔2〕也是每半小

时计算并公布一次。而且在“收盘”与“开盘”的期间内（夜间）一切都冻结，任何人不得

在幕后秘密交易。专家制的第二个优点是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专家长期丰富的经验

与高强度的及时补抛可以使得价格波动较少受偶然事件的干扰。第三个优点则在于它的效

率。由于记录详细报价及时，交易双方又都是长于某些证券的内行（拥有席位或成员资格的

其他场上经纪人实际上也都是经验丰富的行家），因而成交速度快，经营品种多，交易规模

也远远大于拍卖制所能达到的水平。这些优点反映在统计数字上便是交易所交易的日处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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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增长。特别是２０年代电动打字机取代手动打字机、计算器取代了加法器之后，专家市

场的交易效率更是迅速增长。到本世纪３０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平均处理能力已达到

７５万股，高峰日处理能力可达５００万股。 

     

三、专家制的发展 

 

    专家制的完善与成熟在某种意义上应归功于１９２９年的股市大崩溃，因为它全面彻底

地暴露了自由竞争时代专家制证券交易体制的种种重大缺陷。 

    １９２９年美国１．２亿人口中约有１５０万至２００万人涉足证券业（如今是３５０

０万，加上间接证券投资人则可达１．７８亿），其中１３７．１９万住在纽约。〔3〕“黑色

的星期四”使得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下跌了５００多点，跌幅高达

３９％，股票投资人的损失为５００多亿美元！这一灾难使得每１０万纽约人中的自杀率由

１９２９年的１７人上升到１９３０年的１９．７人，〔4〕也使得举国上下全面反思美国证

券业的弊端。 

    大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并无明确分工，许多商业银行（主要是储贷

业）染指证券交易，盛行把证券投资公司作为银行子公司的风气。因而一旦经济衰退，许多

公司的证券如同废纸时，银行及其附属公司便由于持有大量“废纸”而破产，并殃及储蓄者

破产。为此，１９３３年的银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又称《格拉斯－斯蒂高尔法》，

the Glass-Steagall Act of 1933）将银行业与证券业作了明确的分工：禁止银行从事证券

业务，商业银行不得参与股票发行或作有关承诺；投资银行（invest banking company）和

证券投资公司（investment company）则不能接受储蓄和发放贷款。银行业与证券业的这一

分离为证券业的独立发展与加强宏观调控与管理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没有区别便没

有政策。为了使经济萧条时银行解付能力不再殃及社会，联邦当局为银行业创建了联邦存款

保险公司（ＦＤＩＣ）和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ＦＳＬＩＣ）；战后又根据证券投资人

保护法（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Act）成立了证券投资人保护公司（ＳＩＰＣ）。 

    １９２９年股灾的另一重大原因在于联邦对证券市场的监控与调节机制没有确立。具体

表现为：（１）没有能代表国家的强有力的权威机构专门管理；（２）对交易当事人的财务经

营状况没有有效的披露与监督机制；（３）对证券交易中的“垫头”（Margin）没有调控装置。

证券业中的“垫头”的作用类似于银行业中的准备金比率，对于资本派生能力和货币供应量

的作用至关重大。“垫头”变低意味着虚拟经济与实际经济的脱节性增强，意味着爬得高摔

得重的可能性变大。２０年代股票热中，“垫头”往往只有１０％左右，也就是说，只须１

万美元便可做成１０万美元的交易。这无疑会鼓励投机。针对上述问题，１９３３年的证券

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和１９３４年的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其一是授权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代表联邦政府执

行对证券业的各项政策。负责批准、监督与惩治各交易机构、厂商与当事人的不法行为。１

９３８年马罗尼法（Malony Act of 1938）补充了１９３４年的证券交易法，授权场外市场

（ＯＴＣ）自我管理，并成立全国证券自营商协会（ＮＡＳＤ），协同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

其二是建立健全“真情披露”制度，包括各种有效的会计、审计和证券评级（Rating）制度。

１９３３年的证券法也称“真情披露”法（Truth in Securities Act），因为它要求全面披

露有关信息（full disclosure of relevant financial information）。这些信息包括厂商

的财务状况与经营状况；各种重大的潜在有利因素（如即将推出某种发明）和不利因素（如

原料价格可能较大上涨）；以及公司内部高级经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及其变动。其

三是授权联邦储备银行负责调控“垫头”。此外，１９４０年的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进一步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管理互助基金（mutural funds）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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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意义深远的措施。 

    上述重大措施与基本立法事实上确立了战后４０年来的美国证券业体制，标志着以专家

为中心的二级证券交易方式的成熟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３０年代与４０年代，纽约

证券交易所的日平均处理能力为７５万股，５０年代迅速上升到２００万股，６０年代超过

６００万股，７０年代增至１５００万股，如今达２５００万股。〔5〕诚然，专家市场交易

效率的提高与交易规模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种技术手段的进步，但是战后直至１９

８７年的４０年中，证券机制本身的稳定与适应能力较强也是不可低估的重要因素。 

     

四、第三市场的挑战 

 

    1965 年美国金融刊物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第三市场”（The Third Market），指

的是场外市场（ＯＴＣ）中通过证券交易中介经营挂牌证券交易的那部分二级市场。因其技

术特征主要是现代电子通讯技术，因而也被称为“电子市场”。但是实际上电子市场决不仅

仅指第三市场。所谓的场外市场，指的是分散而灵活的证券交易网络。美国场外市场拥有６

０００个经纪人事务所和３０００个成员公司，经营的证券交易占全部证券交易额的９／１

０。但在传统上，场外市场是不经营挂牌证券的。 

    第三市场出现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场外市场的行情报价工作是由一个私营的服务公司

——国民行情局（National Quotation Bureau）用印发“粉红纸”（pink sheets）的办法

来完成的。粉红纸将每天的股票、债券的价格、成交额等信息连夜印送各地，以便在第二天

场内市场开盘之前，各场外市场经纪人公司都能读到。由于情报通讯手段比较陈旧落后，利

用迟传、漏传或时差来获利的情况在所难免。１９６４年修订“证券法”时，证券交易委员

会便提出运用电子计算机联网在全国实行同步自动报价问题，并约请有关专家和厂商设计制

造。到１９７１年这一著名的全面证券自营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ＮＡＳＤＡＱ）问世，１

９７６年又进一步建成行情汇总服务系统（ＣＱＳ），使得各种设计意图基本上付诸实践。 

    以微电脑网络为特征的场外第三市场无疑会对以人脑（专家）集合为特征的场内市场提

出有力挑战。第三市场用电子屏幕经营着几千种挂牌证券，服务时间远比纽约证券交易所要

长，交易的精度与速度也比专家制市场要强，更有竞争力的一点是其收费低廉。公司规模、

交易额度相当的两个公司在两个市场上的年登记费、手续费、挂牌费和佣金支出总额之比是

１∶１０．３。这些优势使第三市场的交易总量迅速增长。１９６５年，第三市场交易总量

为４９００百万股，比华尔街少３％；但到１９７２年，第三市场的交易总量已达３２７０

０百万股，超过专家制市场交易的７％。〔6〕 

    历史上，专家制市场的大本营——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对付竞争对手有三大武器。第

一，以“不公正”为理由，要求局外当权人士组织调查对手；第二，如调查不奏效，便发起

直接攻击，以各种手段惩罚那些同对手作交易的厂商；第三，如再不胜，便提出合并或结盟，

在分享利益的过程中同化对手。华尔街这三件武器长期以来可谓无往而不胜，但是在对付电

子市场方面却未见奏效。华尔街的许多老手（old timers）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打不赢

的战争”。〔7〕尽管如此，华尔街的反击仍然是非常有力的。华尔街的一大优势是“近水楼

台”，各大证券投资公司、大银行、大公司总部、评级公司等多云集纽约，人事关系盘根错

节，利益息息相关。另一大优势是“３９４规定”使纽约证券交易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继续保住主要客户。华尔街还游说国会，提出“两个中央市场”的改革方案，即一个挂牌中

央市场，一个不挂牌中央市场，企图对第三市场釜底抽薪。但是由于新技术顽强的生命力和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扶持，第三市场终于在强烈的对抗中生存与发展起来。到８０年代末期，

纽约证券交易所、ＮＡＳＤＡＱ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三大市场的上市家数分别是２２４４，５

５３７和９５７家，成交股数分别是４７８０１，３７９８０和３５０５百万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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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四市场的成长 

 

    第四市场指的是不通过证券经纪人等交易中介而由证券买卖双方直接成交的二级市场。

第四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因是可以节省交易费用，其技术条件则在于电子技术与第三市场。第

三市场发展过程中，曾产生大宗股票自动交易系统(ABlSEx)、自动执行系统(Aut-Ex)、机构

网络系统（Instinet）、自动转换系统（ＡＴＳ），等等。自动执行系统出现于１９６８年，

很快发展到１４０多个用户，７５个机构，并吸收了３０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公司。自

动执行系统同大宗股票交易系统配合，适于大宗股票交易。机构网络系统１９７０年投入使

用。其特点是可以为成交双方保密，允许控制台直接执行交易。机构网络系统也很快发展到

３０个用户，但因有违传统而遭非议，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是富于意义的一点是它已经为

第四市场的发育成长播下了宝贵的种子。 

    ７０年代以来是美国经济一度走走停停的年代，也是各种金融创新风起云涌的年代：Ｑ

条例的突破；银行跨州经营禁令的名存实亡；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重新融合；证券交易中

固定佣金制的废除；还有８０年代以来的各种金融宽松政策（deregulation），等等。在这

样一种社会背景条件下，各大厂商在集资投资过程中已不敢再对华尔街抱过高企望。他们不

断地寻求新的更加适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渠道，包括自己动手直接融资。例如，杜邦公司、

壳牌石油公司等就曾直接向投资人销售商业票据。年金（Pension Funds）这一随着“老人

势力”（Grey Power）增长而强大起来的金融实体则走得更远。它们干脆雇佣经济专家在自

己的办公室乃至私人宅邸中作证券交易（House operation）。还有的年金则干脆公开创造第

四市场。例如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体系〔9〕所拥有的１７０亿美元的权益资产中即有７

５％系直接同买卖者交易。 

    第四市场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迅速地国际化。如果说７０年代银行业能借助电子技术

如履平地一般地冲破国民银行跨州经营的重重法律障碍，则８０年代证券业借助电子市场也

在平步青云地跨越各民族传统的经济法规的万里长城。迄今为止，一个以路透社（Reuters）

为信息传输骨干的无国界的电子证券市场业已形成。这一体系已在１２９个国家装置了２０

万个终端，经营着几百种举世闻名的世界级证券和上万种美国、欧洲各国公司的股票。今年

以来路透社还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芝加哥交易会（Chicago 

Board of Tread）、美国证券交易所（ＡＭＥＸ）和辛辛那提股票交易所（The Cincinnati Stock 

Exchange）联手建设一个更有效率的证券交易系统：ＧＬＯＢＥＸ（全球证券交易执行系统）。

该系统建成后，将由芝加哥方面专注期货交易，由美国证券交易所和辛辛那提方面专注期权

（Options）交易。对于这一势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西方观察家的评论是：“路透社正在

用它们的屏幕取代交易大厅”；“新的世界证券交易市场将属于路透社”。〔10〕 

     

六、华尔街的未来 

 

    如果说对于第三市场的挑战华尔街还有招架与还手之功的话，则第四市场对传统证券交

易方式的打击势将是不可抗拒的。第四市场不直接同华尔街公开抗争，而是另辟蹊径，使得

整个电子市场更加有效地削减传统的专家制市场的交易份额，并在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新形

势下表现出传统市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早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挂牌证券市场份额是９０％

左右，到１９８５年已被降为８０％，１９９０年进一步降至６０％，而１９９１年的估计

数仅为５５％左右！〔11〕电子市场还使得华尔街的佣金收入骤减，因为由于电子市场的竞

争，每股成交收费率已从８美分降至２美分；迄今为止，第四市场的日交易量已达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万股。１９８０年美国私人年金的海外投资还只有２１０亿美元，到１９９０年



《美国研究》1991年冬季号 17

已迅速增至２５００亿美元。〔12〕而其中大部分是经由第四市场跨国成交的。 

    华尔街实质性的优势在于它对于交易信息的优先权与垄断权。而这两大特权在技术创新

与金融创新面前都已经风雨飘摇。今日的华尔街虽然还不会门前冷落，但确已不如往昔那般

雄风抖擞。尽管华尔街在统计方面仍能拒不承认第四市场，并且对第三市场也不无遮掩能力，

但是危机意识确已深深潜入交易大厅。当美国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包括“雇员拥有股票计划”

（ＥＳＯＰ）空前发展，个人储蓄率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人们逐渐告别股票而走向邮

票、中国瓷器与房地产投资的时候；当个人风险投资可以为专业团体的多元化投资所代替的

时候；当电子技术使得全世界的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荧光屏面对面地进行交易的时候；那

传统的熙熙攘攘的常常令人失魂落魄的资源配置方式难道还不需要来一场划时代的变革？ 

    美国经济学家查理斯·威尔士和莫尼卡·罗曼（Chris Weles with Monica Roman）曾

就这场变革并针对华尔街写道：“７０年代是华尔街的深渊。华尔街挺住了并因此迎来了沸

沸扬扬的８０年代，又一次验应了华尔街老手们的格言‘华尔街自有回天之力’。但是这一

次老手们很可能不再正确，因为这场滑坡热将不可逆转。”〔13〕到目前为止，华尔街纽约证

券交易所的实际市场份额仅为５０％略高一点，而其税后利润也由１９８６年３０亿美元急

剧下降到１９９０年的６亿美元（仅相当于１９８７年“股灾”那年的水平）。〔14〕 

    华尔街的专家们当然并非不识时务，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改变观念，则势将面

临灭顶之灾”。〔15〕因此，尽管他们对于新的交易方式不能不本能地有所抵触，并不无解嘲

地扬言“人与计算机不能和谐”，〔16〕但他们还是努力从现实出发积极变革图存。几年来，

纽约证券交易所已在改造其ＤＯＴ系统（一种配合专家工作的电子手段），并以其已经开始

向海外发展的交叉网络（Crossing Network）同其他电子系统竞争。交易所的总裁理查

德·Ａ·格拉索（Richard A. Grasso）估计到本世纪末他们将有１５０种股票在全世界实

行２４小时的经营。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自动化电子证券交易将是没有任何“华尔街”专

家的！〔17〕２００年来不断同化对手的证券业的天之骄子——华尔街金融权势正在被卷入

电子时代新的交易方式的汪洋大海之中。 

     

注释： 

 

〔1〕场外市场上也有这种双重身份者，一般称“market maker”等。 

〔2〕指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 

〔3〕〔5〕〔6〕〔7〕参见：１．〔美〕多丽丝·费伯著，梅政译：《华尔街发家史》（Wall Street），

时事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２．〔美〕索贝尔·罗伯特著，周友译，《华尔街内幕》（Inside Wall 

Street），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 

〔4〕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统计。见于：〔英〕埃德蒙·福西特，托尼·托马斯著，

高振亚译，董乐山校：《当今美国》（The American Condition），第１９１页，《光明日报》

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8〕《台湾经济研究月刊》，１９８９年第９期，第１１２页。 

〔9〕原文名称：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10〕〔12〕〔13〕〔15〕〔16〕〔17〕〔美〕《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１９９０年１１月

１５日，第１１８－１３２页。 

〔11〕〔14〕资料出处是：Securities Industry ASSN。见于〔美〕《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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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 

性质、成就及其意义 
 

刘绪贻 

 

 

在“新政”的各个项目中，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虽有污点，但它的成就是显著的，影响

是深远的。直到今天，它还对各国改造落后地区具有参考的作用。但是，在以往发表的关于

该局的著作中，对该局的性质、成就和意义，叙述得似乎并不准确、全面。本文的目的，就

是试图对它的性质、成就和意义，进一步加以简要的阐述。 

    由于早期移民的滥垦，田纳西河流域的肥沃土壤和大片森林，到１９世纪末，变成童山

濯濯的贫瘠地区。２０世纪末，这个地区成为一个显著的落后地区。自然资源保护论者曾对

这里的综合治理发生兴趣。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指定在亚拉巴马州北部田纳西河

畔的马瑟肖尔斯建筑水坝，作为政府利用水利资源生产硝酸盐基地。但根据１９１６年国防

法在那里建起的工厂尚未投产，战争就结束了。哈定政府曾企图将这种国有企业廉价售与私

人，由于进步派国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的积极活动，未能得逞。２０年代后期，在诺里斯

参议员等的推动下，国会曾两次通过由国家在马瑟肖尔斯建设水力发电工程的法案，先后为

柯立芝和胡佛两位总统否决。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向对造林和水土保持深感兴趣，而且一直

致力于国营电力生产以反对私营电力公司的垄断。他当选后，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视察了田

纳西河流域。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０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综合治理田纳西河流域的田纳西河

流域管理局法案，并于５月１８日签署。 

     

地区性综合治理、全面发展计划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管理的地区，包括整个田纳西河流域，即田纳西、弗吉尼亚、北卡

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７个州中的４万平方英里土地。它是一种

地区性综合治理和全面发展规划，“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巧妙地安排一整个流域及其居民命

运的有组织尝试。”〔1〕它的任务是多种多样的。在防洪方面，从１９３３至１９５２年，

该局在田纳西河及其支流共建造２０座新水坝，改建５座原有水坝，使美国雨量最大的地区

之一——田纳西河流域——再没有洪水泛滥，还通过阻遏田纳西河及其支流河水大大减轻俄

亥俄及密西西比两河流域的洪水威胁。在发展航运方面，该局开凿了一条长６５０英里、最

浅９英尺的内陆水道，将南部内地和大湖区、俄亥俄河及密苏里－密西西比河水系连结起来。

到１９７７年，河上驳船年运货量达２７００万吨以上。在防止土壤侵蚀方面，该局与民间

自然资源保护队合作，在千千万万英亩的宜林谷地重新造林。在教育农民方面，该局举办示

范农场、试验站和流动图书馆，提供职业教育设施，帮助农民改良土壤、试用新肥料、改进

耕作方法、学会科学种田。〔２〕从１９２９到１９４９年，美国其他地区农场收入增加１

７０％，田纳西河流域农民收入增加２００％。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该局利用它的大量湖

泊和水坝组成的巨大水系，使得钓鱼、野营直到划船等无所不包的旅游业兴旺起来。在卫生

保健方面，通过防疟计划，到１９５２年，该局消灭了田纳西河流域的疟疾，而在１９３３

年时，这一流域的某些地区，患疟疾的人却占总人口的３０％。该局还进行了制定文化规划

的尝试，改变了该地区的风俗习惯，提高了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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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该局最大的成就，还是利用水力生产和出售肥料与电力、特别是电力。到４０年

代初期，田纳西河流域每人每年耗电量达１１８０度。而全国平均每人每年耗电量，却只有

８５０度。到６０年代初，田纳西河流域的耗电量已３倍于全国平均数。由于电力应用范围

扩大，不独促进了农业，很多工业从旧西北地区向南迁移，使这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

化。 

    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全面发展计划的实施，大大提高了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到

１９４０年，而且是在战争开支产生影响之前，该地区７个州的人均收入比１９３３年增长

７３％，而同期全国人均收入只增长５６％。⋯⋯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９年之间，该地区银

行存款增加７６％，全国只增加４９％；商品零售总值增加８１％，全国只增加７１％。”

〔３〕不仅如此，按照该局负责人之一戴维·利连撒尔的说法，这一计划的实施，使得“在

那个流域里，人民和他们的机构，在１０年之内完全把这个区域的面貌改变了。⋯⋯土地的

生产力增加了许多倍。为青年男女提供的机会已经增多了。⋯⋯人民现在掌握了现代的工具，

正塑造着一个新的流域。”〔４〕 

    此外，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还在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的配合下，将电力输送到广大农村，

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著名史学家威廉·洛克滕堡写道，以往“缺乏电力使美国分为

两种民族：城里人和乡下人。⋯⋯农民无电动机械之利，在１９世纪式的世界里辛苦劳动；

农妇们怀着羡慕的心情，看着《星期六晚邮报》上城市妇女有洗衣机、电冰箱、真空除尘器

的图像，却像前工业时代的农妇一般干她们那腰酸背痛的家务劳动。⋯⋯农村电气化管理

局⋯⋯〔帮助〕农民们⋯⋯把电线接到农村。最后，这个伟大的时代就要到来：在大雾山的

山坡上，在上密歇根半岛的田野里，在大陆分水岭落基山脉的斜坡上，农民们和他们的妻子

儿女夜里聚在一起，把大发电机开关一打开，就看到他们的家宅、仓房、学校、教堂在耀眼

的灯光下突然显现。⋯⋯到１９４１年，美国的农场１０家已４家有电；到１９５０年，１

０家就有９家有电。”〔５〕 

    然而，罗斯福政府毕竟是垄断资产阶级代理人，它未能克服南部的种族偏见，却让协同

管理局工作的地方机构有计划地将黑人排斥在外，不许他们参与此事并分享收益。其次，这

个政府也不能克服垄断资本的阻力，使它提出的其他６个地区发展规划〔６〕得到国会的积

极支持。 

     

具有私营企业灵活性的独立国营公司 

 

    实施整个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与全面发展的计划，牵涉到７个州，要求所有有关州、

县、市、镇当局及各种各样机构协调合作，国家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适宜机构；而且，根据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的规定，虽然该局应向美国财政部上缴纯收益，并向亚拉巴马与田纳

西两州缴纳部分出售电力收入，但该局的主要任务是改变田纳西河流域的贫穷落后面貌，消

除阻遏整个美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降低全国电价，普及电力使用，以促进生产发展与改善

人民生活。这是私营公司不愿干的。所以该法规定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一个超党派的国家

机构。它的三位正、副局长在参议院的同意下，由总统任命。他们在任职期间不能从事任何

其他事务，也不能与公用事业公司、肥料制造公司以及任何其他与该局经营电力与肥料发生

利害冲突的企业发生财务关系。 

    但是，为了避免国家机构可能产生的官僚主义，而且如利连撒尔所说，“国营企业应当

像它作为一个私营企业一样，产生与其成本同等或更大的收益和价值。”〔７〕因此，从它采

用的具有灵活性经营方式来说，它是个像私营公司一样的公司。“它代表现代政府中一种真

正新颖而富于想像力的设计。⋯⋯它将不受那些不相干的国家界限的禁制，而且将是独立经

营的、政府所有的公司。一旦开始运作，它将指挥自己的经营活动，偿还国会投资，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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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投入进一步开发工作。它的逐年的经费筹措（与管理）既不依靠州议会，也不依靠

国会。这乃是政府企业经营活动的一般特点。”〔８〕 

    从所有制来看，这种“真正新颖而富于想像力的设计”，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所有制。国

有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既创造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如防洪、发展航运、教育

农民、改造落后地区以促进全国发展，使国家起一种上层建筑的作用；又大规模地经营电力、

肥料等，并致力于降低电价，打破私营电业垄断，扩大电力使用，促进经济发展，使国家具

有经济基础的属性和组织经济生活的职能。史学家林克和卡顿评论说：“它的一些概念和方

法，很可能是‘新政’对美国政府的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贡献。”〔９〕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战胜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事例 

 

    美国私营电力工业在２０年代已发展为１２０亿美元的垄断资本。它为了逃避国家干

预，保证电力的垄断价格以谋求超额利润，开展了顽强而耗资巨大的宣传，甚至更改学校教

科书，收买报纸，资助专业人员和组织。电业的控股公司投机诈骗，坑害人民。塞缪尔·英

萨尔掌握的、由控股公司构成的金字塔式王国，包括１５０家各种公用事业公司（其中也有

电力公司），有雇员３２５万。１９３２年元旦，它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３０亿美元以上。

由于投机诈骗活动败露，几天之后，其股票下跌到只有１９３１年原价的４％，使大量持股

人受到惨重损失。同时，电力垄断资本为维持垄断价格，还长期拒绝将电力输往农村。这种

情况，早已引起广大群众的公愤，影响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但是，哈定、柯立芝、胡

佛三个政府执行的政策，“使政府不仅不参加企业而且也不管理企业，让工业界和金融界的

巨头在经济领域内为所欲为，并且把他们引进政府内部来制订政策。”〔１０〕所以如前所说，

虽然进步派参议员乔治·诺里斯等阻止了哈定政府将马瑟肖尔斯的国营水利工程售与私人，

但却未能防止国家在马瑟肖尔斯扩建水力发电工程的法案被柯立芝和胡佛否决。 

    罗斯福在任纽约州参议员和州长时，就已充分表明他对国营电力的热情和铲除有势力的

私营公用事业公司胡作非为的决心。他还具有将电力输往农村的强烈愿望。就任总统后不久，

他就乘全国大多数人支持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机会，要求国会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

局法，并在该法中规定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有权生产和出售电力，可以建设通往农村的输电

线，特别是有权根据该局电力经营，确定电价“标准”，用以衡量私营电价是否合理。这种

不利于私营电力公司垄断电价的规定，当然会受到私营电力公司反对。所以，田纳西河流域

管理局一开始工作，亚拉巴马电力公司就有一群股东诉请阻止该公司将某些财产售与该局。

１９３５年２月，保守的伯明翰联邦地区法官在判决此案时，认为该局无权蓄意生产与出售

电力，而且禁止１７个城市购买该局威尔逊水坝生产的电力。这个判决，１９３６年２月在

阿什旺德控诉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一案中，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不过，联邦最高法院判决

中，只认定出售威尔逊水坝生产和经营的电力合乎宪法。见有此空子可钻，１９个公用事业

公司又于１９３６年５月控诉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要求颁布禁令，禁止该局除威尔逊水坝

外再在其他地方生产和出售电力。由于当时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一系列“新政”立法的余波犹

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这些公司暂时胜诉。但是，从１９３７年３月起，联邦最高法院已

逐渐转而支持“新政”立法。到１９３９年１月，在田纳西电力公司控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

局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确认了该局的合法性，并进而判决私营公司无权抱怨政府的竞争。

这样，１９家公司联合行动的领袖、共和国和南方公司董事长温德尔·威尔基才放弃了斗争，

并于是年８月将该控股公司下属的田纳西电力公司的全部设备售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共和国和南方公司的停闭，标志着田纳西河流域公用事业中私营企业的末日。许多较小

的公司，或者已售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或者不久就走上共和国和南方公司的道路。田纳

西河流域管理局很快就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力生产者。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７８年间，它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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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量从１５亿千瓦小时，增为１１８０亿千瓦小时，增加近７９倍。由于发电量大幅度增

加，到４０年代初，田纳西河流域居民交付电费每度只２美分多一点，而全国平均电费则为

每度４美分多。到６０年代初，全国其他地区电费平均每度２美分半，而该地区则不到１美

分。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战胜田纳西河流域私人电力垄断资本和降低全国电价的斗争，是

“新政”期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战胜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事例。有助于我们认识罗斯福

“新政”正在开创一个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这也就是罗斯

福政府经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主要意义。 

     

注释： 

 

〔1〕卡尔·德格勒(Carl N. Degler)编：《新政》（The New Deal），芝加哥四边形图书公司，

１９７０年，第１０３页。 

〔2〕共有６０００个农民互助社，在专家指导下进行各种试验。 

〔3〕出自戴维·利连撒尔（David Lilienthal）：《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民主在前进》(T.V.A.: 

Democracy on the March)一书，转引自小艾尔弗雷德·罗林斯（Alfred B. Rollins, jr.)

编:《萧条、复兴与战争：１９２９－１９４５》(Depression, Recovery, and War: 

1929-1945)，纽约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１９６６年 ，第１２３页。 

〔4〕转引自德怀特·杜蒙德：《现代美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 ，第５７

３页。 

〔5〕威廉·洛克滕堡（William Leuchtenburg）:《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新政，１９３２－

１９４０》(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纽约哈珀与罗出版

社，１９６３年 ，第１５７－１５８页。 

〔6〕这６个地区为：大西洋海岸；大湖区和俄亥俄流域；密苏里河与北部雷德河；阿肯色、

雷德与格朗德河流域盆地；科罗拉多河盆地；以及哥伦比亚河流域。 

〔7〕转引自小艾尔弗雷德·罗林斯编：前引书，第１２５页。 

〔8〕小艾尔弗雷德·罗林斯编：前引书，第９８页。这是编者为所选第１８篇文献《合作

共和国：１９３３年田纳西河流域法》所写按语中一段话。 

〔9〕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年以来美国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中卷，第１０１页。 

〔１０〕德怀特·杜蒙德：前引书，第３９６页。 

 
 
 

美国的人权外交与其全球战略 
 

熊志勇 

 
    在今天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维护人权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出发点并不
完全相同。本文讨论美国的人权外交特点。 
        一谈起人权问题，人们往往总是想到那几十个有关的国际公约，似乎这是一场法律
上的斗争，若不充分引述国际条约就不足以证明自己立场是正确的。然而，喜欢用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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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外交攻势的美国却很少顾及这些条约。一些重要的人权国际公约它都没有参加，理由是

这些条约的某些规定与其国内法相冲突，如１９６６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１９７３年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和１９８４年的《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一位知情人这样评述说：“这个政府（指里根政府）的

发言人在表示对违反人权事件的关注时极少引用国际人权宣言，在其官方声明中人们极难找

到构成国际关注和行动的法律基础的国际宣言或条约。”〔1〕这种情况说明，美国的人权外
交并非是针对人权问题本身，它另有企图。对过去十几年美国人权外交的起源和执行情况作

个回顾，便能看清这个问题。 
        ７０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已不能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用的冷
战战略取得优势。首先，美苏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经济上，据美方估计，苏联

的经济力量在１９５０年相当于美国的３０％，而在１９７０年时上升到５５－６０％。在

军事上，１９６２年美苏战略核武器件数的对比，美国以四比一遥遥领先。但到１９７２年，

苏联方面增加了７倍，美国只增加了１倍，二者相当。在常规军备方面，苏联依然保持着自

己的优势。尼克松承认：美国“过去在和苏联的对峙的局面中，已经陷于不利的地位”。此

外，苏联对东欧国家和古巴的控制，对北越的军火供应和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影响的扩大等情

况都使美国感到不安。其次，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大大下降，尼克松总

统主张从对抗走向谈判的缓和政策被视为是美国软弱的表示，一些盟友也不那么听从其发号

施令。第三，６０年代末美国国内的各种群众性运动尚未平息，越战失败又带来了严重的信

任危机，特别是水门事件的发生更加深了社会和政治的矛盾。美国人哈斯指出这是“对美国

通过武力和施加经济影响来推行其生活方式的能力感到失望”的时代。〔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统治者需要重整旗鼓，寻求一种新的外交政策来巩固美国在世界上
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学者评论说：“可以理解，新政府要为外交政策寻求一种与其前任方

法不同的道德重心；可以理解，它要力图向美国公众和其他国家展示一种有吸引力的象征，

使其外交政策合乎情理，并摆脱重复、支配和失败的污名。”〔3〕卡特在宣布竞选总统时提
出：“现在需要重申和加强我们道德上、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信仰。”〔4〕后来，他又更详细地
作了说明：“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应是军事实力，也不应是政治力量或经济压力。它应

该以事实为依据，即我们是正确的、诚实的、高尚的、真挚的和值得尊敬的。”这里所说的

“道德重心”或“事实依据”就是要在人权问题上作文章。 
        由于谈人权问题往往同道德或信仰联系在一起，一些美国学者或官员声称人权外交
是“理想主义”的。但实际上，美国政府要员和官方文件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论述这种外

交。卡特总统以“人权总统”而闻名于世。在他政府担任国务卿的马斯基曾明确地指出：“我

们所作的这一切不是出于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也不仅因为它是正确的⋯⋯。从最冷静和实

际的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强调人权就是要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5〕当时，美国最大的
国家利益就是在缓和的形势下同苏联进行一场新的较量，尽力遏制苏联的攻势，巩固和扩大

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这也是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布热津斯

基是这样说的：“我强烈地认为，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而着重强调将能向第

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显示我们民主制度的确实存在，与我们对手的政治制度和作法形成鲜明的

对比，从而促进美国的全球性利益，使美国忠于最能反映美国的本质的这一观念，将是回答

苏联在思想意识上的挑战的最好办法。”〔6〕里根政府中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布拉
姆斯在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的讲话中说：“我们不得不作出的结论是，东西方的斗争与

人权有极大的关系。有评论说这届政府把人权政策放在东西方的框架中，我现在可以承认这

种评论不是一种批评，而只是说明了事实。在我们看来，阻止共产党集团夺取任何国家便是

人权事业的真正胜利。”〔7〕可见，美国推行人权外交是有非常具体的目标的。虽然它的总
方针是同苏联搞缓和，但它并不甘心只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还试图利用人权问题来打击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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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为了推行这种人权外交，美国作了三方面的准备。一，制定了一批有关人权的法令，使
人权外交有国内法可依；二，设立专门机构处理人权事务；三，编写年度人权报告，作为具

体推行人权外交的事实依据。 
    ７０年代初，美国国会在批评尼克松的对外政策时提出了人权问题。１９７４年，美国
国会在讨论贸易法案时，参议员杰克逊不顾基辛格的反对，坚持要把苏联对犹太人移民限制

问题同最惠国待遇联系在一起。１２月２０日，国会通过了被称为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

规定：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１）不给予其公民以移民的机会或权利；（２）出于任何理由

和目的对移民或移民所需的签证或其他文件征收高于正常的税款；（３）对那些因打算迁往

其自行选择的国家的公民征收高于正常的税款、罚金、手续费或其他费用，美国将不给予这

些国家以最惠国待遇。此后，国会又在几十个修正案和新法令中作出有关人权的规定。其中

最重要的有３个。分别把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和财政援助同人权状况联系起来。１９７８年，

国会对１９６１年的对外援助法令进行了修订。在第５０２Ｂ款中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

主要目标是“增进对国际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规定“对其政府持续大量违反国

际承认的人权的国家不提供任何安全援助”，任何国际安全援助项目的安排都要有助于促进

对人权的尊重，声称美国不同那些不给予其人民以国际承认的人权的政府合作。１９７４年

和１９８４年，国会两次修订了这个对外援助法令的第１１６款，规定不向“持续大量违反

国际承认的人权的任何国家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同时授权总统使用每年不下于３００万美

元的基金，“研究确定、公开实行鼓励或促进使国际人权宣言所提出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得到

更好地遵守的项目和活动”。后来，国会又通过决定，第１１６款还适用于农产品的授受和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保险业务。１９７７年的国际财政援助法令规定：美国将利用其在国际

复兴和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影响和投票权来制止向“（１）持续大

量违反国际承认的人权⋯⋯，（２）给因劫持飞机犯下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个人提供庇护”

的政府提供任何财政援助、贷款和技术援助等。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两项法令都给美国政府留下了回旋余地。第５０２Ｂ款规定在“特
殊的情况下”，在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国务卿可以提出继续给予违反人权国

家以安全援助。第１１６款规定的例外情况是“这类援助将直接有利于这些国家的需要帮助

的人们”。〔8〕这样，美国政府便可以以国家安全或人道需要为理由，对那些它认为虽违反
人权但有必要提供援助的国家继续给予支持。 
    第二项准备是１９７７年国会决定在国务院内设人权和人道事务司。这个司的任务是：
（１）了解世界各国的人权情况；（２）提出根据法律规定的政策建议；（３）起草给使馆的

有关指示；（４）向使馆发出调查问题；（５）同各地区司及各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保持联系。 
    第三项准备便是由人权和人道事务司会同驻外使馆和其他有关部门和机构编写世界各
国的年度人权报告。这份报告本是一种内部文件，但为了利用其内容的宣传作用，经删节后

公开发表，以便对有关国家的政府形成一种压力。人权报告的内容反映了美国的人权观。１

９７７年４月３０日，美国国务卿万斯谈话中把人权内容划分为三个方面：（１）“人的完整

不受政府侵犯的权利”，侵犯内容指折磨，残酷的、非人道的、或污辱性的待遇和惩罚，随

意逮捕或监禁，不给予公平的公开审判和侵犯住宅；（２）“满足生活必需如食品、住房、医

疗和教育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３）

“享有公民和政治自由的权利”，这包括思想、宗教、结社、言论和新闻的自由，国内外移

民的自由和参加政府的自由。这三方面的内容都包括在早期的人权报告中。助理国务卿克里

斯托弗指出：“我们认为所有这三类国际承认的人权都是非常重要的。”〔9〕然而，到了里根
总统时期，美国政府却把人权内容减为两类：（１）人的完整不受侵犯的权利，（２）享有公

民和政治自由的权利。１９８１年的人权报告的导言作了这样的解释：“经济和社会权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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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很容易被施行高压的政府所滥用，尽管它们不承认其公民享有人的完整的权利、有公民权

和政治权，但它们仍可声称它们在促进人权。事实上，这种为镇压进行辩护的作法被广泛地

使用，决不应允许利用某一权力作为否认其他权利的借口。为此，在今年的报告中基本上不

再使用经济和社会权的说法。”〔10〕但里根政府在人权报告中加上了“工人的权利”一节。
美国政府对人权范畴的这种理解一直延续至今。１９９０年人权报告的主要部分仍只包括：

对人的完整的尊重，对公民权的尊重，对政治权的尊重，工人的权利。 
    虽然，美国强调不能用某类权力来取代其他类权利，但恰恰它自己也犯了这样的错误，
也就是以维护政治权和公民权为借口而否认经济权和社会权的重要性。美国人还有其他解

释。一种说法是在政治权和公民权得到尊重的地方，经济权和社会权也自然“得到关照”。

这种解释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另一种说法认为经济权和社会权的标准不清楚，很难判定其具

体状况好坏。这种解释是很坦率的。的确，即使在像美国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世界上

最富裕的国家也存在很穷的人。然而美国政府公布人权报告的重要目的是打击其战略对手－

－苏联。对此１９８１年人权报告的导言作了这样的表述：“限制苏联所能发挥的影响就是

对人权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在世界上坚持认真的人权政策就必须从政治上反对苏联，一遍

又一遍地使苏联集团违反人权的情况暴露在世界面前。”如果，人权范畴包括经济和社会权

的内容在当时很可能达不到其预想的目的，还可能被别人借用来批评美国。 
    有了上述三方面的准备，美国便可以在国际斗争中运用人权这个武器。对于其主要目标
苏联，美国采取了外交交涉、公开宣传和经济压力的方法。由于苏联拒绝向杰克逊修正案低

头，美国在１９７５年停止给苏联以最惠国待遇，这种状况延续至今。１９７７年１月，美

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批评苏联不给其言论自由是违背了国

际承认的人权标准。２月，也就是在卡特上台一周后，他复信萨哈罗夫，表示美国坚决支持

他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将进行斡旋争取苏联政府释放政治犯。这是美国领导人第一次

直接写信给苏联持不同政见者。２月１８日，美国又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要苏联提供有

关被捕的不同政见者情况的要求。３月，卡特与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接见刚刚流亡到美国的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布科夫斯基。以后，美国政府不断地发表声明和定期发布新闻，还通过美

国之音等传播工具来抨击苏联在处理不同政见者方面和其他违反人权的情况。如１９８６年

的人权报告中说：“苏联在人权领域中的表现甚至不能达到可接受的国际标准的最低要求。

宪法正式规定了大多数国际上承认的人权，并保证要有教育、医疗和工作的权利。然而在事

实上，这些权利都受到国家利益优先的理由的限制。”１９８１年底，美国以苏联支持波兰

政府军管为由对它实行经济制裁，包括限制高技术的出口，推迟出售粮食的谈判，停止苏联

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美国等。 
    除苏联外，美国也利用各种机会在人权问题上打击东欧国家和其他受苏联支持的国家。
如以人权状况极糟为由停止给越南、老挝、尼加拉瓜等国的援助，谴责阿富汗政府的政治迫

害行动，制裁波兰。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１日是国际人权日。里根总统在发言中频频对所谓

共产党集团国家进行攻击，如指责罗马尼亚的宗教迫害、保加利亚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波兰

继续禁止团结工会、埃塞俄比亚利用饥荒惩罚其部分人民等。 
    当然，在人权问题上受到美国干预的国家不只是苏联及其盟友，还包括一些拉美及非洲、
亚洲的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美国政府常常声称在实行人权外交方面它是一视同仁的。如１

９７７年，美国停止向阿根廷、乌拉圭等５个被视为严重违反人权的拉美国家出卖警察装备。

７０年代末，美国停止对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权的军事援助。１９８３年，因菲

律宾反对党领袖阿基诺被刺，里根总统取消了对菲律宾的访问。１９８５年，他又在国际人

权日的讲话中表示对菲律宾脱离民主传统的趋势“十分关注”。但这种措施都是临时性的。

如为了支持萨尔瓦多亲美政权同游击队的作战，美国很快恢复并大量向其提供军援和经援。

美国政府仍批准通过私人公司向危地马拉出卖一些军事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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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说明美国的这种作法，用南非和南朝鲜的典型例子来作个分析。南非是一个以坚持
实行种族歧视政策而臭名昭著的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不同的方法反对其政府。美

国政府也一再表示反对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１９７７年，美国在联大投票支持对南非的武

器禁运。１９７８年，美国代表在联大会议说：“美国政府向南非政府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

观点，强调我们对人权的支持，呼吁消除种族歧视，全体南非人民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参

预政治。”１９８６年１０月，里根总统批准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然而，美国政府这么作

并非是基于维护人权的道义，更多的是从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来考虑。从政治上讲，美国非常

担心苏联利用这个形势来扩大在非洲的影响。万斯国务卿曾表示：“阻止苏联和古巴利用南

非种族冲突的最好方法是美国支持由大多数人进行统治的事业。”〔11〕从经济上讲，美国同
南非有着密切的关系。２０％以上的南非外来投资是来自美国的公司，以１９８４年的统计

来看，投资额达到１５０亿美元。南非向美国提供大量的战略矿产品，１９８０－１９８３

年间，南非开采出的钴矿石的６１％，铬矿石的５５％，铂矿石的４９％等都出口到美国。

因此，美国不想以人权为名对南非采取非常坚决的措施。１９７９年联大期间一些国家提出

三项有关南非的提案，一是停止在原子能领域同南非合作；二是停止与南非的任何经济合作，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考虑制裁问题；三是要求安理会宣布所有同南非的军事和核合作都是对世

界和平的威胁，采取强制性措施停止向南非提供这方面的物资和技术援助。联合国绝大多数

国家投票支持这个提案，而美国投了反对票。１９８１年以后，里根政府主张用和平的方式

逐渐影响南非当局来改变其政策，反对施加压力。为了避免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１９８５

年９月，里根曾发布一个对南非部分经济制裁的命令，如禁止向南非政府贷款，但那些用于

教育、住房等有利于全体南非人民的贷款不在此列。 
    美国对南朝鲜的政策也有类似特点。南朝鲜政权一直保持严重违反人权的纪录。曾在美
国国务院负责朝鲜事务的官员拉纳德评论说：“只要没有民主制度，只要不遵守国际公认的

人权标准，南朝鲜就会继续是个不稳定的国家，一个不断给亚洲带来麻烦的因素。”〔12〕美
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南朝鲜当局表示对那里的人权状况的关注，希望有所改善。卡特于１

９７９年访问南朝鲜时曾向主人提出一批政治犯的名单，表示关心他们的命运。对于被逮捕

的反对党领袖金大中，美国要求公开审理，不得处以死刑，并最终迫使南朝鲜当局于１９８

２年将其释放。１９８３年里根访问南朝鲜时也表达了同样的关注。１９７７至１９８０年，

美国５次在亚洲开发银行和２次在世界银行讨论对南朝鲜的贷款时投了弃权票。但是正如万

斯指出的那样：“鉴于南朝鲜对于日本安全和我们在东亚政治军事地位的重要性，我建议我

们继续在（人权问题上）施加压力，但不要把它同我们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联系起来。”在卡

特任期内，每年美国向南朝鲜提供从１．３亿到２．７６亿美元不等的军事援助。１９８０

年，光州发生抗议戒严的示威。当局派军队镇压，死亡市民达数百人。事后，美国进出口银

行的总裁仍按原计划访问南朝鲜，并同意增加贷款。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５年，美国政府支持

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给予南朝鲜１６笔贷款，合计１１亿多美元。 
    可以认为，美国对南非、南朝鲜及其他一些亲美政权所采取的政策是美国政府总结经验
的结果。在冷战时代，为了执行反共的战略，美国到处支持那些右翼的独裁政权，如南越的

吴庭艳、南朝鲜的李承晚、海地的杜瓦利埃等。其结果严重地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形象”。

因此，７０年代后，美国很注意同那些右翼独裁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助理国务卿艾布拉姆斯

说：这是为了使“美国与违反人权无牵连”。〔13〕美国的这种作法初见成效。菲律宾、海地、
南朝鲜等国的独裁政权相继垮台，民主化倾向加强。这同美国的政策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从以上的事实和分析可以看出，在１９８９年以前，美国人权外交的出发点并非是单纯
地就保护人权谈人权问题，因为它在贯彻所谓国际人权标准和本国的法律时是有“选择性”

的。这种选择具有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的出发点也不能狭窄地视为是意识形态。因

为美国不仅抨击苏联集团，也同样对右翼独裁政权进行批评和有限度地施加压力。另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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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到的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７

０年代中，美国政府从反苏战略考虑，放弃了坚持几十年的反华政策，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虽然在１９８９年以前，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情况也持批评态

度，如１９８８年的人权报告指责中国实行“极权统治”，司法不独立，公民自由受到严重

限制，在西藏问题上侵犯人权等；１９８５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指责中国实行强迫性堕

胎。但是，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没有采取更多的“惩罚性”行动。美国曾有人指责政府向中国

出售军民两用高技术不符合与人权有关的法律，国务院官员回答说：不出售这种装备“对中

国的人权情况也不会有多大影响”，“作出向中国提供先进技术的决定是基于纯粹战略的理

由，人权因素对这个决定不起任何影响”。〔14〕因此，本文的结论是，１９８９年以前美国
人权外交的出发点是其全球战略，即同苏联争霸的需要使它对苏联集团及其他有碍于同苏联

进行较量的国家采取以保卫人权为名的行动。 
    １９８９年，世界发生巨变。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相继脱离苏联的控制和放弃了共产党
的领导。对于这个重大的转折，美国的人权外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联集团不复存在，

苏联本身也困难重重。在新形势下，美国的战略正在调整。它的人权外交的重点也势必发生

变化。１９８９年中国发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美国立即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在西

方国家中它率先采取制裁措施。两年过去了，其他西方国家都已先后放弃制裁的政策，逐步

恢复同中国的各种交往。但美国依然坚持原来的态度。最近，美国国会中甚至出现了一股反

对继续给予中国以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声浪。是否中国如当年的苏联那样对美国构成战略威

胁？布什总统的看法是否定的。在今年５月２７日的讲话中，他在指出中国在亚太地区、国

际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之后，表示：“只要我们有机会同中国合作，我们就要利用这种机会。”

所以，美国没有从争霸的角度用人权武器来攻击和孤立中国的需要。那么，美国是否单纯地

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呢？回答依然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尚未放弃在人权外交上的“选择”

作法。于是，剩下的问题便是美国是否要突出人权外交的意识形态特点？从目前的情况看，

这点可能性最大。作为新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将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的

全面进攻中使用人权武器。在全球结束冷战后会出现局部地区的冷战状态，这就不能不使人

担忧。 
     
注释： 

 
〔1〕A. Mover, 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Y. 1987, p.60. 
〔2〕Ibid. p.13. 
〔3〕K. Oye, Eagle Entangled, N.Y. 1979, p.168. 
〔4〕D. Kucharsky, The Man from Plains, N.Y. 1976, p.87. 
〔5〕Ibid.〔1〕, op.cit. p.25. 
〔6〕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7〕Ibid.〔1〕op.cit. p.25. 
〔8〕参见 D. Forsythe,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Florita 1988, pp.175-186. 
〔9〕F.Baumann, 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hio 1982, p.15. 
〔10〕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For 1981,  p.6. 
〔11〕Ibid.〔1〕, p.124, p.126. 
〔12〕Ibid.〔1〕, p.138, p.139. 
〔13〕Ibid.〔1〕, p.42. 
〔14〕Ibid.〔1〕, p.102,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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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欲静而风不止 
 

——近年来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郑永平 

 

 

美国国会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决策者之一。从本世纪４０年代末到１９８９年

夏，４０年间国会对待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缓慢转变的过程。在从４０年代末到５０年代

末的第一个 10 年里，国会坚持与中国为敌，推动历届政府奉行对华遏制和孤立的政策。从

１９５９年开始的第二个 10 年里，国会内外开始出现一股以重新研究中国为起点，最终导

向主张松动对华关系的潮流。其中，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举行的一系列有关听证会可以算作几

朵引人注目的浪花。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这种转变为在下一个 10 年里打开中美关系之门创

造了重要的条件。中美建交以后，大多数国会议员都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全面关系，他们

对中国的改革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在对华政策方面基本上与美国政府协调一致，但他们的

确更注重人权、民主这些问题而不像行政当局那样优先考虑的是战略利益。从这一点来看，

１９８９年夏季以后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的态度转变也是顺理成章的。 

    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以后，美国国内舆论对中国政府的印象骤然改变。根据１９８９年

３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当时有７２％的美国人对中国政府心存好感。但３个月后根

据《洛杉矶时报》６月１４、１５日的电话调查表明，７８％的美国人对中国政府怀有恶感。

〔１〕美国国内社会情绪的这种巨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影响到与选

民有密切关系的国会的对华政策。事实上，“六四”以后不久，国会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尤其是６月下旬以后，与布什政府的态度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在“佩罗西法案”、对华

经济制裁立法化、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等重大问题上国会都提出了与政府相左的政

策，双方也为此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明争暗斗。 

 

一 

 

“六四”以后，布什首次提出的对华制裁措施中带有允许中国留美学生延长留美时间的

内容，除此之外，有许多国会议员提出支持中国留学生滞留美国的多项议案，其中以佩罗西

众议员提出的众议院ＨＲ２７１２号法案（佩罗西法案）最有代表性。 

    自７０年代末以来，中国向西方派出了数万名留学生及访问学者，其中约４万人在美国，

他们大部分持Ｊ－１签证。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凡是持Ｊ－１签证的中国留学人员在学习

访问期满后必须先回中国服务两年才能申请其他种类的签证。 

    ６月２１日，来自华人聚居区的旧金山地区的民主党众议员南希·佩罗西提出众议院Ｈ

Ｒ２７１２号法案，要求免除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以前在美的持Ｊ－１签证的中国留学人员

回国服务两年才能改变身份的限制，直至１９９３年６月５日之前他们都有权申请改变身

份，并且准许他们在美国合法地寻求临时性工作。附议支持这项《１９８９年中国移民紧急

救援法案》的众议员有２５９名之多。〔２〕 

    ７月２０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移民、难民和国际法小组委员会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

这项议案。〔３〕７月２８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也以同样方式表决通过。〔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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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３１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以口头表决通过了“佩罗西法案”，〔５〕８月２日，参议院也以

同样方式予以表决通过，并做了补充和修正。〔６〕第一，参议院提出只对签证在１９９０

年６月５日以前到期的持Ｊ－１签证的中国留学人员免除回国服务两年的要求。第二，共和

党参议员阿姆斯特朗的修正案提出：美国司法部应对那些因拒绝实行堕胎和绝育而担心在中

国国内受到政治迫害的中国公民申请在美国政治避难的要求给予最充分的可能的考虑。 

    起初，众议院不同意参议院阿姆斯特朗的修正案。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布鲁克认为保护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人员与参议院关于人口政策的条款风马牛不相及。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协调

磋商，参议院同意把阿姆斯特朗修正案略作修改，把要求司法部对由于人口政策原因而提出

政治避难的申请给予“最充分的可能的考虑”改为给予“仔细的考虑”。１９８９年１１月

１９日，众议院以４０３票对０票通过“佩罗西法案”。２０日，参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通

过该法案。〔７〕 

    国会于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１日将“佩罗西法案”送交白宫。但是布什１１月３０日否

决了这项法案，而另外以行政措施的方式提出： 

    （１）免除持Ｊ－１签证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直至１９９４年１月１

日以前他们都有权选择是否改变身份。 

    （２）对于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以前到美国的中国公民，准许他们继续合法移民。 

    （３）准许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人员合法地在美国工作。 

    （４）当中国留学人员的非移民签证到期时，只发出到期通知，不进行强制性遣返。〔８〕 

    美国国会，尤其是民主党议员对布什否决“佩罗西法案”十分不满，加上１２月斯考克

罗夫特北京之行中透露出来布什曾于７月上旬，亦即布什发布限制中美高级官员交流的命令

之后仅十几天就曾派遣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问过中国；12 月１９日，布什又取消了美国进

出口银行对中国贸易融资的禁令和向中国出售卫星的禁令，国会决心在“佩罗西法案”问题

上与布什一争雌雄。 

    １９９０年１月２３日，国会复会，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要推翻布什对“佩罗西法案”

的否决。虽然布什表示他对“佩罗西法案”的否决是在国会休会期间行使的“搁置否决”，

但是众多议员发誓要重拟一份与原法案分毫不差的法案再交国会讨论通过，面对这种局面，

布什最终还是把“佩罗西法案”退回了众议院，这样，国会便依照宪法规定的有关程序讨论

布什的否决，即当总统将议案连同他的反对意见送还该议案最先提出的院，如果该院和另一

院均有２／３的多数票同意通过原案时，总统的否决即告被推翻，原案即应成为法律。１月

２４日，众议院以３９０票对２５票的悬殊比数推翻了布什的否决，将原案移至参议院表决。

参议院里的力量对比也对布什极为不利，只有少数共和党参议员支持布什对“佩罗西法案”

的否决。在参议院表决之前，布什政府全力以赴，重点游说共和党参议员，希望他们坚持党

派利益，支持布什。布什本人也亲自出马，给参议员们打电话，举办早餐会，解释自己的立

场，再三申明他保证不强迫中国留学人员返回中国。１月２５日参议院的表决结果是，反对

和支持布什的票数为６２票对３７票，〔９〕反对票不足总数的２／３，因而国会推翻布什

对“佩罗西法案”的否决的努力终告失败。布什虽然赢了这一回合，但是“佩罗西法案”之

争却标志着长期以来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两党一致、府会相依的局面结束了。 

     

二 

 

    几乎在讨论“佩罗西法案”的同时，国会在制订对华经济制裁法案方面也毫不放松。 

    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布什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的首批制裁措施包括： 

    （１）暂停向中国的武器出口，包括政府间和商业销售在内的一切武器出口。 

    （２）暂停双方军事人员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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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心怀同情地审查中国留美人员要求延长居留时间的申请。 

    （４）通过红十字会对受伤人员提供援助。 

    （５）根据中国局势的发展继续审查中美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１０〕 

    布什拒绝召回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也拒绝采取经济方面的制裁。 

    ６月６日，众议院以４０６票对０票通过第１３６号两院共同决议。该决议由众议院外

交委员会主席法塞尔、外交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索拉兹、外交委员会人权和国际

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雅特伦、共和党众议员布卢姆费尔德、里奇、贝罗特等人共同起草。决

议谴责中国政府，支持布什的制裁措施，并呼吁中国政府结束戒严。〔１１〕参议院以１０

０票对０票通过参议院１４２号决议，进一步要求布什政府与盟国磋商，共同对中国采取制

裁，并建议布什政府采取以下措施：（１）重新审查美国进出口银行及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

对华贸易提供的保险与补贴。（２）根据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来决定是否给中国颁发出口许

可证。（３）增加“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节目时间。〔１２〕 

    如果把国会和布什政府的行动加以对比，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布什政

府意欲把对华制裁的范围限制在军事合作领域，并力求保持灵活性，而国会则要延伸到经济

领域，这为日后双方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愈演愈烈埋下了伏笔。 

    ６月中旬，当中国政府处理了北京－上海的１６２次列车被焚事故之后，美国国会对中

国政府的指责急剧升级，国会与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虽然布什在６月

２０日以后宣布追加对中国的制裁，暂停中美副部长级以上官员的互访，要求国际金融机构

暂缓考虑给中国的贷款，等等，但他仍然坚决拒绝召回李洁明大使，也反对对中国实施全面

的经济制裁或取  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且，布什政府还一再表示不能使中美关系破坏殆

尽。６月２７日，布什对记者谈话时指出，与中国保持关系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１３〕

贝克在纽约市亚洲协会的演讲中也为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辩护。他说：“我们与另外一些国

家已遵循惯例中止与中国的商业来往，但我们与全世界其他国家不应让我们对这次镇压行径

的反感来迷住自己的眼睛，以至对他们的改革施加压力。中国遭受了悲剧性的倒退，但事情

并未完结，正如总统所说：‘共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对倒退的反应

必须是鼓励事物进步而不是加以阻碍’。这就是我们行事谨慎的原因。轻率地把过去２０年

间精心建立的具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拆毁，并不符合我们或中国人民的利益。最重要的是，

对那些游行支持天安门学生的几百万人民的民主愿望来说，这种做法无补于事。”〔１４〕 

    行政当局的言行越发激起了国会内部反对中国政府的浪潮。国会两院的议员认为布什政

府对中国政府的反应过于软弱，“没有反映出美国人民的愤慨”，能够代表美国人民说话的已

经非国会莫属了。因此，６月２９日众议院不顾行政当局的再三呼吁，以４１８票对０票通

过了事先经过两党协商而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法塞尔提出的对华制裁的议案，把它作为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财政年度对外援助授权法案》（ＨＲ２６５５号法案）的一项修正案。

该修正案提出的制裁措施主要包括： 

    （１）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中国进行投资的美国公司暂停给予保险或融资。 

    （２）暂停向中国出售军用品。 

    （３）中止与中国签订的利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商业卫星的合同。 

    （４）扩大总统宣布的对华核能设备、技术出口实行限制的范围。暂停颁发有关出口许

可证。 

    （５）中止中国参加由国际开发署主办的一项贸易促进计划的资格。 

    （６）禁止向中国出口用于探测和防止犯罪活动的警用设备和仪器。 

    （７）与巴黎统筹委员会磋商，停止放宽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的限制。〔１５〕 

    众议院的修正案允许布什撤销任何一条或全部制裁措施，但他事先必须向国会提出报

告，声明是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或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已有进展（如解除戒严，停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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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暴力方式表达其政治信仰的人的报复与处死，释放政治犯，对言论、新闻、集会、自由

等基本人权的尊重以及停止对“美国之音”的干扰等）。７月１４日，参议院以８１票对１

０票通过了这项众议院提出的议案（并通过了由参议院两党领袖乔治·米切尔和罗伯特·多

尔联合提出的参议院的修正案，把它附在《１９９０财政年度国务院授权法案》（Ｓ１１６

０号法案）之中。参议院的修正案要求： 

    （１）美国进出口银行立即停止一切对华出口的补贴。 

    （２）美国财政部应命令驻世界银行或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美国代表反对这些机构对华

提供新的贷款。 

    （３）总统应立即重新审查全部中美经济关系，包括美中所有双边贸易协定、美中合作

发射卫星的双边协定、核能合作协定以及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否适当。 

    （4）总统应与西方七国首脑磋商对华采取共同经济对策的可能性，并与关贸总协定的

成员国磋商，审查中国在该组织的观察员地位和中国加入该组织的权利。〔１６〕 

    参议院的修正案给予布什更大的灵活性，只要他能向国会证明取消对华制裁是为了美国

的“国家利益”（而非众议院限定的“国家安全利益”），他便可以取消任何一条或全部制裁

措施。７月２１日，参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１９９０财政年度国务院授权法案》（Ｓ

１１６０号法案）。 

    带有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的《１９９０—１９９１财政年度对外援助授权法案》（ＨＲ２

６５５号法案）由于涉及到美国的中美洲政策而引起国会内外的争论，最终未能在参议院通

过。于是，  众议院又把其制裁中国的修正案附到众议院的国务院授权法案（ＨＲ１４８７

号法案）里。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５日、１６日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了《１９９０财政年度

国务院授权法案》（ＨＲ１４８７号法案）。１１月２１日布什以该法案中与“伊朗门事件”

有关的某些条款侵犯了总统的外交权力为由否决了这项法案。众议院马上撤回ＨＲ１４８７

号法案，删去了布什不同意的条款，将法案编号改为ＨＲ３７９２号法案后，再次表决通过。

１９９０年１月３０日，国会复会后，参议院以９８票对０票通过了这项《１９９０财政年

度国务院授权法案》（ＨＲ３７９２号法案）。在已经赢得了对“佩罗西法案”的否决之后，

再加上该法案中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给予了他很大的灵活性，布什这次没有再否决这项法案，

他于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６日签署了这项法案。 

    实际上，在此前后中美关系已出现若干松动的迹象，主要表现在： 

    （１）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访华期间几乎所有主要的中国领

导人都会见了他们。中国最高领导人一方面指出中美关系的现状不是由中国方面造成的，应

由美方首先采取主动来修补关系；另一方面一再强调只要美方采取主动，中国方面一定会作

出积极的反应。〔１７〕$（２）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９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

罗夫特、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伊哥尔伯格以向中国通报美苏首脑会谈内容为名义访华，受

到中国方面高规格的接待。他们两人的北京之行等于突破了中止美中高级官员访问的禁令。 

    （３）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布什以有利于国家利益为理由，取消了美国进出口银

行不得向对华出口提供补贴的禁令。同日，布什还解除了向中国出售商业通信卫星的禁令。 

    （４）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０日，中国政府宣布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将近８个月

的北京戒严状态正式告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表示欢迎。 

    （５）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８日，中国政府释放５７３名参与１９８９年北京风波的人员。

美国政府发言人对此表示欢迎。 

    （６）１９９０年２月，美国政府支持国际开发署为中国华北地震灾区提供３０００万

美元的援助。 

    （７）１９９０年４月４日，美国政府欢迎中国政府恢复富布赖特学术交流计划。 

    （８）１９９０年４月７日，布什祝贺由中国“长征”火箭发射的“亚洲一号”卫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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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成功。 

    纵观上述，基本上都是布什行政当局在采取措施以缓解中美紧张关系，国会在中国问题

上却并不罢休，是否继续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成了国会关注的又一个热点。 

     

三 

 

    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始于１９７９年。美国通常不给予“非市场经济国家”以贸易

最惠国待遇。根据《１９７４年贸易法杰克逊－万尼克修正案》，如果这类国家不剥夺本国

公民移居外国的权利、不对移民外国或有移居外国意愿的公民征收过高的税款，那么美国可

以给予这些国家最惠国待遇；如果这类国家不具备上述条件，它也有可能获得最惠国待遇，

但前提条件是美国总统必须向国会提出报告，证明他不坚持对对方的上述要求有助于促使对

方放松移民限制或者总统本人已得到对方将放松移民限制的保证。总统的报告必须得到国会

批准才能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并且，以这种方式给予的最惠国待遇的期限只能为一年，到

期后是否延长须由国会两院一致通过决议，再由总统签署方能生效。如果总统否决这项决议，

参众两院必须各以２／３的多数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否则，总统的决定便是最终决定。 

    １９７９年７月７日《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在北京签署，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

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对来自或输出至对方的产品应相应给予最惠国待遇。〔１

８〕１０月２３日卡特将该协议提交国会，他宣布他将对中国放弃《１９７４年贸易法》对

“非市场经济国家”规定的限制。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国会两院批准了《中美贸易关系

协定》。２月１日，中美双方互换照会，确认该协定自即日起正式生效。从此以后，美国总

统每年都提出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国会也未表示过异议。 

    中美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促进了双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商品进入

美国市场，并且对香港的商业繁荣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良好的影响。尽管十年来中美双边贸易

中也出现过一些局部性的、短时期的摩擦，但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都能达成谅解，从未发展

到对最惠国待遇本身产生怀疑动摇的地步。１９８９年夏季以后，这个问题带上了政治色彩，

尤其是１９９０年初《１９９０—１９９１财政年度国务院授权法案》通过以后，一部分国

会议员开始酝酿中止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随着５月份重新审议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日期的

临近，这个问题越发引人注目。 

    在国会内，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为代表的一大批议员强烈主张中止给予中国已１

０年之久的最惠国待遇。米切尔抨击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项失败的政策。他指出，布什

过分依赖秘密外交但却没有带来什么成果。相反，中国政府继续严厉对待持不同政见者；中

国取消了与格鲁曼航空公司５亿美元的合作计划；中国对出国留学提出了更严格的限制；对

外国人前往西藏旅行提出了新的更严厉的限制；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增加了对红色高棉的援

助；还有消息说中国仍在向伊拉克出售导弹⋯⋯米切尔告诫布什不要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再

犯错误。〔１９〕 

    也有少数议员反对取消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众议员道格·伯尤特在众议院发言时就

援引美国《商业日报》的社论文章争辩说，取消最惠国待遇将与美国的本意相违，会打击中

国国内的改革派，同时引起中国的报复，反过来又打击了美国农民的利益。〔２０〕但是，

相比之下，持这种观点的议员们显得势单力薄。 

    第三派如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多尔等人最初犹豫不决，他们想要在布什做出决定后再表

态。他们内心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在人权等问题上转变态度，他们担心取消最惠国待遇会逼迫

中国退回孤立状态，同时损害在香港的美国商人的利益。但他们又对中国政府已做出的让步

不满足。〔２１〕 

    ５月２４日，布什决定继续延长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一决定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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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米切尔、里奇、迪克森、汉弗莱等人强烈反对布什的决定和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

肯尼迪呼吁国会推翻布什的决定，〔２２〕其中一个理由是，杰克逊－万尼克法案原本与移

民有关，而中国政府自１９８９年６月以来非但很少对布什的姿态作出反应，相反却对移民

和出国留学大加限制。 

    多尔支持布什的决定，他援引白宫在宣布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所做的解释为自己

的立场辩护： 

    第一，美国在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１９８９年美国对华出口接近６０亿美元，美国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农业、航空、化学依赖对华出口，中国市场对于某些美国公司的存亡

具有决定性影响。 

    第二，取消最惠国待遇会打击香港经济。 

    第三，取消最惠国待遇会打击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增强保守派的势力。 

    第四，取消最惠国待遇可能会使中国现在就退回到孤立状态中去。 

    第五，美国政府颁布的对华制裁措施仍然有效，因而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不会给中

国领导人传递去错误的信息。 

    第六，中国达到了每年１７０００人的移民标准。 

    第七，延长最惠国待遇并不是给予中国新的优惠，而且只是延长一年。〔２３〕 

    但是这番见解却不为强烈主张取消最惠国待遇的议员所接受。参议员汉弗莱提出要把人

权因素置于首位。他认为最惠国待遇并不是像布什所说的是“日常贸易活动”的基础。贸易

第一，人权第二的政策是一种可耻的外交政策。没有任何商业利益或投资利益能超过基本人

权的重要性。其次，他着重反驳了“取消最惠国待遇会打击香港和中国国内改革派”的说法。

他说：“布什总统宣称，除了其他影响之外，取消最惠国待遇将会伤害香港并且拆中国改革

派的台，但我却看不出有这种因果关系。情况恰  恰相反，延长最惠国待遇会伤害改革派，

延长最惠国待遇是向保守派证明他们的残忍可以不受惩罚，它将延长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残酷

的控制，北京的老人们掌权的时间越长，香港受的损害就越多。”〔２４〕他对于“美国已经

并且仍在制裁中国”之说更是大加鞭挞：“如果那些措施还能被称为制裁的话，它们也正在

被日削月割，直到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根据所谓制裁，军事交流被认为已经停止了，但是

美国军事公司仍与中国政府进行军售项目的合作；三枚卫星的出口许可证也在去年１２月签

发了；商业飞机销售恢复了，尽管其导航系统可以用于军事。⋯⋯国务卿贝克已经会见了中

国外长；副总统奎尔会见了中国大使，⋯⋯北京政权没有从美国感受到任何真正的压力。布

什总统今天早晨的声明将使北京确信它会继续不受任何真正的压力。这对于中国人民和我们

来说都是不幸的，因为它使我们看上去像个玩世不恭和一味赚钱的国家。”〔２５〕 

    众多议员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有条件地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议案。 

    皮尔参议员认为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国会对华政策的最大难题之一。一方面

国会不想伤害中国的改革力量和香港，另一方面又要让北京的保守派改变其无视人权的政策

因而他提出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必须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 

    （１）释放在中国和西藏的政治犯； 

    （２）结束对“美国之音”的干扰； 

    （３）中止对柬埔寨红色高棉一派的武器供应。〔２６〕 

    雅特伦提出，作为众议院人权与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他认为在“六四”以后延长

最惠国待遇有悖于美国的人权政策。他提出一项两院联合议案，要求总统在６个月后就中国

的人权状况向国会提交报告，如果总统认为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重大

改善，那么美国将中止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他在解释自己的提案时说：“这个办法使总

统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对北京政权保持压力。与此同时，保持我们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中那些寻求民主改革的力量的联系。”〔２７〕 



《美国研究》1991年冬季号 33

    皮斯等１１人在众议院联合提出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提案，其主要条件是： 

    （１）停止自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以来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２）中止在中国境内，包括在西藏的戒严。 

    （３）停止给红色高棉的援助，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达成柬埔寨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

〔２８〕 

    本杰明·吉尔曼提出如果中国政府达到以下几个条件，则美国可以给中国延长６个月的

最惠国待遇： 

    （１）释放政治犯和宗教犯。 

    （２）允许人权组织进入中国和西藏。 

    （３）停止骚扰中国学生和中止对“美国之音”的干扰。 

    （４）与达赖喇嘛进行谈判，以便公正、合理地解决西藏问题。〔２９〕。 

    米切尔在参议院提出Ｓ２８３６号议案，要在布什的决定上附加条件，要求中国政府： 

    （１）释放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以后逮捕的政治犯。 

    （２）允许新闻自由，包括中止对“美国之音”的干扰和取消对中国和外国记者的骚扰

和限制。 

    （３）停止对在国外的中国学生和其他人员的骚扰。 

    （４）停止对民运成员的迫害。 

    （５）允许无限制移民，包括出国留学自由。 

    （６）停止在中国和西藏的宗教迫害，释放被逮捕的宗教组织的领袖和成员。〔３０〕 

    米切尔的提案得到汉弗莱、巴顿、肯尼迪、迪康悉尼、莫尼汉等许多议员的附和。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议员提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的议案。如兰托斯、波特两人共同提议

把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止一年。〔３１〕所罗门等提出的６４７号联合决议直截了当地

表示：“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大众决议，国会不同意总统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４

日依据１９７４年贸易法案第４０２条第３款的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的延长的权

利”。〔３２〕在议会辩论过程中，支持所罗门的多数派和反对所罗门的少数派各执一端。 

    支持所罗门的议员如雅特伦、巴顿、列文等人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自“六四”以来没有

任何有意义的进展，因而中国不应当继续享有最惠国待遇。米勒、特菲肯特等人既不满布什

的对华政策，也不满美国的外贸政策，认为限制太松，因而也支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舒勒茨、鲁斯欧等着重从中国政府限制学生出国留学的角度出发，主张中止中国的最惠国待

遇。反对所罗门的议员虽然也从人权状况、美国的经济利益、西方在中国的影响等几个方面

进行了反驳，但终究显得力不从心。最后，１０月１８日众议院以２４７票赞成，１７４票

反对，１２票弃权的票数比通过了所罗门的提案，〔３３〕同时还分别通过了佩罗西和波特

提出的两项修正案。“佩罗西修正案”要求在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之前，总统必须能够向

国会证明中国政府已经开列出被拘留和被起诉的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中国公民的名单并已

将他们释放；总统必须证明中国已朝向其他人权目标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国政府在结束

对中国和西藏的宗教歧视和释放所有宗教团体的领袖和成员方面有实质性进步。该修正案以

３４７票对７４票通过。〔３４〕 

“波特修正案”要求在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之前，总统必须向国会报告中国执行１９８４

年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联合公报的情况；美国政府要为美国在华企业树立某些人权原则；

国务院要向国会提出关于美国公司遵守这些原则的情况的报告。该修正案以４０９票对７票

通过。〔３５〕 

    众议院将所罗门提案移交参议院审议。然而此时正值国会与总统为了联邦政府的财政预

算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国会驳回了布什提出的以增税为核心的预算计划，提出了国会拟定

的临时拨款法案，不料布什以否决该法案并宣布关闭政府机构作为回敬。迫不得已，国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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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两院加紧制订新的预算计划，根本无暇顾及对所罗门提案的进一步讨论和审议。这个议案

终于不了了之。 

    从１９９０年美国众议院对所罗门提案的辩论过程中可以看出，当时两派争执的焦点在

于： 

    （１）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否有改善： 

    支持所罗门的议员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自从“六四”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善，而且朝着继

续恶化的方向发展。反对的一方则举出中国政府允许方励之李淑贤夫妇出国、北京和拉萨解

除戒严等事例加以反驳。 

    （２）中国在准许移民方面是否符合标准： 

    所罗门的支持者认为中国政府在１９８９年以后对于出国留学的学生所加的５年服务

期限过长，收取的培养费按照中国工资水平来说过高，是违背自由移民的原则的。但是反对

的一方则提出中国大陆每年移民美国的总人数已达到１７０００人，而且即使在１９８９年

夏以后仍保持了这个数目，因而如果严格按照杰克逊－万尼克法案办事的话，中国应该继续

享有最惠国待遇，况且就连万尼克本人都反对中止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３）取消最惠国待遇是否会打击改革派： 

    主张延长最惠国待遇的议员认为如果中止这项优惠，那只会打击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正

在蓬勃发展的改革势力，这是违背美国的本意的。但是米切尔等人争辩说，现在美国什么都

不做对改革派同样有害。 

    （４）取消最惠国待遇是否能给中国领导人一个信号： 

    对最惠国待遇持慎重态度的议员认为如果取消了最惠国待遇，那么西方将失去在中国的

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将又一次被打断。激进派则认

为取消最惠国待遇将能给中国领导人传递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即“六四事件”在西方的头

脑中仍然并将继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 

（５）美国的经济制裁是否有效： 

    对此双方的意见截然相反。一方认为现有的经济制裁早已名存实亡，根本就不起作用，

这也是他们呼吁取消最惠国待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一方则认为现有的制裁已经在起

作用，没有必要再取消最惠国待遇。 

    （６）取消最惠国待遇是否会打击香港： 

    延长派主张延长最惠国待遇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香港的经济受最惠国待遇的影响很大，

如果取消那就会沉重打击香港和香港人民，对于人心已经不稳的香港造成更大的冲击。取消

派的论点是香港人心不安是中国政府造成的，如果不“惩罚”一下中国政府，则更会加剧香

港人的不安心理，所以，取消最惠国待遇正是为了１９９７年以后的香港着想。 

    （７）战略因素是否依然重要： 

    一部分议员从全球战略角度着眼，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仍然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朋友，

因此在处理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应当有全盘考虑。另外一部分议员则认为现在整个世界局势已

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该墨守成规，不能还像过去那样迁就中国政府。 

    上述种种问题以人权问题为核心，虽然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尝试在１９９０年未能成

功，虽然１９９１年中国仍有较大可能继续赢得最惠国待遇（对于１９９１年美国国会审议

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过程作者拟另文探讨），然而只要中国大的政治环境没有改变，那么

最惠国待遇问题将势必年复一年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美国国会也势必在这个

问题上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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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事实表明，１９８９年以后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一改过去依赖、附和行政

部门的传统作法，亟欲“代表美国人民说话”，要“走在行政机构的前面”。发生这种变化有

多方面的原因。 

    美国人素以讲求实用而著称于世，但同时他们又相当重视精神信仰和道德观念。在美国

的政治文化中，人们有在不受政府和其他人的干涉的情况下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即自由权；

人人生而平等；人们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是属于天赋的不可转让的权利；

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是由社会契约规定的，为了保障人们的天赋人权才在人民中间成立政府。

政府的正当权力只能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到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

的的时候，这个政府本身就违背了社会契约，作为被统治者的人民也就没有义务继续履行这

种契约，他们就有权利来改变或废除这个政府，以建立新的政府。自有《独立宣言》以来，

所有这些都被美国人视为最基本的不容侵犯的信仰准则。中美两国政府当然不可能对“六四”

事件有相同的认识和评价。而且，美国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为自

己的制度感到自豪并进而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它推广到全世界，美国理应成为自由、民主思想

的传播者和人权的维护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似乎已化作美国的一种道义上的义

务。美国国会视自身为专制的对立物，因而在这方面自然以一种当仁不让的姿态积极活动。

１９８９年春末夏初中国局势的发展变化吸引了大批外国记者，他们云集北京的最初目的是

报道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新闻，但很快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国内局势。借助现代化的传

播技术，大量的文字和图像报道传到美国的千家万户，对于美国国内的大众舆论起着导向的

作用，而想要改变一种业已形成的舆论是很难的。作为国会议员不能不考虑到选民的倾向，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再加上布什政府对制裁中国表现得很不热心，越发

使国会感到在中国问题上“代表美国人民说话”舍我其谁。布什政府几乎对国会作出的每一

项强硬的对华政策又都提出相反意见，这便更是火上浇油，加剧了国会与政府在对华政策上

的分歧和对立。 

    对于中国，美国还怀有一种多少有些特别的感情。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１００多年间，

美国比较自己与其他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喜欢以中国的恩人自居，正如费正清所说：“在

与当地民族打交道时，美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为我们国内新的民主制度感到自豪，总是愿意

用国家独立、改革和社会平等之类的主张去帮助当地的反叛者，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是恩赐的

一方，并欣赏这样的心情。”〔３６〕 

１９４９年以后２０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对中国失去了这种情绪。随着中美交往之门的重新开

启和中美关系正常化，重又激起了美国对中国的高涨的热情。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９年近

１０年间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从速度、深度和广度上看都是异乎寻常的。随着中国对外开放

和改革政策的实行，美国在相当长时间里把中国视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改革的先锋，他们以一

种欣喜和满意的心情看待中国发生的变化。相当多的国会议员，尤其是那些自由派议员愿意

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六四”事件对他们是个极大的震动，他们感到一种理想破灭了，

中国政府“不认错”的态度更使他们恼怒和气愤，爱之愈深，失之愈痛，许多原来积极主张

对华友好的国会议员转而成为最激烈的批评家，他们心中那股难以名状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不

可避免地要在国会山上发泄出来。 

    美国国会之所以在１９８９年以后的对华政策上如此强调人权原则，除了其他原因之

外，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８０年代末，南美、亚洲、东欧一系列国

家政权发生更迭，在美国看来，全球民主化的浪潮已经不可阻挡。更重要的是，美苏关系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冷战结束了。中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作用进一步下降，有些国会议员认

为美国现在已不必为了地缘政治方面的需要而去迁就中国政府了，相反，人权应该上升为处

理中美关系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结束使用“双重标准”，此其时也。 

    影响国会对华政策的几个内外因素，即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会议员的政治价值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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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众舆论对“六四事件”的判定、中国国内的政治气候、美苏缓和的大趋势和总的国际

局势都不会或不易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性的突变，因此，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在短期内也很

难发生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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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的诱惑与破灭 

 
——从菲茨吉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谈起 

 
 

潘绍中 

 

美国小说家菲茨吉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 1940）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
比》（The Great Gatsby, 1925），是２０世纪美国文学中一部以“美国梦”为主题的名著。它
刚一问世，著名诗人兼文学评论家爱略特（T.S. Eliot）即称誉它是“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

小说迈出的第一步”。而当时领导美国文坛潮流的斯泰因（Gertrude Stein）进一步指出：菲
茨吉拉德在这部小说里“再现了当代的世界，正如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英国作家）
在《彭登尼斯》和《名利场》中再现了他的世界一样。”〔1〕 
    那么，菲茨吉拉德再现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他所描绘的“美国梦”对我们当代中国读
者，又有什么启示呢？ 
     

一 

 
    菲茨吉拉德名噪美国文坛，始于他描述喧嚣的美国２０年代及其“新潮派”年轻一代的
处女作《人间天堂》（或译为《天堂这边》，This Side of Paradise，１９２０）。当时，美国
经济在第一次大战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战后又在短暂的衰退后持续增长，达到了空前的繁

荣。美国已从传统的纯债务国，变成拥有世界黄金储备一半的纯债权国。尽管社会贫富两极

的分化继续加剧，〔２〕但美国社会上，尤其在资产阶级手中，确实积累了极其巨大的财富。

正如菲茨吉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象征性写到，紧挨着贫困、绝望的“灰烬之谷”的，

却是无比富丽豪华的巨宅广厦和空前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用菲茨吉拉德在《人间天堂》中

的话来说，“美国正在举行历史上最为壮观、最为俗气的寻欢作乐。”因此，他将２０年代取

名为“爵士乐时代”（The Jazz Age）。然而，处于这一花花世界中的菲茨吉拉德“看穿了这
种魅力”，在《人间天堂》中即触及了它所掩盖的腐朽与没落，又在第二部小说里称呼这些

纨绔子弟和时髦女郎为“美丽而注定要沦落的人们”（The Beautiful and Damned, 1922），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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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深刻地描述了“美国梦”的诱惑和破灭，“写下了一出最为感人

的美国悲剧”〔３〕。 
    这里所谓的“美国梦”，沿用了美国文化与文学中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指的是在美国
条件下（尤其在新大陆开拓时代）形成与发展的一种具有相当普遍吸引力的理想与追求。 
    “美国梦”在广义上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当年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披荆斩棘、开辟新的生
活的时期：这些飘洋过海、移居他乡的人们都曾怀有对“新大陆”的种种憧憬；而对于他们

之中的许多人来说，“新大陆”甚至可以说意味着人类最后的希望。菲茨吉拉德在书中对代

表纽约（以至美国）的财富的长岛富人区作了这样一段富有象征意义的描写：“我逐渐意识

到当年曾使（最初发现纽约和长岛的）荷兰水手的眼睛大放异彩的这座古岛——它原是新世

界一片清新碧绿、充满希望的地方。岛上那些业已消失的林木，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

被砍伐的林木，曾经如同耳语一般飒飒作响，迎合着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转

瞬即逝的神奇时刻，人类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曾屏息惊讶、不由自主地堕入了他既不理解也

不企求的一种美学的观赏，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临着与他的想像力并驾齐驱的某种机遇。”

显然，这为作者叙述的悲剧绘制了宏伟的历史背景。 
    不过，在这时的移民中，并未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美国梦”。他们有的人是为了摆脱
旧世界的迫害，来建设可以按照自己的信条崇奉上帝的“山上之城”（City upon a Hill）；有
的人为了寻找一片处女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理想——从乌托邦式的平等主义试验直到以

农奴制、甚至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典贵族社会；有的人为了发财致富来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

国”或从事投机倒把、巧取豪夺；更多的人则希望摆脱故乡的贫穷而胼手胝足、劳作不息⋯⋯

在很长时间内，他们只是具有不同传统的英格兰人、荷兰人、法兰西人、苏格兰人、爱尔兰

人等等而已。 
    然而，随着现代美国民族及其文化的孕育成熟，作为共同文化心理的一种表现的“美国
梦”也逐渐形成——它的第一个举世闻名的典范和系统而雄辩的鼓吹者就是本杰明·富兰克

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他编纂的《穷人理查的年历》（Poor Richard's Almanac, 
1733-1758），在美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全面、生动地宣传了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杨基精神”
（Yankeeism），而他后来撰写的《自传》（Autobiography, 1771-1788）更是一本具体教诲如
何实现“美国梦”的教科书。正如韦伯（Max Weber）所评论的那样：“毫无疑问，这里以
典型方式所阐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这里宣扬的，不仅是如何在世上求得发展的手

段，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伦理道德。”〔４〕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观念，这种脱胎于“新

教伦理”、把物质上的成功归结为个人的品性与奋斗的“美国梦”，从１８世纪诞生之时，直

到２０世纪 20年代，一直受到美国舆论界的大力宣扬，而成为世世代代普通美国人深信不
疑、奋力追求的理想，成为推动美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精神力量。

菲茨吉拉德在小说中写到主人公少年时期曾经按照这种模式拟下了自己的个人决心和生活

作息表，也就典型地表现了他所写的“美国梦”的传统模式和社会内涵。 
    从书中可以看出，缺乏学识的少年盖茨（主人公盖茨比原来的姓氏）在按照自己的理解
和２０世纪美国社会的条件，竭力仿效１８世纪青年富兰克林。他注意到了古典“美国梦”

模式要求的主要因素：修养品性（节制——不再吸烟⋯⋯；正义——对父母更加体贴⋯⋯；

清洁——每隔一天洗澡⋯⋯），注意节俭（每周储蓄３元！），勤奋学习与工作（不要浪费时

间，每周读有益的书或杂志，每天学习“电学”和“有用的新发明”，还要“练习演说、仪

态”！）。 
    实际上，这种古典的“美国梦”模式，甚至在开拓边疆时期就带有很大的虚假性。不用
说，它不适用于印第安人和黑人。即使在白人移民中，“理论上，边疆对所有人都是机会均

等的乐土。理论上，奖励应完全归于勤劳、节俭、运气⋯⋯实际上，得到奖励的，往往靠狡

猾，靠贪婪和无情，靠残暴而不择手段，靠完完全全的恶棍行径。”〔５〕尤其在美国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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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业化迅猛发展，逐步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真要

成为巨富还要拥有一大笔原始资本和经济上的关键位置（也就是Ｃ·Ｗ·米尔斯在《权力精

英阶层》中提出的“飞跃”与“有利因素的累积”）。古典的“美国梦”公式，显然早已不那

么可信。１９世纪下半叶鼓吹“美国梦”的通俗作家阿尔杰（Horatio Alger, 1832-1899）在
他写的１２０多本、总销量超过２０００万册的贫儿发迹记类型的小说中提出了“美国梦”

的ＡＢＣ公式，即白手起家不仅要靠“能力”（Ability）和“品性”（Character），而且要有
“运气”（Break of luck）——这固然说明：即使阿尔杰也知道，真正能够靠个人奋斗爬上去
的人如同买彩票得到头奖一样地稀少，同时也揭示了阿尔杰故事和他的“美国梦”公式一直

到本世纪２０年代为止还能迎合颇多的青少年的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少年盖茨的“个人决

心”和“生活作息表”写在一本已被翻烂了的“牛仔发迹记”书后的空白页上，反映了“美

国梦”仍然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事实。 
    后来，努力追求“美国梦”的少年盖茨果然碰上了好运气：他偶尔救了一位暴发的富翁
丹·科迪的命，被录用为贴身佣人兼保镖，随他周游世界、增长见识，并被遗赠２．５万美

元（当时的贫困线以每年收入５００美元划分）。这简直是阿尔杰故事的再现！但是生活的

现实是：“运气”不能代替“残暴而不择手段”，不能代替“有利因素的累积”。富翁的情妇

早就设下了法律的圈套；尽管主人公从认识科迪起已改名盖茨比、“改换门庭”，科迪一死，

他那２．５万美元的遗赠也就化为泡影。直到盖茨比１２年后遇到心上人黛西之时，他仍然

是个除了一身军服和英俊气派以外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因此必然将这位富家小姐丢失给豪富

门阀子弟汤姆·布坎南。 
    这样，菲茨吉拉德所描绘的“美国梦”，虽然与其古典的或庸俗的模式有着渊源上的联
系并且放到了美国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之下，却和一切传统的说教和荒诞不经的童话划清了

界线，还给人们一个忠实地再现“当今世界”的悲剧。 
     

二 

 
    当然，《了不起的盖茨比》绝不是“美国梦”社会实质或２０年代美国生活的图解。这
部小说艺术的精品，仅仅只有５万英文字的篇幅。它排除了细节的堆砌、心理的描写和情节

的枝蔓，依仗了短小精悍、错落有致的结构，典型的场面和行动，简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语

言，写出一部饱含韵味、极富美感的现代悲剧。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情节，是从故事叙述人，出身中西部世家、具有传统价值观念、
却不那么富有的尼克·卡拉威，回到故乡小镇，追述他在纽约学做债券生意的一段经历而展

开的。那时，尼克在距纽约市不远的长岛西蛋村租下一栋简朴的小屋栖身，却发现左邻右舍

几乎全是暴发富户盖起的广宅大院。紧右边就是一幢每季租金要１．２万到１．５万美元之

多的巨大别墅，而那里每逢周末照例举行的盛大晚会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切的主人原来就

是盖茨比！对比故事后来逐步揭示的寒微身世和失败遭遇，盖茨比仅用了几年功夫就挤入了

豪富的行列，正在撒散大把的金钱，铺起通往社交界巅峰的道路。尽管他发家的手段与“美

国梦”的传统公式极不相同（作者暗示他靠的是“不择手段”和“彻头彻尾的恶棍行径”），

此时此刻的盖茨比毫无疑问已经实现了一般意义上的“美国梦”，应该踌躇满志、像汤姆·布

坎南们那样恣意享受才是。 
    然而，盖茨比并没有实现他自己的“美国梦”；他仍然在追求。原来，他不择手段地攫
取财富、购买巨宅、举办晚会⋯⋯都是为了接近和夺回几年前失去的心上人，尼克·卡拉威

的表妹，汤姆·布坎南的夫人，居住在与西蛋村只有一水之隔的东蛋村的黛西！虽然金钱和

美女在“美国梦”中几乎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以盖茨比的财富显然可以得到甚至超过黛

西的美女，但是对于执着的人来说，“任何一个”（哪怕是“更美的一个”、“更好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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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代替“特定的一个”。就盖茨比而言，黛西不仅仅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大家闺秀”，使

他神魂颠倒、久久不能忘情；黛西代表了“上流社会”的精华、社会地位的巅峰、生活中一

切美好而值得争取的事物——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要用钱来购买！关于他的这种特定

的“美国梦”的形成，小说第６章叙述了盖茨比追记自己与黛西初恋时在秋夜月色笼罩下的

人行道上散步的情景： 
    盖茨比从眼角里看到，一段段的人行道其实构成了一架梯子，通向树顶上空一个秘密的
地方——如果他独自攀登的话，他可以攀登上去，而他一登上去就可以吮吸生命的浆液，大

口吞咽那无与伦比的神奇的奶汁。 

    当黛西洁白的脸贴近他的脸时，他的心越跳越快。他知道他一跟这个姑娘亲吻，并把他

那些无法形容的憧憬和她短暂的呼吸永远结合在一起，他的心灵就再也不会像上帝的心灵一

样自由驰骋了。因此他等了等，再倾听一会那已经在一颗星星上敲响的音叉。然后吻了她。

经他的嘴唇一碰，她就像一朵鲜花一样为他开放，于是这个理想的化身就完成了。 

    这段极其富有诗意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以黛西为化身的“美国梦”对于家境贫寒而又
相对单纯的青年盖茨比的巨大诱惑，以至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像上帝的心灵一样”的“自

由驰骋”——这种诱惑由于挫折和分离而变得更加强烈、更加浪漫，也就不言而喻了！然而，

对于更加理智、更加了解黛西的尼克来说，盖茨比的倾诉却使他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什么地

方听过的某个迷离恍惚的节奏、几句零零落落的歌词”，也可以说，这其实是一个既现代又

古老、幻想与真实分离、灵与肉扭曲的故事。 
    与盖茨比执着、痴情的追求相反（这种追求使尼克改变了对这个俗气、尴尬的暴发户的
鄙夷态度而成为盖茨比的唯一朋友），黛西先是违心地嫁给并无爱情的富家子弟汤姆，后来

又在百无聊赖中游戏人生、偷过几次情，几乎完全忘了昔日的贫穷恋人。当盖茨比以阔佬豪

富的“新面貌”重现在黛西面前并带她参观那座虽然俗不可耐、倒也富丽堂皇的“宫殿”之

时，她瞧着盖茨比“一打、一打的”豪华衬衫，“突然之间  ⋯⋯发出了很不自然的声音，
一下把头埋进衬衫里，号啕大哭起来。”于是黛西“旧情”萌发、开始幽会，甚至在盖茨比

坚持下开始考虑离开对自己从不忠实、相互也无真正感情的丈夫——这一切的原动力是什

么，也就昭然若揭了。 
    然而，早有觉察的汤姆暗地里对盖茨比进行了调查并在三人当面“摊牌”时把盖茨比如
何发财的“把柄”抖落出来，指出盖茨比原来是黑帮头目的副手，他的巨大收入出自贩卖私

酒和其他更为危险的非法来源。这一下子就打中了黛西的要害： 
    “黛西⋯⋯吓得目瞪口呆地看看盖茨比，又看看她丈夫⋯⋯盖茨比开始激动地对黛西辩
说起来，矢口否认一切⋯⋯但是他说得越多，她就越显得疏远，结果他只好闭口不说了，只

有那死去的幻梦⋯⋯还在继续奋斗，拼命想要打动那已是不可能打动的东西。” 

    黛西终于又一次选择了汤姆，选择了古老、稳定、“体面”的财产！可是盖茨比仍然抱
住“死去的幻梦”不放；黛西开车轧死人，他替她打掩护；他把黛西送回家还彻夜在外守候；

第二天，他一直惦记黛西，在家等候她的电话——她的电话一直未来，盖茨比却在等候中被

死者的丈夫当作凶手杀害！此时的黛西早和汤姆远走高飞；她对盖茨比的记忆，如同她有过

的多次调情一样，也已烟消云散。只是在尼克的心中，一度与“美国梦”相联系的东部，如

今如同一幅阴暗、怪诞的油画一般“鬼影憧憧、面目全非”。 
     

三 

 
    认真说来，揭露“美国梦”实质的优秀创作，并不自菲茨吉拉德肇始。即以２０世纪美
国小说而言，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的《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 1900）和
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的《马丁·伊登》（Martin Eden, 1909）在揭示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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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个人奋斗和获得成功后的幻灭方面，显然更为具体、生动，在发表时间上也要早得多。

《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菲茨吉拉德的其他创作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主要在于细致而生动地

揭示了“美国梦”的复杂而深刻的文化含义，从而表现了它对人们的巨大诱惑和它破灭时产

生的巨大冲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菲茨吉拉德的其他创作，

与同于１９２５年出版的另外两本影响巨大的书，巴顿（Bruce Barton）的《耶稣传》（The Man 
Nobody Knows: A Biography of Jesus）和德莱塞的《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作一
比较。 
    巴顿的《耶稣传》，可以说是美国２０年代的典型产物。它用当时流行的“美国梦”准
则（物质成功）来重新阐述耶稣·基督的一生而连续两年成为畅销书。耶稣被描绘成一个穷

苦的孩子，立志要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从实业界的底层挑选了１２个人（即１２使徒）把

他们团结成为一个终于征服世界的组织”。不仅如此，耶稣还具有２０年代美国人所崇拜的

几乎一切品质：他是当时最伟大的推销员、天才的广告商、他的政党的生命线——他热爱户

外活动，善于打动人心，甚至是“耶路撒冷城里最受欢迎的宴会客人”！当然，耶稣取得了

一个商人所能企求的一切成功——这些在各章的标题里一一加以概括：作为执行官的耶稣；

耶稣的广告宣传；作为现代商业创建人的耶稣；作为老板的耶稣！这种解释并不被认为是亵

渎圣贤，而是对耶稣的赞扬，因为正如《全国商业杂志》当时所说，“毫无疑问，美国的实

业家是今日美国人心目中最突出的英雄”，“是国家最有影响的人物⋯⋯或许也是全世界最有

影响的人物。”难怪巴顿要把著名的“新教伦理”进一步发展：“所有的生意都是天父的生意；

所有的工作都是祭拜；所有有用的服务都是祈祷。”这不正是当时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1872-1933）的名言“美国的营生就是作生意”最好的注解吗？ 
    当然，作为传记或者文学作品，《耶稣传》可以说毫无价值。但是，它反映的价值观念
却值得注意。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有钱就有一切。建立在这种观念上的“美国梦”，

已经抛弃了阿尔杰公式的遮羞布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可讳言，这种拜金主义的“美国

梦”尽管不久即受到席卷美国以至世界的３０年代大萧条和其他变化的严重打击，对于不明

真相的人们却总是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腐蚀力。它甚至越过了国界，以形形色色的名目，向

那些并不具备美国的条件、比较贫穷的国家施加影响。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听到它在远离

美国的土地上发出回响。 
    德莱塞从自己的经历〔６〕深知这种拜金主义迷梦的巨大诱惑与腐蚀力量——这正是他
的巨著《美国的悲剧》的主题。主人公克莱德·格里费思，与作者相仿佛，出身于中西部一

个虔诚的流浪福音派徒家，从小就厌恶教义和贫困，渴望财富与地位。他离家出走后更感到

自己的贫穷与周围花花世界的巨大反差，产生了强烈的向上爬欲望。果然，运气来了：他意

外地遇见一位富有的堂叔，被安排到后者的工厂里做监工。尽管克莱德在堂叔家频遭白眼，

他在厂子里很得人心，交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工罗伯塔。同时，他通过堂叔的关系，进入了小

城的社交界，认识了当地富豪的独生女桑德拉。克莱德知道只有娶上桑德拉，才能真正实现

自己的“美国梦”，因此决心割舍旧情。恰恰此时，罗伯塔已有身孕，要求与他结婚。克莱

德眼看美梦即将破灭，便设计把罗伯塔骗到一个僻静的湖边加以谋害。当船划到了湖心时，

克莱德突然心慌意乱、不敢下手。慌乱中，船翻了，克莱德游到岸边，罗伯塔溺死湖中。案

发后，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克莱德如实地交待了事件发生经过和自己的思想反复。尽管他

实际上是社会的牺牲品，也没有表明他直接危害罗伯塔的证据，克莱德仍然被判处死刑⋯⋯

这是一个贫穷青年在“美国梦”诱惑下一步步陷入罪恶之渊，最后又被这个社会送上电椅的

典型“美国悲剧”，而正是巴顿、柯立芝们所宣扬的“实业家们”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才是

制造千千万万出“美国悲剧”的根源。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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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德莱塞相似，菲茨吉拉德对“美国梦”及其社会、阶级背景具有颇为清醒的认识（一
如本文在前面第三节的分析所示）。与德莱塞不同的是：菲茨吉拉德本身就属于这个时代、

这个“梦”。他所写的许多故事，其中心情节即是他自己的故事；他所写的众多人物，即塑

造于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们。正像文艺评论家卡津（Alfred Kazin）所说，“他（指菲茨吉拉
德）跟卡尔文·柯立芝一样，是２０年代的一部分，也和柯立芝一样，几乎过于形象地代表

了２０年代的某种特征。”〔７〕这与菲茨吉拉德的身世、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菲茨吉拉德于１８９６年生于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一个家运式微的经商世家，
由于母舅家的财势，自小得以进入“上层社会”并于１９１４年上了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

他学习成绩不佳，但热衷于社交与写作，一度热恋一位从芝加哥来访的富家少女，终因家境

不佳而告吹。他于１９１７年参军，担任副官之职，用业余时间写了一本关于大学生活的小

说，但遭出版社拒绝。这时，他爱上了阿拉巴马州高等法院法官之女泽尔妲；１９１９年退

役后即前往纽约“奋斗”，然而只得到一个月入９０美元的写广告词的差使。他向泽尔妲求

婚失败，闭门修改小说，终于成功，发表了《人间天堂》，并与泽尔妲完婚，从此跻于名流、

富豪圈中，生活于纽约——巴黎——里维埃拉之间。对于美国资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以至

中产阶级人们以此为目标的“美国梦”，菲茨吉拉德可以说深知底细，写起来自然驾轻就熟、

活灵活现，不是仅从外部进行观察可以相比。 
    不过，他从自己的体验中看到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梦”的腐蚀性与空虚，从而对它表
示怀疑与批判。这个自幼生活在中西部小镇“最时髦的大街的最最边沿上”，早就熟悉世态

炎凉的敏感青年，更从自己的两次恋爱中悟出了美国资产阶级生活的真谛。事隔多年以后，

他追记自己的“奋斗史”时写道：“整整一个漫长而绝望的夏天，我都用来写一部小说，而

不是情书。因此小说取得了成功，只不过这也意味着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口袋里金元叮

当作响并在一年后娶了心上人的人，将永远对有闲阶级怀着持久不断的怀疑和敌意——当

然，这不是一个革命者的信念而是一个农夫怒火中烧的仇恨。”〔８〕这种“怀疑和敌意”虽

然没有给他带来“革命者的信念”，却使他看穿了这个时代富丽堂皇、浪漫神奇的假象，揭

示了不明真相的人们至今仍看不清的本质。 
    菲茨吉拉德知道，富人生活之具有神奇的魅力，就在于他们有钱，而“美国梦”归根结
蒂也在于追求钱——这一理解，贯串于他们全部作品之中。最富有象征性的，莫过于作家在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黛西的甜美、诱人的嗓音的描述。尼克对黛西的嗓音还拿不准，然

而盖茨比却明白： 
    “她的嗓音充满了钱，”他忽然说。 

    一点不错！我以前从来没有领悟这点。它确实充满了金钱——这正是她嗓音里抑扬起伏

的无穷无尽的魅力的源泉，叮当作响的是它，铙钹齐鸣唱的也是它⋯⋯ 

    如果没有钱，那就不会有这种生活，也不会有这种爱情。菲茨吉拉德的短篇小说《要实
际一些》（A Sensible Thing, 1924）说的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奥凯利，爱
上了小城世家的姑娘琼基尔，也得到了她父母的接纳，因为他“前途无限”。然而后来他只

找到一个保险公司当小职员、一个礼拜挣４０美元（比作家当年写广告时还要多几乎一倍！）

的差使，于是“爱情”也就告吹——这就叫做“要实际一些”。等到他时来运转、找到一个

高薪位置时，他又得到了女家的承认和姑娘的“爱情”，尽管心里不是滋味。在《冬天的梦》

（Winter Dreams, 1922）中，殷实富户的女儿朱迪·琼斯和追求她的德克斯特，以美国资产

阶级特有的“爽快”（或曰“庸俗”）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谈到了钱： 
    她突然打住了，冷不丁掉转话头说：“咱们还是实事求是、开门见山吧。你究竟是什么
样的人呢？” 

    德克斯特迟疑了一下，才一本正经地说：“我是个一般的人。我的事业主要还得看将来。” 



《美国研究》1991年冬季号 43

    “你穷不？” 

    “穷倒是不穷，”他坦率地说，“跟同样年纪的人比起来，我挣的钱在整个西北部恐怕还

没有人赶得上。我知道这话有点不大文雅，可是你有言在先，要我实事求是、开门见山。” 

    沉默了一会儿。她笑了，嘴角挂了下来，身子不着痕迹地微微一斜，就挨到了德克斯特

的跟前⋯⋯ 

    在这点上，《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卷首诗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 
    那就戴顶金帽子，如果能打动她的心肠； 
    如果你能跳得高，就为她也跳一跳， 

    跳到她高呼“情郎，戴金帽、跳得高的情郎， 

    我一定得把你要！”〔９〕 
    然而，如果认为在美国只要有了钱，就会拥有一切，就可以实现“美国梦”了，那就把
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懂得这一点，恰恰是盖茨比们、德克斯特们的悲剧之所在。其实，

在美国资产阶级中，不仅有财富大小的差异，还有新与老（即“暴发户”与“世族”），稳定

的财产与流动的收入，西部与东部之间等众多的矛盾。正因如此，盖茨比尽管拥有巨大的收

入，花钱似流水一般，被人们称为“了不起”，最终却败给了汤姆。同样，尽管德克斯特所

挣的钱比整个西北部的同龄人都多，他毕竟是个曾给朱迪的父亲当过高尔夫球童的“暴发

户”；结果，朱迪还是甩了他，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却不给她带来幸福的纨绔子弟。这里

包含的深刻的阶级、文化心理，是那些对“美国梦”深信不疑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还是菲

茨吉拉德对此深有体会；他在短篇《阔少爷》（The Rich Boy, 1926）中告诉人们：“让我告诉
你富豪的情况。他们跟你我不一样。他们很早就占有财物并尽情享乐，这对他们起了作用⋯⋯

他们在心底里认为，他们比我们好，因为我们得为自己寻找生活的补偿物和避难所。即使他

们深入到我们的世界之中，甚至降到比我们更低的地位，他们还是认为他们比我们好。” 
     

五 

 
    那么，这些富豪世家的人们究竟怎样？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进入到他们的世界（即实
现了“美国梦”），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美国上层资产阶级穷奢极侈、然而庸俗无聊的生活的揭露，在菲茨吉拉德的作品里
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通过对汤姆、黛西、乔丹等人的描写，活脱脱地勾

勒出这些有闲者空虚、腐朽的心灵。这些人，正如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的书名所概括的，乃

是些“美丽而注定要沦落的人们”。 
    更严重的是，这些人以他们珠光宝气、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腐蚀着、损害着那些不明真
相、抱有幻想的人们。关于这一点，短篇小说《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The Diamond 
as Big as the Ritz, 1922）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讽喻故事：豪富的华盛顿家族住在钻石山里，享
尽了人间的物质繁华（包括头戴钻饰的黑奴的伺候），为保守秘密竟把应邀来访、为他们解

闷的“好朋友”害死。连他们最小的女儿都接受了这种思想：“我们不能让死亡这种不可避

免的东西来阻挡我们享受人生的乐趣。你想想，要是我们没有一个客人，我们在这儿该有多

么寂寞。啊，爸爸和妈妈，跟我们一样也牺牲了一些最好的朋友。”最后，这个家族为了不

受外界的干预，点着炸药，与钻石山同归于尽，似乎暗示了这个阶级的绝望与疯狂。 
    这种只管自己享乐、不顾他人死活的特点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得到了更加富有现实
主义特色的揭示。汤姆勾搭小业主威尔逊之妻茉特尔完全是为了发泄自己的肉欲，黛西开车

轧死茉特尔却自己逃走，置代己受过的盖茨比于不顾，汤姆误导威尔逊认定盖茨比是茉特尔

的奸夫和凶手，结果威尔逊杀了正在痴等黛西电话的盖茨比并自杀身亡——面对着三条人

命，汤姆与黛西却心安理得地照旧过他们醉生梦死的日子！这终于使原来与黛西私交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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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看清了他们的面目：“他们是些不顾他人死活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别人，

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待在一起的东西之中，让别

人去收拾他们留下的烂摊子。” 
    美国大资产阶级人们的生活与为人既然如此，那些实现了“美国梦”、爬入这一阶层的
人又会有什么遭遇呢？菲茨吉拉德的第四部小说《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 1933）对
此作了相当深刻的揭露。女主人公妮柯尔是个富豪世家的少女，温柔、美丽、享尽了金钱所

能给予的优裕生活，却患了精神分裂症，住进了瑞士的精神病疗养院——得病的原因是她的

父亲在她才１６岁时奸污了她，使她精神失常！妮柯尔爱上了英俊有为的年轻美国医生狄

克·戴弗。狄克明知妮柯尔会成为自己的包袱却出自对妮柯尔的怜爱，怕她受不了打击而崩

溃，终于娶了她，悉心予以照料。俩人生了一男一女，生活似乎相当美满。这桩婚姻，从妮

柯尔的姐姐兼监护人看来，只是为生病的妹妹“买一个大夫”。狄克则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

经济上的“独立”和学术上的进取心，“但是，超过一定程度就难以为继了⋯⋯很自然地，

妮柯尔想要占有他，想要他永远停滞不前，鼓励他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也越来越多地被纷

至沓来的物件和金钱所淹没了⋯⋯他的工作也与妮柯尔  的问题纠缠一起而分不开来。何
况，妮柯尔的收入近来增加得如此之多，他的工作相形之下显得无足轻重了。”在这种情况

下，狄克越来越沾染上挥霍、放纵的习气，终于放弃了学术上的追求而成为一个无所事事、

内心空虚的人。反之，妮柯尔在狄克的长期帮助下终于治愈了精神分裂病，日益感到了自己

的力量：“她的自我像一朵硕大、华贵的玫瑰花一般怒放了⋯⋯她痛恨海滩，讨厌所有那些

她曾经像一颗卫星那样围着狄克这个太阳转的地方。‘嗨，我差不多又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她想。‘我实际上已经不用靠他，自立自足了。’”于是，妮柯尔与狄克离了婚，找了一个她

认为可以更好地为她所占有的男人。而一度才华横溢的精神病大夫狄克·戴弗已经找不回来

虚度的光阴和腐蚀殆尽的才干，只能作为一般的医生就业，从一个小镇搬到另一个更小的镇

子，以了一生。读到这里，人们才真正理解了小说卷首诗引用英国诗人济慈《夜莺颂》中几

行诗句的现实含义：“夜色是温柔的⋯⋯然而这里没有光明”。不是吗？梦幻中看去，美国资

产阶级的生活似乎很美、很诱人，然而对于有理想、重感情，不满足物质享受的人来说，这

里确实没有光明。 
     

六 

 
    但是这不等于说：“美国梦”对于人们已经不再具有诱惑力了。有一个希腊神话说：大
海的礁石上坐着一些美丽的妖女，她们以美妙、动人的歌声吸引过往海船上的水手情不自禁

地注视她们、倾听她们的歌，以至身不由己把船开上礁石而船毁人亡。尽管人们知道妖女们

的毁灭力量，仍然不断有人在妖女们的歌声中灭亡，只有像古希腊英雄奥德赛那样具有坚强

毅力并采取果断措施的人，才能顶住妖女之歌，成功地通过那片海域。 
    盖茨比的悲剧就在于：尽管他知道黛西的嗓音“充满了金钱”，甚至终于觉察到黛西并
不真正爱他、也不值得他爱，他仍然不死心地等待、追求，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具

有中产阶级传统观念的尼克看来，正是这种忠贞不贰的追求，而不是他用不法手段获得的巨

额收入，才使得盖茨比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不仅如此，菲茨吉拉德有意识地把这种追

求与开辟新大陆的古老憧憬，甚至与“永恒人性”的主题联系在一起。他在书末写道：“盖

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

求，不过那没有关系——明天我们将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从文学的艺术性来看，这种“升华”赋与小说以史诗般的悲剧色彩，给读者以驰骋想像的广

大空间，当然是一种高明的手笔。但是从全书的内在逻辑来看，也从菲茨吉拉德的经历与创

作的内在逻辑来看，如何能不管追求的具体社会内容与价值，只是一味“奋力向前，逆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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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被不断地推往后面，推入过去”呢？ 
    实际上，这恰恰反映的“美国梦”对菲茨吉拉德（以及许许多多和他相似的人们）所具
有的诱惑力：他虽然深知这种“梦”的空虚和毒害，却又沉湎其中、不得自拔；他也没有可

以替代的理想，因而不想自拔。对于这种矛盾，批评家考利作过一个十分生动的譬喻：“看

来他（指菲茨吉拉德）似乎具有双重人格。他的一部分在巨宅主人举办的舞会上作客，而他

的另一部分却是一个趴在窗户偷看、为舞会音乐和盛妆女士们所深深吸引的小孩子——这是

一个既浪漫又清醒的小孩子，他不时地停了下来，琢磨这一切要花多少钱，而这钱又是从哪

里来的⋯⋯窗外的这个小孩子长大了，成熟了，冷眼观察一切；他从一个充满惊喜的旁观者

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历史学家。与此同时，菲茨吉拉德仍有一部分留在巨宅里面，仍与舞会的

人们待在一块。如今舞会正在以悲剧告终，他却不知道该如何描写它了⋯⋯”〔１０〕菲茨

吉拉德自己甚至认为：“一个人应该既能看出事情已经毫无希望，还要决心扭转局势：这种

哲学正好与我的早期成年生活相吻合；那时，我看到不大可能、不大现实，甚至‘绝无可能’

的事情终于实现了。”〔１１〕但是，现实粉碎了他的这种幻想。菲茨吉拉德在一举成名、“娶

了他故事里的女主角”以后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带着妻子泽尔妲（后来还有女儿）出

入于纽约——巴黎——里维埃拉的上层社交界，一年耗费掉三、四万美元的收入（《夜色温

柔》中医术高超的戴弗大夫岁入不过三千）还负债累累。他俩的酗酒宴乐，已经成为众所周

知的常事。从发表《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短篇集《所有忧伤的年轻人》（All the Sad Young Men, 
1926）以后，他一直未能写出真正有份量的作品，直到１９３３年发表《夜色温柔》。世界
性的大萧条对他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他为通俗杂志写短篇和为好莱坞写脚本，仍然拥有可

观的收入。然而，他的生活方式毁了他的天才、毅力和健康。当他企图重新振作，着手写一

部反映好莱坞生活的长篇小说时，他却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猝发心脏病死去，年仅４４岁。

他的事业，一个有着光辉起点的天才作家的事业，如同他第五部长篇《最后的大亨》（The Last 
Tycoon）一样没有完成。他的早逝，正如人们当时就感到的那样，宣告了美国“爵士乐时代”
的破产，也标志着“美国梦”的“黄金时代”的结束。 
    当人们思考菲茨吉拉德关于“美国梦”的诱惑和破灭的创作与经历的时候，当人们联想
到写过《马丁·伊登》和《深渊里的人民》的杰克·伦敦居然死于玩物丧志，而一辈子做硬

汉子、写硬汉子的海明威却因苦闷悲观而自戕的时候，人们会不由得发出感叹：警惕啊，不

要迷恋于那动人的妖女之歌！ 
     
注释： 

 
〔1〕见《了不起的盖茨比》发表后爱略特和斯泰因分别写给作者的信，转引自 Nancy Milford: 
Zelda, 1970年。 
〔2〕据美国联邦商务委员会１９２６年关于国民财富及收入的报告，占人口１％的大资本
家占有５９％的国民财富，占人口１２％的小资本家和上层中产阶级占有３３％的财富，而

其余的８７％人口一共才占有财富的８％。了解这种现象的菲茨吉拉德曾想把小说命名为

《灰堆与百万富翁》（Among Ash Heaps and Millionaires），并在小说中对此作了简洁而生动
的描写。 
〔3〕美国文学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津语，见 Alfred Kazin: On Native Grounds, 1942年, 第
２４６页。 
〔4〕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4-1905）尽管在基本观点和认识论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却清楚地说明了发源于１６世
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及其中产生的新教伦理观念的阶级性质。 
〔5〕W. J. Cash: The Mind of the South, 1941,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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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详见其自传《曙光》（Dawn, 1931）。 
〔7〕A. Kazin: On Native Grounds, p.243. 
〔8〕Scott Fitzgerald: Pasting It Together, 1936. 
〔9〕作者也曾考虑将小说取名为《戴金帽的盖茨比》或《跳得高的情郎》，但因为“太轻佻”
而作罢。见他给出版社编辑Maxwell Perkins的信，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７日。 
〔１０〕Malcolm Cowley: Breakdown, New Republic, June 6, 1934. 
〔１１〕Scott Fitzgerald: The Crack-Up, p.336. 
 

 

 

20 世纪前半叶科学技术从美国 

向中国的传入及其影响 
 

李佩珊 

 

 

虽然中国古代有着灿烂的文化和光辉的科学技术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

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大大落后于西方。近代科学随着文艺复兴而产生于西欧，

然后传到北美，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１９世纪末到整个２０世纪期间，惊人的科学技术成

就接连出现，不断地改变着人类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面貌。正是在１９世纪中叶，中华帝国

的大门被资本主义大国以武力强行敲开以后，西方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像潮水一样地拥入，使

中国原有的科学技术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它们，就被其覆盖了，于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几乎

完全照样地通过多种渠道而移植到中国的大地上。 

    在这一移植过程中，中国和西方国家两方面的努力都是不可缺少的。１９世纪末，中国

各界有志之士不甘落后，认识到要奋发图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具有很

大的主动性。进入２０世纪，特别是１９１１年推翻了清朝封建的统治之后，学成归国的留

学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同西方在科技上的差距，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决心把自己的学识贡献

给祖国。 

    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强国中，美国由于建国晚，同中国的接触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然而

大量资料表明，发源于西欧的近代科学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同其他西欧国家相比较，美国

占了领先的地位。美国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是：１．到中国办大学；２．资助中国

的科学研究工作；３．吸收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本文大体上依着历史的顺序，简

略地介绍各类重大事件，并分析研究其对当时的中国以及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科技发

展的影响。 

 

一、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办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 

 

    教会大学在中国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里仅从事实  出发，来估

价其对理、工、农、医教育方面的作用。 

    在美国来华人士中，以传教士为最多（其中约３８％兼办小学、中学或开设医院），其

次为具有一定科学和教育水平的大学教学和管理人员。根据《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１〕



《美国研究》1991年冬季号 47

提供的名单，以１０年计人次，可得下表： 

年代 1840-1899 1900-1909 1910-1919 1920-1929 1930-1939 1940-1949 总计

传教士 170 104 86 64 38 11 473

大学教育者 11 19 49 57 33 15 184

    这些数字表明，传教士总人数虽多，但却逐年下降。大学教育工作者的人数，从１９０

０年以后，增加较快，以２０年代人数最多。３０年代以后人数下降，其原因可能是３０年

代后，中国自己成熟的学者渐多，而且从１９３７年以后，先后发生了抗日战争和国内的解

放战争的原故。 

    早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后，传教士们为了便于传教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办了大量小学

以至中学。到１９世纪末，教会办的中、小学已有２０００所，学生４万人，占当时中、小

学总人数的１０％。这时也出现了少数大学，多数是美国人办的，学生人数不到２００。〔２〕 

    一些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美国传教士在 19 世纪末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已经起着重要的作

用。如１８６２年，在清末洋务运动的影响下，由官方兴办的京师同文馆（教以英语为主的

外语和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从事译书）就聘请了一些外国学者来教书。其中最著名的是１

８６７年应聘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 1827-1916，著有《格物入门》、

《格物测算》等），开始时教授英语和万国公法，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９４年任相当于教授会

主席的西学总教习，长达２５年。〔３〕１９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中国最早创办

的三所新型大学，也都请了美国传教士帮助工作：１．１８９５年由盛宣怀（１８４４－１

９１６）创办的天津北洋大学（原名天津中西学堂，１９０３年改名），其第一任总教习是

美国传教士丁家立（Charles D. Tenney, 1857-1930），任职到１９０６年；２．１８９７

年盛宣怀又创办了上海交通大学（原名南洋公学，１９２１年改名），聘请了美国传教士福

开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为第一任监院（相当校长）；３．１８９８年成立的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１９１２年改名），丁韪良又被聘为第一任西学总教习。这三

所大学还都聘请了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籍教师教授外语及理、工等科课程〔４〕。另据１９

８２年出版的《浙江大学校史稿》登载，其前身为１８９７年在浙江杭州成立的求实书院（中

间曾停办约１０年，１９２８年定名浙江大学），书院成立之初曾聘请美国人王令赓（E.L. 

Mattox）为西学总教习。 

    进入２０世纪，教会大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据１９１８年统计，重要教会大学有１５所，

除上海震旦大学是法国天主教教会于１９０３年创办的以外，其他１４所中，１０所由美国

教会创办，４所由美国教会和英国教会联合创办。这１４所大学及其创办时间是：１．１９

０２年，苏州东吴大学（美）；２．１９０５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美）；３．１９１０年，

杭州之江大学（美）；４．１９１０年，成都华西大学（美、英）；５．１９１０年，武汉华

中大学（美、英）；６．１９１１年，南京金陵大学（美）；７．１９１４年，福州华南女子

文理学院（美）；８．１９１４年，长沙湘雅医学院（美），１９２５年归还中国；９．１９

１５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１０．１９１５年，上海沪江大学（美）；１１．１

９１６年，广州岭南大学（美），１９２７年农学院改归中国；１２．１９１６年，北京燕

京大学（美）；１３．１９１７年，山东齐鲁大学（美、英）；１４．１９１８年，福州协和

大学（美、英）。２０年代，又增加了两所天主教会办的大学。一是天津工商学院，１９２

２年由法国创办，原名津沽大学，１９３３年改名。另一所是北京辅仁大学，１９２９年由

美国创办。到１９３７年，教会大学学生约达８０００人，其中理、工、农、医都占有一定

的比例。〔５〕 

    １９２０年前后，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军阀混战，教育工作停滞不前。那时，中国国立

大学只有三所，省立大学虽不算少，但水平大都不高，私立大学又多属初创。相比之下，这

批为数可观的教会大学较早地就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其中理工农医各科尤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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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优秀生出国留学的机会也较多。稍后，中国归国留学生逐渐增多，国内大学教育发展也

较快。胡适１９２５年曾提出，教会大学应朝着“超等、出色”和“抛弃传教，专办教育”

的方向发展。〔６〕有些大学确实也注意加强了科学研究和提高了教学质量。到１９４９年

教会大学在质和量方面基本维持这种状况。１９５２年，大陆的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时，

教会学校被全部撤销，外籍教师早已回国，其他教职员工全部并入正在发展中的各高等学校，

加强了这些大学的教学力量。 

     

二、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促进了中国理、工科的教育和科学研究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１９０１年清朝政府被迫与之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

中国赔款４５０００万两白银（简称庚款），美国得庚款的７％。从１９０２年起，分３９

年偿还。１９０８年，美国国会认为美国所得的赔款超过了他在战争中的损失，为了发展同

中国的友好关系，应该将一部分庚款退还中国，并通过了议案。同年１２月,美国总统命令,

扣除实际损失部分后,全部余款退还中国〔７〕。美国分两次退还庚款余额的使用情况如下： 

    (一)选派庚款留学生和清华大学的建立 

第一批美国庚款余额退还了相当于全部应退庚款的２／３。经双方商定，这笔款项专用

于培养留美学生，规定自１９０９年起，每年选送一定数量的合格留学生赴美各大学学习。

为了保证留美学生的质量，决定于１９１１年创办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班。选拔优秀青年

进行培训。从１９１２年起的庚款留美学生主要都是这个班的毕业生。在此之前的１９０９

至１９１１的三年中，前后公开招考录取了１８０名庚款留美学生，其中理、工各科学生占

４／５。 

    从１９０９至１９２９年，清华学堂共送出留美学生２１届，２０００余人〔８〕。其

中有少部分不是清华的学生，经过考试选送的；另外还包括了前后送出的５３名女生〔９〕。

这批学生到美国后都可直接进入大学学习，有的还可作为插班生，进入大学二、三年级学习。

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美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大都于１０年代、２０年代、３０年代陆

续回国，相当部分到大学、研究机构或工矿企业工作，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中国的生根、

发芽、成长、结果，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２９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庚款留美学生改为公开招考，不再限于清华大学毕

业生。作为清华基金的庚款部分仍然保留，不过从这时起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

〔１０〕。１９４９年前的清华大学由于经费充足，其校舍建筑、仪器设备和师资阵容，在

国内均属一流。清华原是一所国内外闻名的，文、理、法、工、农各院皆备的综合大学，其

理工各系都很强。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迁往美国，清华经费则完全

由政府拨款。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其他院系，除留一部

分基础课教师力量外，都并入北京大学等其他院校，加强了其他大学的教师力量。目前，该

校又在注意逐步加强或重新建立理科和文法学科的教学。 

    （二）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 

    １９２４年，经过美国朝野的呼吁，退还了其余的１／３庚款余额。为此两国商定，成

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华基金会），专门从事这笔退款的经营、管理和使用。

这个董事会具有权威性，由１５人组成，１０名中国人，包括外交和教育部门的官员，清华、

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和学术界的名流，如丁文江、翁文灏、任鸿隽、胡适、赵元任等。

另 5 名为美国人,其中有从事银行工业的专家，还有熟悉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如顾临

（Roger S. Greene）和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１１〕。 

    这笔退款的使用方针同第一次退款的集中使用不同。其原则目标定为“应用以（一）发

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合中国国情之应用，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实验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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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二）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１２〕。 

    中华基金会成立时，正面临国内政局不稳、军阀混战、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经费匮乏的局

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基金会采取了较分散而又有重点的支持一批单位，使一批原来有研

究力量又较有工作基础的国立或私立大学和研究机构能较顺利的开展工作。同时还着眼于提

高中学的理科教学水平。这些工作都取得较显著的效果。其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１）重点资助一批有基础的大学理工科 

    北京大学自１９１７年蔡元培任校长以来，着力革新教育，加强理科建设。由于经费缺

乏，步履艰难。中华基金会一经成立，就对北大进行重点资助。从１９２６年起连续三年共

补助北京大学物理系３万元，用以增加仪器设备〔１３〕。从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７年的六

年中，每年拨款２０万元，建立特别研究基金，用于设立３５座研究教席及添设图书实验室

设备等。由于得到这笔资助，使教授对生活无后顾之忧，能集中精力致力教学和研究。到１

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此项拨款到期时，北大面貌已焕然一新〔１４〕。 

    中华基金会还资助了一些其他大学，如：１９２６到１９３２年间，资助南开大学自然

科学教学和研究共１３．５万元，资助中央大学物理系１．５万元、化学系１万元、医学院

９万元；对中央大学农学院改良和推广稻麦及棉作的资助更多，每年３．５万元，连续六年

以上；前后补助上海交通大学发展工业教育１４万元；还资助了复旦大学生物系、大同大学

等多所学校的理工科。其中有的资助甚至长达１０年以上〔１５〕。 

    （２）资助研究机构，促进移植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成长 

在中华基金会的历次报告中，都显示了它对中国初创的一些研究机构进行了相当量的资

助。 

    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建立起来的第一所近代科学研究机构，１９１６年建所后拥有章鸿

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可观的研究力量。２０年代遇到经费困难时，受到中华

基金会较长期的资助。从１９２６到１９２９年的三个年度里共资助３．５万元，从１９３

０年以后的三个年度里共资助１０万元。这些数量可观的资助，支持了地质调查所卓有成效

的工作，并开展了中国土壤学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培养出大量地质学研究骨干。 

    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１９２２年在南京创建时，年经费

只有数百元。１９２３年得到少量政府资助和个人捐助，情况稍有改善。该所的创始人秉志、

胡先等一批研究人员艰苦奋斗，在采集和分类标本方面作出了成绩，引起了中华基金会的注

意。从１９２６年以后的三个年度里，每年资助１．５万元。从１９３０年以后的三个年度

里，每年资助５万元。生物研究所有效地使用这笔经费，建筑了研究楼，配备了实验室，增

加了出差考察费用，促进了该所的动、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和遗传学的实验研究，取得了开创

性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生物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受到该所人力支援的单位有北京静生生物

研究所（１９２９年成立）和中央研究院有关生物学的研究机构等。 

    此外，中华基金会于１９２９年还补助了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５０万元，用以资助其物

理、化学、工程研究机构的建筑及设备费用。受中华基金会资助的还有其他研究机构。 

    中华基金会不仅资助机构，还补助到科学家个人。１９２８年该会设科学研究补助金，

数量从５００元到２０００元不等，少数人甚至可以得到更高数量的补助。受到这个补助金

的学科有２２个，其中理、工、农、医学科有１５个，接受补助金的个人达４１５人。其中

４６％在国内，３０％在美国，还有少数在其他欧美国家或日本进行研究工作。１９４９年

以后在中国大陆的知名科学家中，许多人都接受过该会的资助。１９３０年中华基金会又设

立了少数研究教授席，提供较高薪金，使他们安心工作。 

    （３）为提高中等学校自然科学教学水平提供资助 

    中华基金会认为，大学科学教学水平的提高，直接受中学科学教育水平的牵制，因此对

提高中学教学水平给以特别的关注。为此，选择了以培养中学师资为主要任务的六所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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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即南京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武昌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沈阳东北大学、广

东大学、成都高等师范学院等院校为重点，在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和教育心理学

五个学科内，共设３５座科学教授席，每年每教授席可得资助１万元到３万元不等，用以改

进实验教学设备和补助附设的实验学校经费。使这些学校能够培养出合格的中学理科师资。

中华基金会还资助这些学校与其他高等学校合作，举办暑期“科学讲习会”，以提高在职中

学教师的自然科学水平。这种办法在２０年代中期很起作用。1928 年以后，中等学校工作

渐入正轨，才停止了这项资助。〔１６〕 

    （４）大力资助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今天的北京图书馆是在中华基金会全力支持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开始创办时，原名北

海图书馆，中华基金会以每年２５万元的经费提供租房和订购外国自然科学方面书刊。１９

２９年与原北平政府办的主要收藏中文书籍的图书馆合并，改称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１年又

提供了１１３７．４万元建成具有中国风格的北京文津街馆址〔１７〕。中华基金会对北京

图书馆的多年资助，使北京图书馆自然科学书刊系统而丰富，为科研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资

料。文津街馆址在１９８７年紫竹院新馆建成前为研究工作者使用了５０多年。 

    在资助北京图书馆的同时，每年以１万元资助设在武昌的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由美国

教会在１９２０年建立）。到１９３４年已有７２名毕业生，毕业前都到北京图书馆实习〔１

８〕。这所学校，在１９５６年北京大学设立图书馆专修科以前，是全国唯一坚持培养图书

馆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时，并入武汉大学，成为其

图书馆学专修科，１９８０年以后改为图书馆学系。 

    中华基金会资助的范围很广，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资助，因不包括

在本文主题之内，都未列入。 

    总之，中华基金会自成立以后的２０多年中，资助工作卓有成效，其经营管理经费和选

择使用资助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４０年代，遭受战争的影响，加以货币贬值，基金能力

大减。１９４９年以后，基金会迁往美国，中断了同大陆的联系，但同台湾高等教育和科学

研究仍有联系〔１９〕。 

     

三、美国洛氏基金会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影响 

 

    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全力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１９１６年正式命名，英文为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 PUMC）曾是一所中国医学科学水平最高的医学院，

在国外也颇著称。这是２０世纪初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父子同

医学教育家一起，经过酝酿和到中国实地调查后作出的决定。为此，洛氏基金会于１９１４

年专门成立了中华基金会。当了解到那时中国已有的大小约２０所医学院校的水平大都不高

后，他们就计划仿照当时美国最高水平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中国北京建立一所高

水平的医学院。从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１年基本建成的校舍，费用达２００多万美元〔２０〕。 

    这所每年经费达６０－７０万美元的医学院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４３年共有毕业生３

１０人，先后聘请了国内外教授２００人，其中中国教授１０７人〔２１〕。为了办好医预

科，洛氏基金曾资助了燕京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学生考入医预科学习三年后，经过挑选再进

入协和医学院学习五年。为了办好为临床教学所必需的附属的协和医院，还特别设立了护士

学校培养高水平的护士。在校工作的教师经过一定的年限，有可能获得到美国或其他欧洲国

家进修的机会。 

    协和在教学、医疗和科研三个方面的高标准和严要求给过去曾经在协和学习和工作过的

医生和教师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协和的书刊齐全、病案完整、设备先进等固然是不可

缺少的先决条件；协和从医、教人员到学生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态度、认真的医疗作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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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内在动力；这个集体长期创造出来的活跃而浓厚的学术气氛更使大家受益终身。 

    近３０年来，协和医学院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中外都出版了有关专著，集中了大

量资料，并作了分析研究〔２２〕，本文只作一简单概括。 

    １．对我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近３０年中，协和毕业生只有３００多人，但由于质量高而能量

大,据美国 Mary Bullock 的统计，有７６人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留在台湾、香港和美国〔２３〕。

按此推算，留在中国大陆的协和毕业生约有２００多人，在１９４９年他们的年龄大约为３

０至５０岁之间，正是精力旺盛的时期。除了留在协和的部分外，他们中许多分布在全国许

多大城市的医学院中。通过他们，过去协和的优良传统多少都在起着作用。如：北京医学院、

天津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广东医学院、四川医学院等多所医学院都有协和毕业生或曾在协

和工作过的教师在任教。 

    至于协和医学院本身的教学工作，在５０年代曾停止过招生，１９５９年曾一度恢复过

八年制的医学教育制度，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六年之后，又被１９６６年夏开始的“文

化大革命”给冲断了。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协和仍起着培养师资和提高医生医疗水平的作

用。１９７９年才又恢复了八年制的医学教育制度。至于协和医学院的名称，则于１９８５

年改定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英文名称则仍沿用旧名。 

    ２．对发展我国的医疗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由于协和在医疗工作中有着重科学的传统，医生坚持对病人进行严格的检验，医生本人

又多具有学识基础宽广和医疗经验丰富的长处，使医院的诊断和治疗水平一般都具有高水

平。在过去，这是公认的。１９４９年以后，由协和支援或新建的医院有：解放军总医院（３

０１医院）、３０９医院、阜外医院（心血管病）、北京医院、北京肿瘤医院、整形外科医院

等。由于受到协和传统的影响，这些医院的医疗水平都是比较高的。 

    ３．在医学科学研究中起了骨干作用 

    从２０年代中期以后，协和的研究成果倍出，不论临床或基础医学研究都是我国医学科

学研究的中心，所出版的刊物在国内外都受到重视。还应该指出的是协和基础各科的研究在

２０、３０年代，几乎同时也是中国实验生物学研究的发源地，人才成长很快。１９２７年

创刊的《中国生理学杂志》就是以这批力量为后盾。一直办到１９５２年。以后这个刊物分

成生理、生化、解剖、药理等等许多独立的刊物。 

    这里仅举著名的“北京人”的发掘同协和解剖科的密切联系为例，来表明协和研究工作

视野的宽广。协和解剖科人类学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 1884-1934，加拿大籍）于

１９２６年为他的瑞典同行直接从北京周口店地层中挖掘出的化石牙齿作鉴定，命名为“中

国猿人”的臼齿，即“北京人”。这一发现导致地质调查所同协和解剖科共同组成“新生代

研究室”，丁文江、翁文灏、步达生均为领导人，参加工作的有包括杨锺健、裴文中在内的

中外学者八、九人，由洛氏基金会提供经费。该室成立后，即在周口店发现过牙齿的地方开

展了大规模的发掘，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裴文中于１９２９年在这里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

“北京人”头盖骨，就是其中重大的成就。１９９０年中国古生物学家周明镇认为这项工作

是“十分成功的一个国际合作范例”〔２４〕。 

    １９４９年以后，协和的研究工作同教学工作一样，在曲折中前进，而其骨干作用则是

十分明显的，它不仅为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输送了大批研究骨干，而且成为１９５７年建立的

医学科学院的重要支柱。 

     

四、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选送青年赴美学习科学技术 

 

    １．政府通过教育部门公开选送青年留学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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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派青年赴美学习早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就开始了，由于种种原因，只办了三年

就停止了。进入２０世纪，前面提到的庚款留学生是很有成效的。从２０年代后期至１９３

７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前，政府对留学教育较为重视，对出国留学生要求严格，学习专业以军、

工、理、医各科为主，文法各科人数极少。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６年每年送留学生都在千人

以上。１９３７年以后，人数大减，每年不足百人〔２５ 砞。其中留美学生的比例都较高。 

    １９４２年以后，当时政府为了战后人才的需要，留学生的人数逐年上升。例如，抗日

战争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教育部公开招考公费留学生１２０名，其中４０名为留美学生〔２

６〕。 

    １９４３年政府公布“自费留学生派遣办法”后，即举行了第一次自费留学资格考试，

录取了４００名。１９４６年进行了第二次考试，录取了１２１６人〔２７〕。这批自费留

学生大都得到美国大学的资助赴美学习。 

    １９４９年以前，一些政府部门，如资源委员会、交通部、国防部、卫生部等都派遣出

国留学生。这其中去美国留学的比例很大。限于资料，仅选资源委员会为例，作一些分析。 

    ２．资源委员会选送大批科技人员赴美进修 

    ３０年代成立的资源委员会是南京政府进行重工业建设，包括国防工业建设的领导部

门，同时也是一个实力机构，拥有１２１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从１９３２年其前身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时仅有的３０名职员，发展到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前的近３０万

人，其中４０％为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２８〕。 

    长期负责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和钱昌照等十分重视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早

在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开始派遣在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和年轻有为的科

技工作者到英、美、德等国学习或实习，专攻经济学、电工、矿冶等，人数不多。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准备战后的建设，资源委员会一面制定“战后重工

业建设五年计划”，一面有计划地先后派了七批、７８０余人去美国进行技术与管理工作的

培训。其中，从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７年送出的第一、三、四、五批的５４８人，绝大多数

都是资源委员会所属的青年技术人员，学习两年以上，多数入工厂实习，少数转入大学深造。

１９４４年派出的第二批４０人，都是资源委员会各厂矿的负责人，任务是考察美国有关的

厂矿及其管理工作。第六批是为“扬子江三峡水利发电计划”而派出水电部门的技术人员５

０人，赴美参加设计工作。第七批是为了同美国威斯汀豪斯（G. Westinghouse, 1846-1914） 

电气公司技术合作，派中央电工器材厂的４０名技术人员赴美实习。这些人大部分陆续回国

参加经济建设工作，少数留在美国。 

     

五、留学生在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大陆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２０世纪前半叶，留美学生出国的渠道多，学习的学科多，受训练的方式方法也多样，

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统计总数字。估计在万人以上，回国的占多数，留在大陆的又占回国的

多数。１９４９年以后，中美两国之间隔离了２０多年，而美国过去长期对中国科学技术的

影响并未消失，其原因即在此。 

    为了能得到一些相对的量的概念，本文作者曾对五册《中国科学家辞典》（山东科技出

版社，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列出的８７７名科学家（教授水平）作过一些统计与分析〔２

９〕。结果表明，这８７７名科学家（其中的６６０人在１９８８年仍在世，占７５％）中，

有６６２人有海外留学经历，占８７７人的７５．５％。其中留美学生３９３人，为留学总

人数的５９％，居首位；留英学生次之，为９１人，占１４％。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的留学

生中学工科的人数很多，他们多在工业部门或厂矿中，有不少人未被列入而未能统计在内。 

    在中国科学院的历届学部委员中，有留学经历的科学家占的比例更高。１９５５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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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的１７２名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中，有１５６人曾留学海外，为１７２人的９０％；

其中留美的为８７人，为１５６人的５６％，居首位。１９５７年第二届的１９１名学部委

员中，１７４人有留学经历，为１９１人的９１％；其中曾留学美国的为１０１人，占１７

４人的５８％，居首位。１９８１年第三届学部委员增补至４００人，其中的３４４人有留

学经历，占８６％；２０４人曾留学美国，占５９．９％，仍居首位，而且所占比例较前为

高〔３０〕。 

    上列数字表明，直到８０年代初，有留美经历的科学家在大陆的科学工作中所占的优势。

尽管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他们经历了许多曲折，他们同大陆的许多非留美的科学家一起，起

着对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作用，对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培养出一大批较年轻的科学家。 

     

六、结束语 

 

    ２０世纪前半叶美国科学能够如此有效地传入中国，是美国当时对中国政策执行的结

果。美国当时认为这样做，既提高了中国的科学文明，又可以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这一政

策正好同中国当时要向欧美学习科学技术的政策相吻合，中国想使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在中国

生根发展，使中国逐渐变得较以前富强的目的达到了。美国的目的也达到了。１９７２年美

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隔绝了２０多年的中美科技交流，几乎毫无阻力地逐渐得到恢复，

就是一个证明。８０年代，几万名中国人通过各种渠道到美国求学又是一个证明。在弱国与

强国之间的政策，如果对弱国有利，同时也必定对强国有利，这是显而易见的。在４０多年

后的今天来评估过去，应当承认，这是一个成功的政策。 

     

注释： 

 

〔1〕《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 

〔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２７页。 

〔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文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２５－１２

６页。 

〔4〕同〔３〕，第１３８－１３９页，第１５７页，第１５９－１６１页。 

〔5〕同〔２〕，第３３３－３３７页。 

〔6〕胡适：“今日教会教育之难关”，《胡适文存》，第三集，远东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７

３３页。 

〔7〕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生教育史料》，台湾国立编译馆，１９８０年，

第１３９页。 

〔8〕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湾华冈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６年，第２７８页。 

〔9〕同〔７〕，第１０４５页。 

〔１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四次报告》，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印行，第６页。 

〔１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二十年简述》，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印行，末页。 

〔１２〕同〔１１〕，第２页。 

〔１３〕同〔１０〕，第２３页。 

〔１４〕同〔１１〕，第４页。 

〔１５〕同〔１１〕，全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次报告》，１９２９年３月印行；同

〔１３〕，全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报告》，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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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同〔１１〕，第４页。 

〔１７〕同〔１１〕，第６页；《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次报告》，１９２９年３月印行，

第２３页。 

〔１８〕同〔１１〕，第６页。 

〔１９〕《顾维钧回忆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

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６２－３６３页。 

〔２０〕邓家栋主编：《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北京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６－８

页。 

〔２１〕Mary E. Ferguson,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blished by China Medical Board of New York Inc., 1970, pp.245-249, pp.233-239. 

〔２２〕《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Mary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王志均主编：《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 

〔２３〕Mary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22. 

〔２４〕周明镇：“‘北京人’的发现与国际合作”，《人类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９卷，第

４期，第２７９－２９９页。 

〔２５〕〔２６〕同〔７〕，第２５６２页，第１５６３页。 

〔２７〕同〔８〕，第５０３－５０４页。 

〔２８〕《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３，１４５页。 

〔２９〕李佩珊：“１９４９年以后，归国留学生在中国科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自然

辩证法通讯》，１９８９年，第四期，第２８页表２。 

〔３０〕同上，第３１页表６。 

 
 

 

北京地区美国基督教教会中学研究 
 

（1920-1941 年） 

 

姬  虹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欧美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先后来到北京地区。随着北京地区教

堂的纷纷建立，传教士在教堂或在自己家中，开办了若干类似中国私塾的蒙学馆（堂），招

收学生入学，这就是北京教会中学的前身。这些学校在开办初期以《圣经》教学为主，毕业

生也都从事宗教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进入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后，上述

学校无论在办学方针，还是在课程设置上均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何在？变化对中国社会

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本文力图通过对北京地区八所美国教会中学１９２０—１９４１年

历史的考察，从一个侧面就这些问题作一说明。这八所学校是汇文中学、慕贞女中、潞河中

学、富育女中、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崇实中学、崇慈女中，它们分别由美国美以美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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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会、长老会在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创建。 

     

一、陷入困境的教会中学 

 

    经过传教士数十年的惨淡经营，上述八所学校都已初见规模，有良好的校舍，师生人数

也不断增长，而且学校业已走完了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大学的历程（实际上，就学校的学术

水平而言，这些学校还是以中学为主体，仅出现了大学班而已）。但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使教会中学陷入困境，难以摆脱。 

    （一）政治上。２０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侵略，中国人民进行

了各种形式的斗争。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全国兴起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丧失主权的运动。

运动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出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教育主权的要求，并得到各界的响应。

中国共产党办的《向导》杂志认为，教会教育是“养成奴隶人材，为他们的帝国主义之前驱”。

〔１〕《中华教育界》杂志推出“收回教育权专号”，呼吁收回各级教育机关，由中国人自办，

该杂志还特别指出，“教会中学是教会学校之一种，而且是承上（大学）接下（小学）很重

要的一种，倘把中学生看作中坚人物，教会中学是养成侵略中国供奔走中坚人物的机关”，

教会中学课程重外文轻中文，结果使学生“在学术上事业上都‘自外生成’，不居于‘中国

人’之列”，因此“这样地教育，我们还能让其继续增长吗？”〔２〕 

    １９２５年５月，“五卅惨案”发生，这对收回教育权又起了助长作用。教会学校的学

生出于爱国激情，提出罢课，参加运动。１９２５年６月，慕贞女中的学生因校长禁止学生

参加五卅爱国运动，提出全体退学。教会学校学生的举动，扩大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声势，

同时也使教会和学校当局处于被动、难堪的状态。 

    （二）思想上。如果说，在晚清社会影响基督教传播，主要还是来自传统文化的阻力的

话，那么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随着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展开，随着进化

论、唯物论思想的广泛传播，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意识、一种唯心主义体系，其传播就越来

越困难，特别是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之中。他们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作为武器，对宗教产生了

怀疑，并进行了批判。 

    蔡元培１９１９年发表演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１９２２年又提出宗教必须与

教育分离的观点，主张教育必须由教育家担任，“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影响”。〔３〕 

    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批判，涉及宗教必须与教育脱离的问题。１９２３年因抗议

世界基督教学生大会在华召开，要求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呼声越来越高。１９２４年１０

月在全国教育联合会年会上，通过宗教与教育分离的议案，要求各级学校，概不得传播宗教，

或者强迫学生诵经、参加祈祷礼拜等事。教会学校以传播教义为办学宗旨，如果实行宗教与

教育分离，等于给其当头一棒，教会学校还有存在价值吗？ 

    （三）教育上。１９世纪中后期产生的教会学校，作为一种新式的教育制度，对中国传

统教育来说是一种挑战，可是随着中国新教育体系的逐渐确立，这种优势丧失了。 

    据教会统计，１９１６年全国非教会系统的中学共４４４所，学生６９７７０人，教会

中学２９１所，学生１５２１３人。〔４〕教会学校不仅在数量上失去优势，而且由于经费

短缺，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质量也在下降，为此，教会里从事教育的传教士忧心忡忡，“若

将基督教在中国之教育，与官立或非教会私立者相比，如此年复一年，实形减色”，〔５〕力

图谋求解决的办法。 

    来自上述三方面的压力，足以威胁教会学校的生存，而教会学校内部又出现了一系列问

题，更是雪上加霜，使之处境更加困难。$学校因经费不足，经济上入不敷出。传教士为加

强福音宣传，不顾人力和财力的局限，建立了许多学校，实际上连传教士自己也承认“关于

学校的三个因素——校舍、设备和教职员——在三要素方面符合正常标准的学校为数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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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中学在这三个项目中都有两个项目有缺陷，除少数外，所有的学校在这

三方面都达不到相当有效的标准。事实上，用一句行话来说，我们‘铺子’铺得太大了”。

〔６〕正是由于人力、财力的分散，又逢欧美发生战后经济危机，国外捐款减少，学校经济

来源受阻。汇文中学校长抱怨教员工资低，不安心工作，他认为“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我

们在学费、膳费等方面的收入大大增加了，但是这个方法很快就会达到极限。增加膳费不合

增加额外收入，因为学生仅支付了他所消耗。有能力支付和愿意支付比现在更多的费用的仅

是一部分学生，大部分学生来自穷人家和靠奖学金或其他资助维持学业的。增加费用可能会

使一大部分人失学，其结果是学校的特性面临‘非基督教化’的危险。我们建校目的是为了

给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提供基督教教育，如果对于一些学生不要求宗教考试，甚至完全取消，

学校将失去创建者和赞助人的同情和支持”。〔７〕既然学校无法解决经济问题，只好求助教

会，教会实际上同样无能为力。 

    由于教会学校未向政府注册，学生在转学、升学、就业等方面遇到困难，不安心学习的

现象日益突出。早在１９０９年左右，因清政府不承认教会学校学生的学历，在“预备立宪”

中失去选民资格的教会学校毕业生，曾写信给“中华教育会”（教会的教育组织），抨击他们

所接受的教育。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收回教育主权运动中，教会学校学生纷纷罢课、退学。

崇实学校“学生感于升学困难，率多退学，以致学生额数大减，学校经费几频（濒）于不能

维持。”〔８〕 

    面对来自中国社会和学校内部的两股冲击波，教会派出了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目的

是通过调查，提出新的应变政策。 

     

二、教会中学的改革与出路 

 

    １９２１年在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由欧美各差会派员参加的中国教育调查团分批前

往中国各地，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出版了《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这次调

查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深远的。教会根据调查团的建议，对其教育方针做了调整，使教会学

校渡过了难关，而且扩大和加强了势力和影响。 

    在这次教育改革中，教会中学同样发生了巨变，正是这种变化，给教会中学带来了转机，

找到了出路。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教会中学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 

    从１９世纪末起，传教士为培养高层次的人材，以备将来控制中国社会，极力突出和加

强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其结果是高等教育得到了发展，而初等、中等教育却

发展缓慢，造成整个教育系统的脱节。１９２２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上，有人指

出：“学生于此之时（指中学阶段），大概定夺其一生之事业，且亦定其心志之标准，更有极

能接受基督教之感情，立志作信徒，而思‘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者也’，按作中国之领袖，

多欲先入中学。⋯⋯而一班为信徒之教员，与许多之布道员，及尽义务作教会工作者，又有

看护士与任实业者，以及一班有感召力在家庭与教会之妇女等人，大概目的只限于中学之学

生”，因此“则欲加增中学，多而且美，欲学校之房屋壮丽，欲教员有上等之训练与人格，

又欲改良其工课，以便教会中不受圣职之领袖人材更得利用，良因现今工课，只合预备入大

学之用”〔９〕，指出了中学的重要性，并希望给予重视。 

    中国教育调查团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学的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中等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学为教育系统

之中坚，下级学校教师之一大部分皆由中学供给之。在全体教育组织中，中学为最稳固最能

自立之部分，而入基督教的专门学校之一大部分学生亦皆由斯出焉。”〔１０〕 

    中学生是教会可以争取的重要力量。由于中学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教会把弘扬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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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希望寄托于中学生。“在目前基督教的事业之全体中，基督教中学实为一最重要之部分”

〔１１〕，“吾人所谓基督教之脊骨非可于初级或大学中求之，乃当求之于中学校者也”，“学

生之未及中学之程度尚未能有为人民领袖之力。学生之经过中学校以上者，在目前情形之下，

常多半投身职业界中。是以教堂之所赖之实力乃必由中学校而来。”〔１２〕 

    教会承认过去对中等教育“实为最未经注意者”，开始给予重视，这还是出于教会要扩

大，加强基督教势力的一贯主张。２０年代后，教会提出使中国“更基督化”口号，为了达

到此目的，不仅要培养高精尖人材，而且要通过普及教育（如中等教育），影响与作用于中

国社会，因为普及教育具有人数多、涉及面广的特点。 

    为了集中力量，分别发展各级教育，北京的各教会联合起来，在汇文、贝满、潞河三校

的大学部基础之上，成立燕京大学，上述三校变为单纯的中学，按照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学

制”，改组成三三制中学，即初高中各三年。大学与中学的分离，有利于中学的进一步发展。

其他各校，１９２２年崇实学校改为三三制中学，１９２３年慕贞女中学制由四年延长到六

年，１９３０年育英学校设高中三年。经过这次调整，基本上奠定了以后各校的格局，一直

延续到１９４９年。 

    （二）“中国化”色彩加强 

    为了打破以前学校与社会脱离的封闭状态，为了消除社会对教会学校的偏见，教会提出，

教育必须“适合于中国之需要，而不当偏重其己国之教育方法与种类，以妨害大局之成功也”

〔１３〕，因此，“我们现在所努力的，即如何使此基督教教育中国化，如何求中国化之彻底！”

而不是“造就外国国民的教育”。〔１４〕 

    加强“中国化”的具体行动：其一，在中国政府立案注册，承认“基督教的教育与政府

教育并行不悖”〔１５〕，是国家教育制度的一种辅助形式。１９２５年起，这八所中学先后

在政府注册。１９２７年在华北长老会年会上，与会者认为在政府注册有诸多好处，“未经

注册的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将遇到困难，因为后者已立案或正在立案，注册了的中学将排除

这些困难”，“注册将使基督教学校在教育进步方面，跟上官方学校”，“注册可使我们的学校

适应公共舆论的要求，可停止敌对分子对我们学校诸如‘外国人走狗’的辱骂，有助于我们

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恶劣影响”，所以，“我们应该乘机利用北洋政府提出的较容易的条件”，

否则“以后若提出更严厉的限制，那时注册将更加困难”。〔１６〕这恐怕代表了当时教会人

士的普遍心理。 

    其二，任命中国校长。形式上将学校行政管理权交于中国人，外籍教员仅担任英语、音

乐等课的教学，负责宗教活动。依北洋政府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教

会任命了一批中国人充当八所中学的校长，如汇文的高凤山、贝满的管叶羽、育英的李如松、

潞河的陈昌等。他们多为教会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在美国留过学，比

起学校初期的传教士校长来说，他们具有丰富的教育学知识，懂得如何科学治校，任期也较

长（有的长达２０—３０年），为学校在３０年代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教会并不因此

全部放弃行政权，而是通过校董事会，干涉校务。 

    其三，课程安排尽量与政府规定保持一致，重视中文教学。教会认为学校“应当尽可能

遵守政府所订的课程：（１）可使政府调查人员易于了解他们在教会学校中所见的事物；（２）

用以强调教会学校同情政府的计划这一事实；（３）可以便利学生在教会学校和国立学校之

间的转学。”〔１７〕从学校后来的课程安排上看，还是基本上与政府颁布的教学大纲吻合，

如国民党政府进行“党化教育”（后又称“三民主义教育”），要求各校开设公民课，教会中

学无例外地执行了。另外，各校重视中文教学，不惜重金聘请国文教员，在学生中组织 

研究中国文化的社团。汇文学校把校友捐赠１００００元作为奖励基金，以表影在中国语言

和文学方面做出成就的教师。 

    教会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努力，力求加强学校的“中国化”色彩，改变学校以往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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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国人对学校的偏见，这对于学校的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三）突出职业和专业教育 

    早期教会学校以《圣经》学习为主，同时也向学生传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但远

远不能满足中国民众的需要。可以说，学校的办学方针是与中国社会的迫切要求相脱节的。 

    经过２０年代的动荡之后，教会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结合中国社会需要办学，学校才能

存在和进一步发展。为此，教会调整了办学方针，尤其在宗教教学方面。尽管仍强调学校要

给学生“基督徒的品行与宗教上的教练”，可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教室中宗教教训点钟之

多寡，其重要盖不若学生对于基督教精神沾染之程度，其入世后信仰之忠坚，与其对于其人

民所能尽基督教的义务之热诚为如何也。但实际上之问题，如每日圣经之研读，是否为必要；

礼拜堂之祈祷，是否须强迫执行，以及学生是否皆须与教堂相联合，亦当为教师及校长会议

中所须常常讨论者也。”〔１８〕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不再使用强制手段，使其信仰基督教，

而是通过基督教教育的特征，以及基督教教员的言行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形成所

谓“基督教化”人格。 

    办学方针的另一重大变化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即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完成中学学

业后不能继续升学，为了使学生能适应将来的工作，学校加强了专业和职业的训练。 

    学校除保证一部分学生继续升学外，主要围绕教育、商业、农业、工艺等职业，对学生

进行培养和训练。汇文学校实行“三三制”后，高中分为商、文、理、教育等科。商科学生

毕业后一般不升学，直接参加工作。教育科学生是为初等学校预备师资的。崇实学校设有石

印、织毯、铅印、皮件等科，除解决贫寒学生的生活问题，同时又进行了职业教育。潞河中

学利用靠近农村的特点，传授一些农业知识，如养蜂学、养鸡学、园艺等。３０年代初期，

这些课程由教员杨锦波和美国牧师亨德担任，教学质量很好。学校还请了一位被称为花把式

的张姓技师，在校园内建立了养蜂场和苗圃。 

    突出非宗教的职业训练，是２０年代教会中学的共同特点。其作用，对于学生而言，不

再像以前那样仅仅获得宗教知识，而是全面的、系统的知识，为在社会各个部门施展才能，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于学校而言，由于学生就业面的拓宽，学校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日益加

强，这对于实施使中国“更基督化”的方针有利，与传教士办学的初衷也不违背。对于中国

社会而言，中国的发展依赖教育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建设人材，教会学校能根据中国社会

的需求，加强职业教育，如教会认为“中国人民一大半皆居于乡野，故乡野职业教育之不发

达，实为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及对于教会之一重大问题”，突出“农业及其他相属之职业”

〔１９〕的训练，起到的实际效果，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的。 

    总之，教会为了摆脱其在教育上的困境，不得不制定新的方针。新方针既是在新形势下

的应变措施，也是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深刻认识的产物，他们从全面否定中国传统

文化而变为认识到中国文化也有其合理性，从与中国社会相脱离到逐渐走向中国社会，教会

中学出现的三方面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具体实证。 

     

三、３０—４０年代教会中学的发展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教会教育方针的调整，无疑为教会中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充分的条件，

另外，还应看到，这种发展与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它对教会学校的政策有别于清政府，也有别于北洋政

府。清政府自命“天朝上国”，对洋人办教育这一既成事实拒不承认。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国内烽火连天，对于教会学校实际上是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相对稳

定，对于教会学校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政策。教会学校从数量上还是为数不少的，政府显然无

力全部接收。再者，国立各级学校力量有限，不能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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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方面颁布法令法规，要求外国人所办学校必须立案注册，纳入国家教育的系统，学校

不允许传播宗教。另一方面，只要学校在政府立案，政府对学校事务并不多加干涉，只定期

派员视察而已，对于学校仍然存在的宗教活动，也不多加干涉。因此，对于教会学校既用严

法约束，又给予相当自由，无疑是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３０年代以后，随着教会中学的发展，学校的面貌也大大改观了，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

反映出来： 

    （一）教会中学与教会的关系 

    １９２５年后，汇文等八所中学先后在中国政府立案注册，接受政府领导和监督，但同

时又与原属教会在行政、经济、宗教活动上保持联系。 

    行政上，教会通过校董会介入学校的日常工作。学校立案后，教会放弃了直接管理学校

的权力，任命了一批中国校长。从这些校长的简历可以看出，他们均与教会有一定的关系，

通过他们遥控学校的管理，恐怕是教会的真正用意。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外人捐资办学认可

条例，八所中学均成立校董会。校董会由教会、中国地方代表、校友等人组成，如崇实学校

董事会“甲、外聘校董四人。乙、本地中国代表四人。丙、本校毕业生代表四人。丁、本会

西差会四人。戊、本校校长为当然校董”〔２０〕。各校董事会的职责也差不多，如汇文规定

“校董事会对于学校之计划与财政负有全责与全权；校长由董事会聘任；职教员由校长推荐

经董事会通过；校章之制定与更变得由校长建议经董事会决之；本校的经费之预算、审查、

决算，须由董事会议决之；每届毕业生须经董事会通过。”〔２１〕概括之，校董事会是学校

的决策机构，教会利用与学校的历史渊源关系，在校董会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并通过之，

介入学校的行政工作，这种介入往往又是具有权威性的。另外，各校校长每年须向所属教会

递交年度报告，汇报一年的工作，请示有关学校的重大问题。教会并没有因学校已在中国政

府立案，而放松对学校的控制。 

    经济上。学校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学杂费收入，不再单纯依靠教会补贴，但是学校的经济

并没有完全独立，一定程度上还须依靠教会。据统计，１９３２—１９４０年间，汇文等八

所学校接受教会津贴从６３０—２００００元不等，有时教会津贴甚至关系到学校的生存。

１９３６年慕贞学校，“本校设立者函，有意将本校归并于天津中西女校或谋自立，并通知

本校由本年起，将补助费减少一半，至１９３８年取消补助”，〔２２〕这对于慕贞来说，是

个沉重打击，“可谓最悲哀之消息”。〔２３〕后来，差会又同意继续拨款，全校上下才松了

一口气。从慕贞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学校对教会的经济依赖。 

    学校继续保留相当程度的宗教色彩，因此在宗教活动上不可避免地与教会发生联系。政

府规定，学校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因此各校都取消了强制性的宗教教育，采取信仰自由的政

策。学校的宗教气氛较学校早期而言，相对淡薄了，但由于学校的宗教传统，以及大部分教

职员均为教徒的关系，学校的宗教活动仍很活跃。 

    首先，存在一支信教学生队伍。 

    根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１９３２—１９４０年年度报告书统计，八所学校学生中，教友

比例占学生数的８％—５０％不等，慕道友比例是１％—５５％，一般女校比男校信教学生

比例高。〔２４〕在当时全社会宗教气氛不浓的状况下，教会中学信教学生仍然不少的原因，

除学校的传统及教职员影响外，家庭的作用不可忽视。 

    其次，学校的宗教组织与领导。 

    教会中学最早的宗教团体是青年会（初称幼徒会）。潞河学校在 1885 年左右就出现了青

年会，是全国最早有该组织的学校之一。本世纪２０年代后，教会中学主要的宗教团体是团

契。团契主要成员是教徒，也吸收非教徒学生参加。团契一般由师生合组，有的学校除全校

性大团契外，还有各种名称的小团契。团契等宗教团体由学生自发组织，学校和教会共同给

予指导。育英的“生活指导部”负责指导宗教活动，崇实成立有“宗教教育委员会”。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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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的教会也有宗教活动指导员，经常去学校主持活动。教会还在教堂组织聚会、礼拜、查

经，以吸引学生参加。北平青年会和女青年会有校会组，常派青年干事到教会中学活动。 

    再次，宗教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学校早期的宗教活动很简单，育英青年会成立之初“除查经、祈祷及礼拜外，别无工作”

〔２５〕。 

    ３０年代后，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参加，同时又不违背政府有关学校不得传播宗教的法令，

宗教活动的形式变得多样，内容变得丰富了。主要有：（１）宗教选课。课程包括宗教哲学、

宗教史、伦理学等，学生选课情况，根据慕贞女校１９３１年报告，“学校１／３的学生选

修了宗教课，尽管该课要求交相当高水平的作业，第二学期选课的人比第一学期更多了”。

〔２６〕（２）礼拜、祈祷、查经。崇实学校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主日礼拜，每天有晨祷、

晚祷，还设中英文查经班。慕贞“每天上课前１５分钟有学生组织的早祷，⋯⋯参加者１５

０人，差不多是注册人数的一半”。〔２７〕这些活动为自愿，不强迫参加。（３）演讲、讨

论。内容广泛，不局限宗教，涉及人生、社会等。（４）文体活动。每年的圣诞节、复活节、

春季开学时，团契均有文娱活动。唱诗、远足、野餐等是宗教活动的形式。（５）社会活动。

各校宗教活动目的是“本基督之爱，精神团结，并效法基督牺牲服务之精神，以求人群之福

利”。〔２８〕所以，社会服务是宗教活动的重要形式和内容。各校办有主日学，利用星期日

进行义务教育。 

    活跃的宗教活动，给传教士提供了接近学生和影响学生的机会，他们管理和主持了学校

日常宗教活动，一直到１９４９年。 

    （二）教会中学的教学水平和社会评价 

    ３０—４０年代，在当时北平国立、市立、私立中学之中，汇文等八所教会中学的教学

水平属上乘。１９３４年河北省（包括天津市）举行中学生会考，潞河中学名列榜首。同年

北平全市会考，育英获高中团体冠军，初高中个人冠军。为此，社会名流丁锦先生赠“双元”

匾一块，悬挂校门之上。在这次会考中，贝满列高中第五、汇文列第八。1936 年全市会考，

育英初中 250 名毕业生全部合格。 

    教会中学教学质量高，与学校教师队伍素质有直接关系。教师绝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

有的还在国外深造过。１９２１年汇文学校校长的年度报告中提到，该年有两位留美博士来

校任教。１９３０—１９３４年，贝满的教职员中，大学本科学历者占５０％以上。为了保

证学校拥有一支出色的教师队伍，各校设法给老师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育英为了保

证教学质量，不惜用高薪聘请优秀老师。贝满给每个住校老师提供单间宿舍，学校还请专人

给住校老师每周洗一次衣服，学校有十几架钢琴，可以供老师随时娱乐。 

    学校教学质量高，还依赖学校实行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学校淘汰了陈旧的灌输式的

教学方法，代之以生动活泼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并使之进一步完善。理科教学，教员除传授

一般基础知识外，主要是利用实验，进行形象教学。贝满的物理老师孙念台讲静电反应时，

让全班同学手拉手，围成圈子，然后在一个同学手上通静电，大家都感到麻木，拉着的手全

松开了，这个情景过了若干年后，不少校友还记忆犹新。英语是教会中学最重要的课程之一，

老师除讲授文法、会话、写作外，还教学生读英文诗，唱英文歌，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

趣。汇文的英文老师邀请学生到家里参加茶会，彼此之间须用英语交谈，给学生提供练习口

语的机会。贝满排练英文剧，师生同台演出，生动活泼。另外，各校在高中设选修课，开阔

了学生的视野，又使学生学有专长，能适应将来的工作。 

    为了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各校均制订了完整的规章制度。汇文学校的学则十分详

细，对学生的升学、选课、考试、请假、退学、休学、奖励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贝满规

定，住校生除星期六和星期日外，不许无故离校，否则就算旷课。旷课不但扣操行成绩，还

要扣学科成绩。贝满要求学生衣服庄重朴素，袖长过肘，衣长过膝，冬、夏季一律是蓝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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褂，只有深浅之别。慕贞的女孩子把星期六下午视为过节，因为每周只有这个时候，才允许

出校门，“一个个人领了出门证，拿着包袱，喜气洋洋走出了校门，有的还脱去了学衣，换

上一件花衣服，或穿上一双新皮鞋呢！只到六点半，一个个回来了。虽然校规是不许吃零食

的，但今天不妨例外些。”〔２９〕严格的规章制度约束了学生的日常行为，使学生们养成了

自觉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保障了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由于各校在教师队伍素质、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管理方面做了种种努力，使学校的教学质

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博得了社会的赞誉。家长不惜花昂贵的学费，也要送子弟入学，出现了

有的家庭兄弟（姐妹）几人，甚至上下几代同毕业于一所学校的情况，学校学生人数成倍增

长。汇文学校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办时，学生仅３名，１９３１年学生竟有９０４名。同

时，学生来源也发生变化，学生不再是贫寒人家的子弟了，而是多来自商人、政客、军官、

医生等社会中上层家庭。学生人数的增加和来源的变化，反映出社会对教会中学的看法已经

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教会中学逐步为国人所接受。 

    （三）教会中学与社会 

    如前所述，２０年代以后，教会调整了办学方针，学校必须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意识

得到重视和加强。这不仅表现在，学校在教学内容上，结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加强实用知识

的讲授。而且，为了使学生能适应未来的工作，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开展各种形

式的课外活动，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各校课外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广泛开展体育活动，强健身体，服务社会，是特色

之一。在中国学校中，首先开设体育课的，当推教会学校。汇文、育英、潞河等校均有良好

的体育设施，每逢比赛，校长甚至亲自挂帅出征。各校的体育成绩在全市是一流的。育英的

“火车头”篮球队，所向无敌。汇文的足球队在３０年代闻名全市，曾经战胜过大学队。１

９３３年华北运动会上，潞河有６人获名次，培养了许多网球、篮球、田径等运动健将。 

    各校开展体育活动，并非单纯夺锦标、争名次，而是出于学生身体考虑，强调体育的普

及性。汇文学校认为体育“不是仅为培养能给学校带来荣誉和知名度的少数几个明星，而是

要教授群众体育活动，使全体学生处于良好身体状态。”〔３０〕体育的普及性加强了学生的

身体健康，保证了学业。汇文校长自豪地说，“学生的体育锻炼在整个学生体质方面得到了

满意的结果，我们学校学生中没有什么严重疾病和死亡的”。〔３１〕另外，学校注重体育实

用性，把体育锻炼与社会服务、振兴国家联系起来。“九一八”事变后，育英举行秋季运动

会，会场贴满救亡标语，如“要强国须强身”，“注重体育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体育活动成

为救亡图存的手段和方式。 

    教会中学课外活动的另一特色是组织了大量社团，这些社团大致可分为文体、学术、宗

教三类。社团多为学生自己组织，校方认为这是锻炼学生自治能力的好机会，故采取支持态

度，并成立专门机构，指导学生的课外活动。 

    学生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开展课外活动，不仅增长了知识，丰富了生活，同时

也认识了社会。育英学生通过参观疯人院，认识到“在精神病院不只看一看病人，而我们可

以从其致疯的原因，及疯人的阶级比例中可寻知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中，甚么

人环境最恶劣，受痛苦最大。”〔３２〕学校组织学生开展课外活动，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际

工作能力，毕业后能立足社会。而学生们却没有仅停留在此，而是通过课外活动，认识了社

会，并  且勇敢地走向社会，投入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去。 

    “五四”运动中，汇文学生参加了游行示威。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８日，因参加抗议段祺

瑞政府反动统治的活动，汇文的两位学生壮烈牺牲。“九一八”以后，各校以各种方式参加

抗日活动，募捐、战场慰问、抗日宣传等等。总之，从五四运动开始，以后历次学运和其他

政治活动，教会中学的同学总是积极参加。由于教会中学的特殊环境，国民党力量不易介入，

故共产党和青年团都在学校成立了地下组织。潞河一位校友回忆，他就是１９３２年２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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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河谢氏楼前秘密入团的。“一二九”后，“民先队”在教会中学的活动频繁。贝满的“民先”

队员出壁报、组织同学唱革命歌曲，举办读书会。 

    ２０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骤变化，这使得教会中学的学生走出了封闭的宗教小圈

子，走向社会，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四、结束语：教会中学的作用 

 

    北京地区八所美国教会中学经过２０年代的调整，３０—４０年代进入了发展期，尽管

在教会中学历史上，这是很短暂的，但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因为在该时期，学校对中国社会、

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能体现学校作用的，莫过于学校培养的学生。 

    教会中学早期，无论传教士的野心与打算如何，学校毕业人数有限，并且大部分人从事

宗教或者与之有关的工作，根本没有能在中国政界、文化界形成一种力量。这种情况在２０

年代，尤其是３０年代后，有了显著的变化，变化的标志是毕业生人数大大增加了，毕业生

的主要出路是继续升学，即使是就业，也不再局限宗教工作，多从事工商、教育等，这大概

与教会中学提倡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有直接关系，笔者根据《潞河校友通讯录》中

所列校友名单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１９３０—１９３５年毕业的在册校友１０９名，其中

从政９人，军事２人，工商业４人，文教科技７２人，不详２２人，其中文教科技人员占总

人数的６５％！其他各校，情况也大致相同，不再一一列举。而且绝大部分毕业生是爱国的，

先后成为国家各条战线上的栋梁人材。 

人们常把中学喻为人生的黄金时期，那么这些遍布全国各地各行业，为祖国做出巨大贡

献的人材，他们的“黄金时期”是在教会中学里度过的，这段时期他们从教会中学得到什么，

教会中学在他们成材之路上又起了什么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思想品质的培养。八所学校均有自己的校训，育英是“致知力行”，贝满是“敬

业乐群”，慕贞是“忠信勤俭、致知力行，思想科学化，行动纪律化”，潞河是“人格教育”，

提倡“三育齐备”。校训是学校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学校按照校训要求约束学生的日常行

动，学生从校训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贝满提倡“敬业乐群”，“敬业”就是热爱事业，对

事业一丝不苟。贝满的学生多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但许多人都不甘心毕业后当“少奶奶”、

“阔太太”，而是献身于事业，贝满毕业生中有文学家冰心、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王英、物理

学家谢希德等。“乐群”就是提倡友爱、助人为乐。贝满师生、同学之间关系密切，同学特

别尊重工友劳动。每年５月１日，同学们就会自动代替工友，担当起全校的勤务，工友则放

假一天，这在现在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劳动人民地位低下的社会中，这种举动是可贵的。

需要指出的，各校的校训，基本上受基督教教义影响，与基督教提倡的忠诚、博爱、献身、

服务是一致的。 

    （二）学识与能力的培养。各校在给予学生知识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但学校更注重学生

能力的培养。开设选修课，组织课外活动，既有丰富知识的一面，更有锻炼学生能力的因素。

各校均有意识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贝满的学生会仿照市政府的建制设立，以校为市，

市下设局，局负责某一具体方面的事务。汇文的学生食堂由学生轮流管理，充分施展各个人

的才能。学校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其意义远远超过给予学生知识，而使学生受益一生。不少

校友都认为，他们能在以后的工作中独挡一面，有所建树，很大程度上是中学时期学校注重

能力培养的结果。这种教育方式，对我们现在仍有启发意义，值得吸收。 

    （三）新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由于教会中学的特殊地位及环境，与其他国立或市立

中学相比，教会中学的学生对西方文化、社会有更多的直接接触，这种接触产生两种结果，

一部分人形成了民族自卑感及崇洋思想，但更多人则是面对强大的西方，唤起了读书报国、

富国强兵的决心。同时，也由于经常直接感受外国某些势力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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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触发民族情绪，滋生革命思想。所以，教会中学的学生都是历次反帝爱国运动的积极参

加者。 

无庸讳言，教会中学，或者说是广义上的教会学校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欧美宗教界的海

外传教热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而且从民族感情的立场上看，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侵

犯了我国的教育主权，是一种耻辱。但是，若从现代文明发展史上看，教会学校在一定程度

上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国人起了启蒙作用，并且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材，尤其是本

世纪２０年代以后学校的教育功能日益突出、宗教功能日益减弱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更为明

显，这不是传教士办学的初衷，却是产生的客观社会效应。 

 

注释： 

 

〔1〕《向导》杂志第６３期。 

〔2〕《中华教育界》第１４卷第８期。 

〔3〕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２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９１页。 

〔4〕《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版，第３７６－３７７页。 

〔5〕《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上海１９２２年，第４８页。 

〔6〕《中华归主》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１０页。 

〔7〕美以美会：Minutes of the North China Conference, 1915, p.100. 

〔8〕《崇实季刊》第８期，１９２９年。 

〔9〕《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第４８－４９页。 

〔１０〕〔１１〕《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７９页。 

〔１２〕同上，第４５页。 

〔１３〕同上，第３１７页。 

〔１４〕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教师丛刊》第１卷第２期，１９２４年。 

〔１５〕《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３１６页。 

〔１６〕北长老会：Minutes of a Joint Conference and of the Annual Meeting in 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Prebyterians, 1927, p.11. 

〔１７〕《中华归主》下册第９０１页。 

〔１８〕《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第９２－９７页。 

〔１９〕同上，第８４页。 

〔２０〕《崇实季刊》第８期。 

〔２１〕《汇文年刊》１９３６年。 

〔２２〕〔２３〕《慕贞校闻》第１号，１９３９年。 

〔２４〕中华基督教教育会：Christian Middle Schools in China, 1932-1940. 

〔２５〕《育英年刊》1919 年。 

〔２６〕〔２７〕美以美会：Minutes of the North China Conference, 1931, pp.109-110. 

〔２８〕《贝满年刊》，１９３８年。 

〔２９〕《慕贞校闻》，第３号，１９４０年。 

〔３０〕美以美会：Mintes of the North China Conference, 1922, p.95. 

〔３１〕Ibid., p.31. 

〔３２〕《育英年刊》，１９３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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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秦斌祥 

 

 

芝加哥大学可称为美国社会学的发祥地。１８９２年，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在这里建立。

其后，大批社会学学者逐渐汇聚过来，并形成了以罗伯特·帕克教授为核心的教学研究群体，

这就是今天所谓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统计

学等，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对城市社会的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兴盛适逢美国城市的大发展时

期。１８４０年，芝加哥还是个仅有４０００多人的小镇；１８９０年，它的人口达到１０

０多万；１９３０年则超过了３００万〔1〕。城市人口的剧增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

并带来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在帕克等人的大力推动下，芝加哥学派对城市进行了广泛而深

入的研究，从而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城市社会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 

     

关于城市结构的研究 

 

    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学的着眼点首先是城市结构，关心的是土地利用模式和人口与

机构在城市社区里的分布状况。具体来说是下面这些问题：如城市化、郊区化的原因和后果；

不同人群住在城市的什么地方；为什么有些群体处于居住隔离状态；社区是如何移民、增长

和衰落的。城市结构看起来杂乱无章，而在芝加哥学派那里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帕克教授认

为人类生态学是考察城市结构最合适的角度。帕克说，“城市社区里存在一些因素，它们导

致一种有序的、典型的人口和机构组合方式。分离这些因素并进而描述由于这些因素的合力

而造成的人口、机构群集方式的科学，就是人类生态学。它不同于植物和动物生态学”〔2〕。 

    生态学最初是生物学的术语，主要研究动植物间的环境及其与空间的联系，研究这些联

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和结果。１９、２０世纪之交，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风行美国学术界，

帕克也深受影响。他认为生态学规则十分契合城市结构发展、城市空间分布的规律，于是第

一个将人类生态学引入城市社会研究。当然，他首先确定了人不同于动植物的前提。人类是

有文化的，人类对城市土地空间的竞争不可能像动植物那样漫无限制，而受着习俗、法律的

制约；通过象征性的交换、协商、理解和谦让，最后达到相互适应而不是相互毁灭。 

    明确上述前提后，帕克指出，生物学规则同样适合于城市结构分析。第一，城市社会与

生物界有相同的共生现象。共生指群体关系中个体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状况。共生的基础

是差异，城市越大，劳动分工越细，每个机构提供的服务越趋单一，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

度则越高。在城市结构上的表现就是功能互补的机构往往分布在相互邻近的地域内。第二，

如同生物界一样，人类出于本能的驱动，必然寻找一席生存繁衍之地，于是在有限土地的使

用上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帕克认为这是决定城市结构、决定城市人口和机构地域分布的最重

要因素。城市由许多功能不等、地租各异的地块组成。市中心功能最大，但地租也最高，这

里只能由那些实力雄厚的大金融机构、商业集团占据。而贫穷的移民只能在功能小、地租低

的贫民区居住。所以帕克指出，城市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激烈竞

争和适当选择的结果。 

    共生和竞争决定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框架。但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是经常变动的，芝加

哥学派用五个生态学概念来描述这种变动过程：（１）集中。主要指相同职能的机构向城市

中枢地区汇聚，特别是对银行和商业来说，在城市中心区集中起来会极大促进业务发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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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指人口和机构离开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迁移。二战后美国城市人口和工商企业大规模

向郊区搬迁就是例子。（３）隔离。由于竞争的结果，相同收入、种族、宗教等因素的人群

或相同职能的机构聚集在一个特定区域，整个城市由一块块各具特色的地区组成，它们彼此

分离，这就是隔离。美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着与外界隔离的黑人聚居区和由外国移民组成的

少数民族居住区。（４）侵入和接替。这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如果一个群体离开它原来

的居住地而进入另一群体的领域，便是侵入；当后来群体取代原有群体并实施对该地区的有

效统治时，就形成了接替。黑人和外国移民起初在城市的居住地域很小，以后由于人数激增，

黑人和移民逐步“侵入”邻近的白人居住地，白人居民大批迁至另外的白人区或郊外，结果

黑人和移民便“接替”了很多原来的白人区。 

    在用人类生态学分析城市结构时，许多社会学家试图建立关于城市结构状况和变迁的模

式。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伯吉斯教授提出了一种引起广泛争论的模式。通过对芝加哥城的

分析，伯吉斯认为，城市结构如树的年轮一样，由一圈一圈的同心圆组成。在平面图上，以

城市中心为圆点可画出五道不同半径的同心圆圈。第一环（即最里面的圈内）叫中心商业区，

这是城市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地方，只有实力雄厚的百货商店、官方机构、大型饭店才能在这

里站稳脚跟。这里人口最密、流动性最大、商业最为繁华。第一环外面的第二环叫过渡区，

这里聚集了黑人、移民、流浪汉和其他下层居民，还有工厂和仓库。第二环成为城市里房屋

破败、世风腐化、犯罪率最高的地区。破落的第二环紧挨繁华的第一环看似荒谬，其实自有

道理。因为第二环总是面临着第一环内商业势力向外扩张的压力，第二环的房产主既然明白

他的房屋即将被第一环的人收买过去改作他用，他们自然对维修那里的房地产不感兴趣，年

久失修，第二环的房屋逐渐损坏，只能出租给贫困居民和经济实力不强的工厂企业。第三环

是工人住宅区，这里环境比第二环要好，但住房也相当简陋，居民主要是蓝领工人。第四环

是中产阶级住区，白领阶层如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小商人、职员住在这里，房屋以高

级公寓和独门独院为主。第五环叫通勤区，这是城市最外围的一环。上层和中上层社会的豪

华郊外住宅坐落在这里，居民大多在城市中心区工作，他们使用通勤车票或使用自己的小汽

车，上下班往返于两地之间。 

    伯吉斯模式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随着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其居住地离城市

中心会越来越远，从中心商业区往外看，则依次是贫民区、蓝领工人区、中产阶级区和上层

社会区。第二，城市地域存在着一种从中心逐渐向外扩张的趋势。当Ａ环的人口和机构增加

时，它必然要侵入它外围的Ｂ环，最终接替那里的人口和机构，而Ｂ环的人口和机构也肯定

会向紧挨着的外一环地区侵入。结果，每一环的地域都会扩大，城市按照相对固定的五环模

式向四周蔓延。伯吉斯同心圆五环模式为城市结构分析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图案，虽过于简单，

但通过它可一望而知各种不同人群和机构在城市的大致分布及其变化趋势。 

     

关于城市生活方式 

 

    城市生活方式是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的第二个重点。罗伯特·帕克和罗伯特·雷德

菲尔德曾比较城乡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芝加哥学派的后起之秀刘易斯·沃思继承了前人的

思想，并进而推演出一整套关于城市生活方式的理论。沃思的城市定义是：“从社会学角度

看，城市是一个相对而言大规模的、密集的、由社会性质不同的人长久居住的地区”〔3〕。

沃思认为城市人口有三个特点，即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大，这决定了与农村迥然不同的

城市生活方式。以下分三个方面介绍沃思的研究成果。 

    一、城市人口多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 

    １．沃思指出，人口多必然带来复杂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工业化之前的乡村社会，

人口少、生产方式单一，大多数人从事基本相同的劳动。而城市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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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活动变得多层次化。在城市一定限度的地域内要将众多人口有机组合起来，并顺利

进行生产和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就必须按照其技能将城市人口进行合理的劳动分工，并相对

固定下来以向专业化发展，这是提高社会效率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众多的城市人口也为

专业化提供了可能性。譬如，一般来讲，乡村社会不大可能出现专职律师。因为在人口少流

动性差的乡村，找律师打官司的人不多，有限的业务量使任何有志于法律事务的人几乎都不

可能专以此业谋生。城市情况则相反。城市人口多、法律事务骤增，一位称职的律师完全能

够以专门帮人打官司为生。城市其他劳动分工和专业工种的出现也大致与律师工作专业化的

原因相似。 

    ２．城市人口多彻底改变了人际关系，人际接触由首属关系变成了次属关系。首属关系

指发生关系的双方能全部投入这种关系并可从中得到情感上的满足，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关

系和自愿结合的朋友关系是典型的首属关系。次属关系指双方只是部分投入的、为实现某种

功利性目的而结成的关系，商业关系是其典型。可以说，农业社会以首属关系为主。农村人

口少，每个社区中很多人相互有血缘亲缘联系。没有这种联系的也不孤独，由于长期生活劳

动在一起，彼此非常了解，忠诚信任、守望相助，整个农村社区形成一个亲密的首属团体。

反观城市，这里人口众多，一个城里人每天打交道的人数比农村多得多。由于时间和精力的

限制，城里人的交道方式经常是短暂的、表面的有时甚至是敷衍的，不大可能花很多时间去

深入了解对方并进而建立情感上的相互呼应与支持。因而，沃思写道，“一个社区的居民增

长到超过几百人后，就必然会限制该社区每个成员直接结识的可能性”〔4〕。一个农村社区

的居民可以熟知本社区的所有人，而一个城市市民熟悉的人则只占所接触的人中很小的比

例。 

    次属关系代替亲昵的首属关系成为城市的主导模式。沃思指出，“城市人只是以部分角

色身份进行交往。实际上，比起农村，他们要依靠更多人的服务来满足生活需求⋯⋯但他们

对特定个人的依赖程度降低”〔5〕。这段话表明，不仅由于人口多交际面分散使首属关系难

以建立，而且城里人建立首属关系的必要性本身就很小。因而城市人际关系不以情感而以事

本为主，交际目的是为了某种利益的实现。也就是说，交际双方不再把对方看作是有血有肉、

有情感交流需要的个人，而只是从经济实用的角度把对方分门别类：他是个银行家，还是个

擦鞋匠；是雇主还是雇员；是富翁还是穷鬼——总之，每个人都变成了一种经济抽象物，在

他的头上标志着其价值和功用。城市人打交道就只看对方的价值功用，关心对方是干什么的，

“他能为我做什么？”这种功利性的、抛弃情感交流的部分投入就构成城市次属关系的主要

特色。 

    ３．城市人口众多导致社会制度的正式化和标准化。首先是社会控制手段的正式化。在

以首属关系为特征的农村，社会成员的行为受到习俗和乡规民约的有效控制。一旦众多的城

市人口引起人际交往由首属关系转为次属关系后，原有的首属关系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也随

之消失。这时就必然要求用新的方式来填补社会控制手段的真空，于是，不同于习俗和乡规

民约的正式控制手段便应运而生，法律、法庭和警察便是其组成部分。其次是社会运行节奏

的准确守时。在农村，时间概念模糊，那里以日出和日落作为大致的作息时间。城市由于人

口多、分工细、依赖性强，社会运行必须以严格的时间为标准，否则，庞大的城市社会必然

陷入严重的脱节或滞塞状态。第三，人口众多带来价值判断的标准化。人口麇集的城市也是

思想观念混杂之地，但为着衡量标准的统一，城市人逐渐接受了一种共同的价值——金钱。 

    ４．城市人口众多是导致政治上选举制和代议制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成千上万的城市

居民只能推举少数代表去有关会上反映并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与乡村里所有村民都能坐在一

起共同议事的村民大会根本不同。 

    二、人口密度高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 

    １．人口密度高的体现是人们的空间距离缩小。沃思认为，空间距离缩小后，人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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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距离、关系距离也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距离并不会跟着缩小。恰恰相反，社会距离很

可能会随着空间距离的缩小而扩大。人是需要一定的生活空间的，当城市密度增高、个人生

活空间被压缩到超过一定限度后，当事人必然觉得压抑难耐、心存怨尤。一个在比肩接踵的

中心商业区不得不时常用手拨开道路的行人，很难对周围密集的陌生人产生好感；一个平时

非常健谈的人进入拥挤的电梯后，往往一下子就变得缄默不语，只是眼巴巴地盯着电梯壁上

的号码，盼着它快速移动。当然，中心商业区和电梯间只是城市人口密度的两个特例，但无

疑城市人口的空间距离比农村是小多了。如果这种距离的缩小发生在社会状况和生活习性相

似的人群间，或许会带来交往的便利、亲昵程度的增加。不幸的是，城市居民的地位、收入、

职业、种族和语言都相差极大，他们很少有交流的欲望也很难进行真正的交流。在密集居住

的城市里，虽开门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大有人在。 

    ２．高人口密度给社会秩序带来不利后果。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域里，很多资源呈供不

应求状况，每个人对占有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占有时间都有各自的、与别人相冲突的打算。

城市人际关系缺乏沟通、相互排斥的特点更使城市人没有人情方面的顾虑，他们对稀缺的城

市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争之剧会直接导致社会的混乱和不稳定。按照沃思的观点，城

市之所以比农村更为动荡，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的人口密度太高。 

    三、人口异质性大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 

    １．城市人口成份比农村复杂得多。在沃思时代的芝加哥，正是城市人口暴涨之期。芝

加哥不仅有英国移民，还有土生印第安人、黑人、亚裔人、西班牙裔人和东欧移民。他们讲

不同的语言，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芝加哥变成接纳八方来客的大熔炉。巨大的人口异质

性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居住地域分化，人们按同质组合，分别聚居在相互隔离的地区。这种现

象体现在收入不等的人群之间，更突出反映在少数民族的居住方式上。如美国大城市里普遍

存在的黑人区、唐人街、犹太区、小西西里、拉丁区等。居住分隔有自愿主动的因素，居民

一般不愿与和自己相差太大的人住在一起，因而同种族同生活方式的人就自愿聚集到了某一

固定区域。但也有非自愿的居住隔离，如一个黑人因经济地位提高或其他原因想迁居到白人

区，他必然受到各种歧视甚至恐吓骚扰，最后他很可能难以如愿，不得不留在原来的黑人聚

居区内。由于自愿和非自愿因素的作用，人口异质性大必然导致城市居住隔离状态的出现并

长久保持下去。 

    ２．长期生活在异质性巨大的城市里，人们逐渐习惯了这种纷乱杂色的环境，久而久之，

对城里各种怪异的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于是，在城市人的生活态度里，对差异的容忍度已

显著提高。这种差异容忍度加上前述的人际关系的反情感性，又共同成为城市理性主义兴盛

的重要前提。城市人更注重按理性原则行事，突出表现在宗教影响下降，世俗化倾向增强，

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宗教观更趋开放，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理性原则指导下抛弃了来世观

而只关注今生今世的生活与幸福。软弱的宗教约束使城市人获得了相当大的行为自由和思想

解放。 

    ３．人口异质性大带来高度的社会流动性。沃思指出，农村人口成份简单，只有土地所

有者和农民这二类基本人口，职业划分和社会分层都很少，并且严格的等级制使职业身份和

社会地位很难改变，也就是社会流动性小。而在人口众多的城市，从经济上讲，异质性大就

意味着城市人在工作和收入方面差距大，也表明城市的职业分工多和社会分层细。这种分工

多、分层细的状况必然为城市社会流动带来很多机会，经常可以看到，在声誉低下的行业有

昔日显赫家族的后裔来求职，在一掷千金的上层也出现了曾经身无分文的外国移民，过去森

严的门第等级制在城市已被按才干决定社会地位的原则所取代。社会流动分为水平和垂直两

种，水平的社会流动指不改变社会地位的变动，垂直的社会流动则改变社会地位。这两种社

会流动在城市都相当普遍：很多人经常变换职业，但其收入、社会地位并没有什么变化（水

平流动）；另一部分人则或者由于成功而升入上一层，或者由于失败而落到下一层（垂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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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由人口异质性导致的社会流动性为城市社会注入了活力，并给个人带来了成功的希望

和信心。 

    沃思根据城市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大这三个人口特征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

征。与农村相比，沃思认为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

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

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他的理论不无偏颇之处，但确实引起社会学界广泛的兴趣。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方法 

 

    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的最重要方法是实地调查。这与学派创始人帕克教授的经历有

关。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前很长一段时间做新闻记者，他认为记者的调查采访对社会学研究

至关重要。他从自身体验出发，提出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要像人类学家研究南太平洋某个小

岛上的土著居民那样，用参与考察法去描述分析城市的各个区域。 

    在帕克等人的推动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和学生走出象牙塔，对芝加哥城的各

个区域进行实地研究，并写出很多关于外国移民、流浪汉、种族聚居区、青少年犯罪团伙、

自杀等社会现象的分析报告。在大量的实地调查过程中，两种具体研究方法逐步形成，即个

案法和整体法。个案法的理论前提是，一些明显的地理现象如河流、铁路、公路将城市划分

成一块块小区域，每个区域的建筑外观、经济水平、人员构成和文化模式都各具特色。个案

法就是以城市某一块区域为研究对象，深入了解该地区居民的社会生活，分析其社会运行过

程和各种社会现象。整体法以整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某一种或某几种社会现象在整个城

市的分布状况，即哪个地方多哪个地方少。伯吉斯的同心圆五环模式是整体法的基本工具。

下面通过分析芝加哥学派两本经典著作的内容与成书过程，来分别揭示个案法与整体法的具

体作法。 

    佐尔博的《黄金海岸的贫民窟》是个案法的代表作。按照伯吉斯同心圆模式的划分法，

佐尔博研究的区域紧挨芝加哥商业区，属于第二环过渡区。当时居民以下层人士为主，也有

少数没搬净的富裕家庭。佐尔博搜集资料的途径有：（１）通过与有代表性的人长谈，记录

典型个人的详细经历；（２）挨门挨户地家访；（３）充分利用当地官方和非官方团体的有关

档案。 

    佐尔博按照两个方向展开个案法研究。第一是研究地域变迁史，探寻的问题如：在地区

发展的不同时期，居民的主要构成，土地利用方式，建筑环境及其功能等。由于研究的区域

紧挨着中心商业区，佐尔博便着重分析中心商业区向外扩张带来的影响。该地区曾是富裕的

上层社会居住区，后来由于中心商业区的侵入，居住环境恶化，上流家庭逐渐搬出，下层人

士大量涌入，一度高雅的住区变成了穷人、移民密集杂居的贫民窟。在这个例子中，地域变

迁史包括了土地利用、人口构成和居住环境方面的变化。第二，由于选取的研究单位是一个

相对狭小的地域，佐尔博得以对该地区内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包括那里的社会

制度和社会运行状况、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等。通过分析，佐尔博认为，城市社

会流动性大，社区意识丧失，人际关系表面化，传统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崩溃，正式的社会控

制不健全且缺乏效力，城市越轨行为大量增加。这种悲观论点与沃思完全一致。 

    整体法的代表作是肖和麦凯两人合著的《青少年犯罪与城市地区》，该书考察青少年犯

罪现象在整个城市的分布状况。肖和麦凯的具体方法是，根据伯吉斯模式将芝加哥城划分为

五个同心圆区域，分别分析五环区域内的社会状况——居民种族成份、收入水平、职业构成、

房屋拥有率等，并对这些社会指标进行量化，如黑人占当地居民多大比重、蓝领工人的比例

是多少。然后收集每个区域内的青少年犯罪数，最后一步是将量化了的地区社会状况指标与

该地区的青少年犯罪数联系起来，做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以确定青少年犯罪在多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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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某项社会状况指标的影响。肖和麦凯两人在社会学界第一次使用相关回归分析法，比其他

人至少提前了２５年。 

    肖和麦凯的结论是，青少年犯罪并不与五个区域的城市人口同比例地分布，而是集中在

特定区域；离城市中心商业区越近，则青少年犯罪率越高。这是因为越靠近中心区，则贫困

家庭和外国移民越多、人口流动性越大、社会环境越差。下表是肖和麦凯收集到的有关数据，

它清楚地显示出在城市五个同心圆区域中，青少年犯罪率从城中向城外逐渐递减的趋势以及

各区犯罪率与该区居民社会状况之间的对应关系。〔6〕 

 (单位:%) 

城市的五个同心圆区域                   地域 

社会指标 I II III IV V 

青少年犯罪率 10.3  7.3  4.4  3.3  3.0 

贫困家庭率  3.0  1.7  0.6  0.4  0.3 

移民和黑人家庭比例 72.3 69.7 55.1 42.6 40.6 

职员和专业人员比例 10.1 12.7 17.4 21.5 21.9 

     

对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评价 

 

    作为社会学进入美国本土后出现的第一个流派，芝加哥学派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统治美国社会学界长达３０年之久；而对城市社会学来说，芝加哥学派更是当之无愧的开

创者，并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芝加哥学派大力提倡实

地调查研究，从而将社会学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他们率先走出了昔日闭门造车的象

牙之塔，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以芝加哥这个沸腾的城市为实验场进行实地调研工作，最终

来修正并完善各种社会学理论前提。当然，在芝加哥学派之前也有少数人对城市社会的某些

方面进行过调查，但把实地调查提高到与社会学理论阐释相并列地位的，却是自芝加哥学派

始。而且芝加哥学派的实地调查是对以前的调查手段进行彻底改造后而出现的一种崭新方

法：旧式调查随意掺入调查者的主观意向，芝加哥学派则竭力实行“价值无涉”，要求准确

客观地反映城市现实，只有这样，研究的科学性才可得到保证。另外芝加哥学派的实地调查

是在一定理论体系指导下进行的，避免了空泛、零散的毛病，为创建完备的社会理论贡献可

靠的材料。 

    其次，芝加哥学派引入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为城市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角度。生

态学研究动植物间的互动关系及其与空间环境的广泛联系，这种互动联系的思维方式特别适

合于从整体角度来研究城市这个复合社会。因而，每当研究宏观的城市社会课题，如城市化

过程、郊区化原因、人口和机构在城市地域的分布等问题时，生态学就成为有效的方法。自

从帕克和伯吉斯等人引入生态学后，一半以上的城市社会学家继承了这种方法，并逐渐完善

使之成为今日具有科学的理论框架、有独立的学术地位的人类生态学，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

两个主要流派之一。 

    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第三个理论贡献是沃思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研究。沃思意识到城

乡生活方式的异同，并正确地指出了城市生活的某些特征，如职业专门化、社会控制正式化

和理性主义上升等。与人类生态学的宏观角度相反，沃思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研究是从微观入

手的。虽然在他之前欧洲一些社会学家如齐美尔已研究过城市生活方式，但沃思却是集大成

者，并在他们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芝加哥学派毕竟属于城市社会学中最早的探索者，他们做了许多令人称道的工作，也

存在难以避免的理论不足。帕克在引入生态学方法分析城市结构时，虽然也曾意识到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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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动植物世界不同，但在实际研究中却不知不觉地原样照搬主导生态世界的竞争法则，认

为经济竞争是决定城市人口、机构分布的唯一因素。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文化因素如居

民对居住地区的依附情感、某块地域的象征意义也都可以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方式。而伯吉斯

关于城市分布的同心圆五环模式则过于简单化，除了像芝加哥这样旧式的大城市外，很难适

用于解释中小城市特别是新兴城市的分布状况。 

    沃思认为城市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大这三个特征必然带来人际关系疏远的观点也是

大可怀疑的。首先，城市也存在像农村那样保持亲密的首属关系的社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方尤其如此。更重要的是城市人际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亲密的人际关系不一定非得像农村

那样在同一生活地域才可建立。一个城市人幸许从整座楼、甚至整个社区都找不到知心朋友，

但他可能在几个街道之外，在另一个社区却有生死相托的友人，城市发达的电话网和交通系

统使居民能与亲友（即使相距遥远）保持密切的关系。沃思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没有区分

城市生活的公众方面与私人方面。在人多密度高的公众场所如街道、商店等地方，人际关系

一般显得冷漠和敷衍，而在私下熟人之间情况则大不一样。沃思只注意到公众场所的冷漠并

把它说成是整个城市人际关系的普遍状况，有欠妥当。如果要对沃思城市人际关系的观点作

些补充的话，似乎可以这么说：城市人仍有自己亲密的首属关系；但与农村社区绝大部分成

员同属于首属团体不一样，由于城市人多，城市人遇到的经常是事务性的次属关系，城市人

际关系在很多时候确实显得疏远和表面化。沃思只说对了一半。 

    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美国的城市社会学是由芝加哥学派奠基而发展

起来的；总结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贡献和不足，对今后理论的进一步演进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 

 

注释： 

 

〔1〕James Spates and John Macionis, The Sociology of Cities, St. Martin's Press, 

1982, p.39. 

〔2〕Ibid., p.109. 

〔3〕Sandor Halebsky, The Sociology of the Cit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p.307. 

〔4〕同〔2〕, 第 48 页。 

〔5〕同〔2〕, 第 43 页。 

〔6〕Harvey Choldin, Cities and Suburb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5, p.24. 

 
 

 

只因为地球是圆的 
 

——读《跨文化沟通读本》札记 

 

张跃宏 

 

 

在这些年沸沸扬扬的文化热中，中西文化比较是热潮中的热点。这种比较是逼出来的，

因为在这个由５００年前哥伦布航海证明是圆形的地球上，人们越来越不可能独处一隅而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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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自乐了。不同文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以致于在许多国家已经有了专门研究文化间沟通与

交流的学问——跨文化沟通研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以美国为例，跨文化沟通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手上的这本由拉里·萨莫瓦（Larry 

Samovar）和里查德·波特主编的文章集——《跨文化沟通读本》（第五版）（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美国华兹渥斯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出版，本文所注页码均为本

书页码）便从研究总论、定义和研究方法、研究类别、跨文化研究的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反

映出了美国学者的一些经典性的共识。简单地说，由人类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种需要（生

存、发展、好奇心、娱乐、审美⋯⋯）的炽盛而带来的日益频繁和强烈的跨文化交往，是跨

文化沟通研究的对象，跨文化沟通研究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掌握跨文化沟通的原理和技能，从

而顺利地实现跨文化交往（包括平息跨文化冲突），促进人类的沟通和交流，推动世界的进

步。而所谓“跨文化”研究的基础是文化研究本身，是对特定的文化和亚文化的特质甚至世

界上所有文化的特质的研究。假如视“文化”为生活方式的话，则几乎我们举手投足都可能

是跨文化的行为。不独美国人到中国来旅游是跨文化的体验，岭南人到华北平原工作也是跨

亚文化的体验；不独基督教徒与佛教徒有文化观念的鸿沟，崇信男子统治地位的人与推重男

女平等观念的人也有文化沟通的困难；不独纽约人与印第安人有文化差异，就是北京都市里

住四合院的人与住新居民区２０层高楼里的人之间也有文化心理的区别。美国教授理查

德·波特和拉里·萨莫瓦根据文化差异由大到小的变化列出了一张表：表的一头代表差异极

大，如西方文化与亚洲文化，次一级的是意大利文化和沙特阿拉伯文化⋯⋯表的另一端是差

异最小的两种文化，如环境保护主义者与强调社会发展的人，等等（第２３页）。因此，从

某种非常绝对的意义上讲，研究跨文化，实际上是研究文化；而我们的许多日常行为，都在

不同程度上成为跨文化的行为。甚至足不出户，也难回避与不同文化的接触。且不谈域外的

商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作为载体，它们带来了出自不同文化的信息），就

是每天的电视节目，包含了异常丰富的跨文化的信息刺激。跨文化经历，已不是如在交通不

发达、科学技术落后的时代是少数人的事了；跨文化经历的密度和频度的迅速增加，已经成

为不可改变的趋势。 

    跨文化接触的增加，意味着文化冲突的增加。而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背后，有一个至

关重要的矛盾——文化的多元性与文化的现代化的矛盾。它涉及到两方面的合理性的相互冲

突，即文化多元存在的合理性和现代化文化的合理性之间冲突。这是困扰跨文化沟通研究人

员、跨文化沟通的参与者甚至广而言之——困扰当代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 

    有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在回顾他的治学生涯时说，他曾对建立某种整齐划一的世界经济模

式很有信心，但当他读了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以后，便放弃了这一想法，因

为《文化模式》一书使他了解到，如此之多的文化类型使类似的世界性统一体的想法显得很

不现实。（见《美国经济学家》杂志１９９０年春季号） 

    这个经济学家的思想经历，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说明。第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

们对于世界上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存在并没有足够的认识；第二，只是在世界上各个部分相互

依赖程度的增加，在人们对于世界进行新的整合的要求变得强烈的时候，这种文化多元存在

才变得醒目起来；第三，文化多元存在的顽强的生命力和自身的合理性，使许多富有理想色

彩的世界主义想法不得不望而却步。 

    对文化多元存在和文化的多样性的揭示，是人类学家的重要贡献。从泰勒、博阿兹到玛

格丽特·米德、克利弗德·吉尔茨，田野调查这种直接掌握原始文化部落的文化行为材料的

方式，一直是人类学家所坚持的重要工作手段。对人种学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与文化的多样

性同样普遍存在的现象和心理倾向——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文化中心主义的含义是，特定文化的成员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文化优于别的文化。在文化

中心主义的作用下，人们习惯性地甚至下意识地用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去判断别的文化及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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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行为方式。这是极为常见的现象。美国妇女会认为伊斯兰妇女过于禁锢，而穆斯林会认

为汉人毫无敬神之心。在行动中，往往会出现把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强加到另一文化成员身上，

或自以为某一行为天经地义而实际上在异文化环境下可能大逆不道，或者以自己文化的解释

方式去解释不同文化的符号和行为，从而歪曲原意的情形。所有跨文化沟通的研究者都认为，

文化中心主义是不合理的，它妨碍沟通，轻则引发文化的误会，重则激起文化冲突，因而无

论在认识不同文化的时候，还是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都应该坚决克服文化中心主义。 

    这种观念的正面表述，便是文化多元存在合理性的命题。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只强调各

种文化的历史的和环境的发生原因不同是远远不够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

从功用和优越性上讲，是互补的。 

    我想举一例略加说明。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对于上下文（context）和含义（meaning）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文

化中的区别的描述（第４４－５４页），颇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命题。 

    依照他的划分，信息可以按其对上下文的依赖程度分为“强调上下文的信息”

（High-context message，简称“高信息”）和“不强调上下文的信息”（Low-context message，

简称“低信息”），这两种信息构成一个连续集的两端，其间有着相当的过渡阶段。举例来讲，

一对双胞胎自幼朝夕相处，一起长大，他们之间的信息传递相对于法庭上的两位素昧平生而

仅由于某桩案件而一起出庭的律师间的信息传递，就要经济得多。前者是高信息沟通，后者

是低信息沟通。 

    不同的文化沟通对上下文的强调是不一样的。在上述的连续集中，美国文化虽然不在最

低端，但相对处于较低的位置。而它比日尔曼－瑞士文化、德国文化、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更

强调上下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文化则处于连续集的最高端。在美国人看来，汉

字的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等构字方式，都是高信息系统的体现，甚至汉字的不同的书

写——书法，也成了一门艺术。我们常说“字如其人”，便是对于汉字能蕴含比字义本身更

多的内容的能力的表述。（也许英文的书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字如其人”的效果，但肯定

没有汉字这么突出，这又恰好证明了汉字所属文化的高信息系统特征。）又比如围棋这一中

国传统的娱乐竞技形式，也比诸如国际象棋一类的棋类游戏蕴含了更多的信息，下围棋不仅

因可以表现出弈棋者的水平和性情而被称为“手谈”，它甚至还因可以传达出阴阳、动静等

等哲学意念而具有强烈的文化表征的作用。 

    霍尔的研究表明，高信息系统比较稳定，不易发生变动，而低信息系统则不够稳定，容

易发生变动。 

    这种互补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地呈现在历史进程的同一个断面上。比如说，只是

在现代化的历程已经同许多文化结合在一起，在推动人类的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如环境污

染、生态失衡等等现代弊端后，另一些文化中的尊重自然、顺从天意的价值观才显出了对现

代化进程的补充作用。这种对多元存在的合理性的认识，将随着人类的跨文化交往越来越频

繁而更加深入。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面对令人叹为观止的众多的文化群落，人们不禁会问：各种

文化之间是否有一种可以分出优劣高下的文化进层系统？换句话说，是否有统一的标准来判

定文化的等差？ 

    人类学家倾向于认为每种文化都是某种适应和成功，倾向于鼓吹文化的相对主义。但人

类的生物学的共性却不断地使人探求文化上的共性。事实上，从人道的原则和标准出发，可

以发现许多共同特征的线索。 

    比如，人的身体健康的意识就不只是某种文化专有的。恰恰相反，像饥荒、暴力这样的

现象，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共同的含义。不同的文化都视贫穷、物质感受的不舒适、对身体

的伤害为坏的东西。在这些现象面前，不同文化的界限就十分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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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对主义者会争辩说，就是像“伤害”、“不舒适”这样的概念也是因文化而异的。例

如，有的印第安人就经常从事一种自我折磨的活动。一些印第安人剁下手指关节，并让箭扎

进自己的皮肉，箭杆用绳拴住，绳子另一头拴在水牛头骨上，如此自我折磨的人便牵引着水

牛头骨绕行村庄。还有一些印第安人非常看重勇敢，战俘若能忍受严酷的拷打而不显出难受，

便会受到折磨他们的敌人的高度评价。 

    但是，实际上，这些印第安人并不是以折磨自己为乐的。他们也崇尚更长久的生命而不

是迅速的死亡。自我折磨只是为了制造某种幻觉，因为他们相信这可以为他们带来好处和力

量。因此，自我折磨并不是一种愉快的放纵，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忍耐。这就好比在现代社会

中的人为了达到某种医疗目的而常常不得不忍受治疗的痛苦一样。 

    伴随着上述的两方面的合理性，我们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 

    以全部的智慧和心灵的敏感，我们在进行跨文化接触时应该尽力把文化中心主义从我们

的意识中摒除，尽管它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将必然时时显露出痕迹。因为，文化的生命力使

我们相信，具体的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将是所有文化丰富和发展的条件。 

    同时，我们应该以文明的理性精神和朝向未来的勇气，面对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人类物

质生活的进步史，是不断地向愚昧和黑暗挑战的历史。现代化是人类的福音。 

    一个二律背反很明显地横亘在我们的旅程上：尊重文化的多元存在；尊重现代化的一元

道路。 

    假如有一个可以从具体的文化上  （如现在的现代化与之结合的欧美文化）剥离下来的

抽象的现代化文化，则以这一文化为准绳的实践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中心主义的行为。而

文化中心主义是业经证明应予摒除的、违反世界愈益相互依赖的潮流所要求的行为准则的。

而同时，正是世界相互依赖的潮流使我们不能够为守住具体文化的全部地盘而游离于现代化

进程之外。 

    据说，最为闭塞的安达曼岛的居民偶尔发现冲刷到他们岛上的空汽油桶。他们把汽油桶

拦腰切断，做成可用来烧饭的锅。这种情形是很难反过来设想的。发达社会的人是断不会用

岛上的用具来做成自己可用的东西的。但有趣的是，岛上的用具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文化的审

美物品。 

    这看起来出现了我们所期待的可使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文化流动的有益的对称。但

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觉，这种对称的普遍存在，只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到这里，文化的选择已成为一个道德问题。我们足不出户，也将面临这样的选择。这种

情形，很好地表达在法国尼斯１３岁的儿童梅莱娜·若罗的一首诗里： 

        假如地球是方的， 

            孩子们就有角落藏身。 

            但地球却是圆的， 

            我们不得不面对世界。 

据说这首诗被刻上了一只水晶球，而这只水晶球被飞船投入了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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